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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这本脱胎于博士学位论文的书，可能终将成为我所有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关于《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的起源、孕育和诞生，我在其他地方也曾有过详细描述(1)，下面附上简要总结：1967—1969年，我发现自己从事着全世界大多数女性惯常从事的职业——照顾小孩和家庭。照顾孩子是很棒的（照顾家庭却并非如此），这个角色所带来的社交孤立和不被重视感，却让我感到莫名恼火，这对我们这代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更是沉重一击。因为这种教育深深灌输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此后社会上所有的职业之门，都将像其对男性敞开那样，也会为我们女性而洞开。看起来，孩子和家务似乎帮我们关上了这些门。在大学学习过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我，曾想着：也许将这些习得的理解框架应用于家务劳动研究也会很有价值。然而，事实证明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学术之家和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来为我的想法背书，而当我把完成的研究最终变成一个详细的叙述文本时，乐于接受它的出版商寥寥无几，他们不仅难以接受女性在该项目采访中对家务劳动所吐露的真实心声，还无法面对这一事实，即在历史上，大多女性是在思想操控下，去从事这份脏兮兮而不体面的工作。

当然，难以找到导师和出版商，与本书的主题息息相关。试想家务劳动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选题呢？又有谁会愿意花钱买一本关于它的书呢？然而这本书的出版出乎意料地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政治氛围和知识话语的转变，其中有些人认为，重估“家务劳动”和“女性与性别”这个一直以来令人尴尬的话题的时刻，早就应该到来。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开门见山地对社会学中对待女性的固有偏见和社会学创立者的性别盲视进行了猛烈炮轰。(2)这篇文章是我在为本书最终找到的出版商的建议下所写，他在此议题上可能比我有更多洞见，知道家务劳动社会学即将从公众和学术界共同对社会性别与日俱增的兴趣中获益。本书的第一章“看不见的女人：社会学中的性别歧视”论述女性在社会学中被刻画成“鬼魂、影子或刻板式人物”，造成这种刻板印象的是由于一系列性别歧视，诸如学科领域里的归类法、概念定义、研究主题与方法、范式模型与理论架构等。与社会学中女性的“普遍遁形”相对的却是女性在“家庭”社会学视阈中的“过度可视”，但这里对女性的描摹也只反映了他人关于女性的理论，而不是她们自身的亲历感受。因而，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也正是这些假设引发了“职业母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术语的外延是指那些在家庭劳动以外工作而获得报酬的母亲，就仿佛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根本不算工作一样。

是了，这根本不算工作：不仅在我撰写这本书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不算数，在如今的2018年仍不算。在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里并不包括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将它降格为家庭“卫星账户”(*)。官方政策指导中如此对待家务劳动的立论基础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谬论：它声称没有人能够衡量家务劳动量，是因为有人能够同时“准备饭食，关照小孩并协助大孩完成家庭作业”；此外，家务劳动有时可能会与“休闲”娱乐活动界限难分；唯一能够合理计算家务劳动中货币价值的方法是计算它在市场中的成本，而这将使其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变得过于重要。(3)也确实如此：在2014年的英国，家庭“卫星账户”估测的无偿家务劳动达1万亿英镑，相较之下，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万亿英镑。(4)游离于资本主义（市场化）框架之外，家务劳动的经济估值施压于主流会计学的信念体系。(5)

对于有学术研究人员认真对待家务劳动这件事，我家务劳动采访项目的许多女性都感到惊讶。“只是个家庭主妇”这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像是通用货币一样流行，也是人们用来贬低每周花费超过70小时做家务的大多数女性（占比75％）的简便之法。当被要求完成一项“10项陈述测试”来定位自己时，有一半的被测人员在前两项便列举到“我是家庭主妇”。鉴于她们意识到家务劳动的低社会价值，这种回答有时是令人感到沮丧的不谐之音的来源。为了保持把家务视为工作的初心，我想知道女性是如何处理这种不谐之音，以及她们是如何设法把家务劳动作为一种所从事的职业的。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中，我决心厘清并去理解女性社会化、自我认知和对待家务劳动态度之间的交错关系，尤其是要了解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这些交错关系的。毋庸置疑，目前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研究家务。但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那时社会学家对阶层问题很是关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对家庭内部生活的不满是女性受教育的结果。人们认为，受压迫的女人，应像奴隶那样，感到快乐：于是，这种逻辑就宣扬，家庭主妇的不满应归咎于女性解放。

如今，“家庭主妇”一词不常被用作自我陈述了，尽管用何种词来替换它也是一个亟需思考的问题——“全职妈妈”似乎也不够精准。(6)尤其是在政治保守回归期，“家庭主妇”这一职业也许会在崇尚回归传统家庭观念的“千禧年女性”中卷土重来。(7)《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的一些其他方面也被读者视为前无古人。例如，使用统计学测验方法，主要是使用测试显著性的卡方检验(**)，我曾学习过其公式并且能在没有计算器辅助的情况下徒手计算。这是社会科学中普遍接受质性研究方法之前的一个时代，它依赖于叙述而非数字。实际上，《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中有很多叙述——与1974年同年出版的姐妹书《家庭主妇》中则有着更多的故事叙述。(8)《家庭主妇》是更为普及的文本，它重现了研究中的四次巨细无遗的访谈，并将其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反思相结合，来理解那些隐藏在明晃晃发光的奥妙洗衣粉广告背后的艰辛家庭事务。在我采访的家庭主妇中，洗衣机和洗碗机的使用并不多见，而且大量的洗涤，包括洗尿布（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次性尿布湿还未面世），都是依赖纯手工完成。那时，热水的来源并不总是水龙头；中央供暖也是种不寻常的奢侈享受；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室内盥洗室；40名女性中也只有5人有汽车可备使用。那时女性做家务的种种情形和特征使得她们完成家务的难度更大，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她们为做家务而常精心制定标准和例行常规，其中想起某些（例如，每两周清洗一次所有窗帘，参见第160页）至今仍让我颇觉羞愧，让我的家务劳动相形见绌。

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占据了本书中的主要部分。它揭示了人类在日常劳动中为获得满足而付出的艰辛努力，然而，在过去，女性的细致、尽职尽责的家务劳动行为（就像许多行为一样）都被归因于她们有缺陷的心理。第127页的表5.1中总结了本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女性家务劳动经历与非家庭领域劳动中其他工作者经历具有相似性。该表给出了女性对我在访谈中提到的关于她们工作中重复单调、碎片化和节奏过快等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是从社会学家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对美国工厂工人所展开的研究问题中修改加工而来（他明显很厌女症式地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担负诸多角色，使得在职场中受雇的女性并不那么易于受到异化）。(9)表5.1重点指出家务劳动是如何催生出比在流水线工厂工作更高程度的单调乏味、支离破碎和过快节奏，因此更有必要呼吁家务工作者自身去做出更多创造性努力来获取工作满足感。

大多数的评论者都激赏《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是首次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研究，同时他们也并未忽视研究结论的依赖性和局限性，因研究范围相对较小且社会样本选取有限。(10)自它面世以来，这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有大量关于家务劳动的科技产品研究；(11)也有关于家务劳动是如何与女性二等公民身份相勾连的理论阐述；(12)也有人呼吁将家务劳动重新定义为必不可少的“公共卫生”事业。(13)大量研究探讨了家庭内劳动事务中持久的性别分工不平等现象——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所抗议批判的一个议题，而它本身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现今的研究指出，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平等与婚姻关系破裂有着明确的关联。(14)这方面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探讨性别化的家庭事务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化劳工的交错关系，同时还使用大型数据集来研究这些关系。家庭无偿劳动的模式是如何影响有薪劳动力的男女分工的情况的？一种不平等结构是否能够用来阐释另一种不平等结构？《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中的女性大多为全职家庭劳动者；这其中只有一人曾有过全职有薪工作。这反映了当时的国情，当然，也正是这个领域见证了可能是最大的社会改革，以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结婚/同居和生育后继续从事社会上的有酬工作。(15)

“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从事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2012年的《卫报》头条新闻如此宣称。这份来自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80％的已婚女性比丈夫做更多的家务（算上清洁和洗衣服，这一比例则高达90％）。(16)已婚者从事家务劳动，这降低了他们的工资，特别是女性已婚者的工资。女人所从事的都是“时间不灵活”的例行常规劳动，如做饭和洗衣服（而男人所从事的园艺和维修等劳动并不具相同特性）。(17)很多跨国研究越来越多地着眼于国情对家务的影响：公共政策对于裁决家庭的私人生活至关重要。(18)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在女人享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国家中，男女更可能共同分担家务劳动。(19)在有更多公共育儿福利和男性育儿假期政策(20)下，或是在性别工资差距较小的情况下，女人做的家务才会减少。(21)有趣的是，女性的兼职工作似乎是强化而不是减少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22)

性别意识形态继续成为影响行为的强大推动力。如果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根本减少女人对家务的沉浸式投入，人们则需要分担家庭责任。但是，这需要消融男性对变化的抗拒，这种抗拒因“家务劳动一直被认为是女性领域”的信念，而得到不可抗拒的固化。(23)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相同调查问题的回答得出的数据表明，男女在无偿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中的投入占比变化十分有限。在认为家庭主妇的角色“与工人的角色一样让人充实”的人群中（尽管不多），这一投入占比的变化更是有限。(24)女性仍然更有可能认为家庭劳动中存在性别分工不平等，而男性则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25)接受《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采访的女性也一致认同，即使不亲自做家务，女性仍然对组织家务有持续的责任感，而这是取得进步的另一大障碍。(26)

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出版后的大讨论中，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一研究主题的严肃性，而只将其看作微观层面上的有关家务劳动数据的收集，或是对男性“不那么完美”的家庭行为的多方观察。家务，作为一个话题，似乎不可避免地与异性恋紧密联系在一起。何时我们会有对同性伴侣间对家务劳动纷争的研究或是针对单身人群或其他非夫妻伴侣的家庭情况研究？最近一项关于非家庭共享住户的研究显示，清洁度和家务操持之间呈现一种持久的张力角逐。研究者们注意到：“我们的数据总是围绕着如何对家庭琐事进行组织的详细讨论，特别是厨房和浴室的清洁方面。”将家务外包给付费清洁工的方法，似乎是一种保守的建设性解决方案。(27)由于家务劳动是公共卫生工作，因此可以说，我们也迫切需要更多关于如何最有效地做家务的解决方案——这也是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女性在卫生科学运动中所倡导的。(28)家务的社会学需要与家务的科学相伴，后者是一种跨学科的工作，它将把注意力从个人的紧张政治转移到更广泛的公共政策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最近已意识到家务劳动的研究话题具有长期严肃性，这是为什么应将其纳入公共政策话语的另一层原因：家务劳动地位之低与女性的低社会地位相结合，使得无薪或低薪的家庭工人成为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最低工资立法仍未覆盖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家务工作者，而且她们中的许多人仍遭受着被囚在家和遭受家暴/性暴力的危险。流动的家庭佣工特别容易受到剥削，她们在政策和立法中也是几近看不见的人，而这与国际贩卖妇女的非法交易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与家庭事务的社会定位紧密相关——家务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因而是一项政府可以有能力（字面意义上）忽略的活动。(29)

社会学家科林·贝尔（Colin Bell）在这本书的姐妹书《家庭主妇》出版时写信给我，他对当初由出版商寄给他让其评论的原始手稿做出的苛刻评价表示歉意，并说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家务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它将会给我带来的名与利。(30)家务劳动研究似乎确实在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学科记忆中得到了认可（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将此书评选为第一个50年社会学的最高资助成果之一）。(31)让人遗憾的是，其创造财富的价值目前尚未实现。《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1975年在美国出版，并已译成荷兰文、德文和日文。渡边和枝里，它的日语译者，曾联系我为日文版作序，我们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很有趣。对于本书中的女性关于自身处境的意识，似乎并不高于同时期的日本女性，她颇感讶异。多年来，我与各行各业的读者就此书进行交流沟通，加深了我对这一主题的理解，也证实了我最初的信念，即家务这种核心的人类活动，并没有引起学界或是负责公共福利事务的政治家、决策者们足够的重视。





(*) “卫星账户”（Satellite Account）一般指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对其某些概念加以修改而建立的附属核算体系。如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意指在国民经济账户之外设立一个虚拟账户，按照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的分类和核算要求，将所有涉及旅游的部门中由于旅游消费而引致的产出部分分离出来，统一纳入这一虚拟账户中进行核算，这样便可准确测量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并且使旅游业可以和国民账户中的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比较。——译注

(**) 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Chi-Square Goodness-of-Fit Test），统计学术语，是一种用途很广的计数资料的假设检验方法。其主要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决定卡方值大小。如果卡方值越大，说明两者偏差程度越大。——译注



前言及致谢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基于女性对做家务的态度的研究，并使用了一系列在对伦敦家庭主妇的采访中获得的材料。这一研究是我当时为撰写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而着手做的。

当我第一次以书的形式撰写呈现研究材料时，它是关于女性作为家庭主妇角色的较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庞大繁杂，因而被著为两本书。有关“非工业文化中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组织形式”“家庭主妇作用的历史演变”“现代工业社会中女性的一般状况”，以及“女性的家庭生活意识形态方面”等相关章节现已单独成书（《家庭主妇》，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4）。读者可以参阅此书来了解相关背景和进行互文阅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写《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时脑中有两类读者。一类是由社会学家组成的专业读者；另一类则是对家庭主妇的状况有普遍兴趣，但对社会学没有特别了解的普通读者。为了方便后者，我试图使材料尽可能地清晰易懂。当然，非社会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跳过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涉及本研究的社会学与方法论方面的性别歧视）而直接阅读第三章会更容易些。此外，还应对英国以外的读者与此研究的相关性做个说明。尽管该研究基于的样本是英国女性，但在其他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家庭主妇的境况并没有太大差异。因此，比如，美国读者也会发现自己熟悉本书以下章节中描述的诸多场景。探讨社会学领域对女性的偏见是第一章的核心要点，其实整本书也都是以此为主旨的，其讨论也绝不仅限于某一国。

在进行研究和撰写本书时，我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和建议。我感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博士研究生奖学金的形式对我提供了经济援助。我要感谢贝德福德学院的乔治·W．布朗（George W．Brown）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建议和鼓励。感谢安娜·达芬、朱丽叶·米歇尔、简·法尔与雷伊·法尔对本书手稿进行的耐心通读；泰莎·布莱克斯通帮我校读了第1章；大卫·马丁和珍·劳斯为我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并在本书付梓的最后阶段给我提供了诸多帮助；还要感谢罗宾·奥克利自始至终提供给我的所有帮助。当然，如果最终成果有瑕，都与他们无涉，他们不对本书承担任何特殊责任。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在过去四年中为我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孩子们提供帮助与悉心照料的朋友们。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向那些慷慨受访的主妇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1　看不见的女人：社会学中的性别歧视

谁真的在乎阅读研究，特别是对女权主义的研究，那些关于女性，关乎她们的困境、她们的问题，以及关于她们试图解决问题的诸多努力的研究？(1)

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正唤起人们注意当今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劣势地位。尽管在20世纪左右，法律条文有所变化，家庭成员人数减少，教育和就业机会有所改善，男女在社会和经济角色上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有组织的女权主义的复兴，以女性解放运动的形式，给这些不平等现象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似乎，我们正亲眼所见的情况既不是性别角色的生物学基础在起作用，(2)也不能简单地归为制度不平等的持续影响。法律方面仍然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并且这些歧视在确定性别差异的权利和机会的其他制度实践中已相沿成习；(3)但更为根本的是，歧视根源在于社会态度和观念方面。女性的现实处境其实是每天从这些态度中建构出来的：女性的如今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女性观念的建构所致。

因此，人们发现，对女性的歧视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中，学术领域也是如此。这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实研究的“科学”，尤为如此。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反映在社会学中正是性别歧视主义。在诸多社会学研究中，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女性，要么是隐匿不见的，要么是表征不足的：她们往往以鬼魂、影子或是刻板印象等，这样的无实质形态存在。这一性别歧视问题与本书的主题直接相关：我于1971年在伦敦进行的对家庭主妇及其对家务态度的采访调查。传统的社会学对家务研究的方法可称为“性别主义的”：它仅将家务视为家庭中女性角色属性的某一方面——作为女性在婚姻中所扮演角色的一部分或作为家庭育儿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工作本身。将家务劳动作为工作来进行研究则是社会学中从来没有过的研究主题。我的调查研究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有所不同，它以此为起点，并对女性的家庭生活研究采取了新方法，即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的一种，就像现代社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此种方法与许多关于女性研究的社会学著作中隐含假设之间的差异，源于迄今为止该学科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取向。因此，在这部分的介绍性章节中，我想将社会学上对家务劳动的忽视这一论题与其中对女性存有的偏见这一更广泛的主题联系起来。

社会学是有性别歧视的，因为它是男性主导的。“男性主导”的意思是，在性别差异的社会中，它更多的是关注男性的兴趣和活动。当今男女的社会状况在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明显差异，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对男性角色的重视和给予的声望远高于女性角色。(4)这种偏见存在社会学研究中，而更广义的社会也倾向于采用此种价值观。(5)对“客观性”这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首要前提的注重，可能会减少许多明显的偏见，但它们似乎并未影响到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问题凸显了女权主义问题。女权主义不像性别歧视主义那样被视偏颇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在社会学（乃至其他领域）中，女权主义观点似乎极具争议性，因为它与公认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观念背道而驰——尽管这种男性主导观念很少被人明确地表达出来。“女权主义者”一词，如同“性别主义者”“男性偏见”，或“男性沙文主义者”一样，极具争议性，外延意义繁杂。尽管我们使用的这些词是极富政治性的，但它们是唯一可用的：从概念上来讲，社会学中的性别差异领域的研究，发展很不完善。基于这些原因，女权主义价值观就像肉中疮疤一样赫然凸出。传统的以男性为导向的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学的广泛基础上，它们势必要被挖掘出来，才能够被人们所看见（而不是被相信）。赖特·米尔斯谈论“偏见”，而非“取向”或“观点”，他的主要看法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我存有的偏见，与我将要审视的他人的偏见，旗鼓相当。我也会像那些不在乎或拒绝他人评议己之偏见的人们一样，从而使自己的论证明确、乐于为人所接受。(6)

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特定的规定性价值体系。女权主义的观点包括将占人口的一半以上的女性的生活方式、活动和利益放诸人们的视野之前。关于可能实现的性别平等的社会的许多不同论点或蓝图，可以并已经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起来。制度上的性别平等(7)、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8)、家庭的废除，以及与性别角色有关的整个意识形态的改造(9)，都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这些都是不同的思路，但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使不被看见的为人所见：将女性“从底层”带入社会现实和文化信仰体系的双重可视领域。

本章不是要对社会学领域中女性的“不被看见”进行系统分析，而是试图从社会学（和女性）的角度，指出“女性不被看见”的一些情形与问题及其表现形式，从而去分析其形成原因和重要性。


一　表现

女性的隐遁无形贯穿于整个社会学。从主题领域的分类和概念定义，到实证研究的主题和方法研究，乃至模型和总体理论的构建，无一不是如此。

乍看之下，现代社会学当前的广泛学科领域划分似乎合乎逻辑，是不带性别歧视的。社会分层、政治制度、宗教、教育、行为偏差、工业和劳动的社会学、家庭和婚姻等：这些分类，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描述。要检验是否真如此，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在这些生活领域的研究中，女性的经历实际占比几成？其次，这种表征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角色相比是否恰当？最后，从女性的特殊境况来看，主题分类本身是否合乎常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代表着女性可见性的不同标准。将女性置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也或许与当前的社会现实不符。又或许，女性自身的经历和社会地位重要性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被错误地表征，即社会想将它们纳入预设的男性主导的社会学划分范畴中。这最后一个标准比其他两个标准更有问题。男性主导成分充分浸染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组织结构，这就使得女性的不可视性成为一种结构上的缺陷，而非表面上的弱点。从社会学主题范畴定义来看，它从一开始便将其关注重点聚焦于男性，这便注定将女性降级为一种次要议题（side-issue）。例如，社会学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行使权力的指示机构的凝聚力影响问题，如法律、政治制度等。这些都是男性主导的竞技场；而女性，有史以来，就一直与之干系甚少。社会学越是关注这些领域，就其定义而言，将女性纳入其参照范围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社会学在这方面显示的结构上的缺陷正是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现实：性别歧视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问题，而且还牵连着潜在的价值图式（schema）。

考虑到社会学的主要主题领域，例如上文所列出的领域，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可以绘制出女性最不被看见的领域。具体的做法将是确定和分析出在每个主题领域中研究女性的程度与她们在具体主题类别所代表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实际作用之间的差异。例如，做家务这一情况，家庭社会学和工作社会学都忽略了这一议题，这显然传达了与女性真实处境不符甚至扭曲的印象。家务对女性的重要性不受关注，无论是从女性在家庭护理活动上所耗费的时间量，还是从家务对女性个人的重要性而言，都是如此（当然，这可能会因为各人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使用这样的关键步骤，可以建立两个指标：女性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可见性指标和她们的社会在场指标。两项指标之间若缺乏良好的对应关系，则表明社会学未能很好地再现和表征女性的经历。它还可能指明对主题领域进行重新分类的方法更具可行性，以此来更好地表征两种性别的各自观点。对社会学的主题分类采取这种批判态度很重要，可以通过以下五个领域来简要地说明：行为偏差、社会分层、权力、家庭与婚姻，以及行业和工作。

（一）行为偏差

女性的行为偏差模式被描述为人类行为的“孤独而未知的海域”(10)。社会学家收集的经验数据很少涉及女性，与之相关部分的主要关注点则是性犯罪。行为偏差理论可能简略谈及女性，但对女性行为的解释不恰当地统摄在针对男性行为模式的解释之下。(11)即使有人试图解释女性/男性在行为偏差方面的差异，这类解释可能只简单地诉诸过分简略化的观点——性别角色通常有别。(12)女性在该领域表征不足的原因之一，无疑是，直到最近仍是，行为偏差的社会学一直专注于犯罪行为。由于犯罪的女性人数远少于男性，因此这种关注已成为性别歧视的主要根源之一。

毫无疑问，各种统计数据，例如官方犯罪数据、自杀数据、流浪数据等显示，女性比男性少有偏差行为。男性中最后被定罪的人数是女性的八至九倍。(13)男性自杀率通常超过女性（尽管自杀未遂的比例，男女正相反）。(14)女性较少的行为偏差现象可能是法律制定或管理层面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在某些罪行中，女性不能被定罪（例如同性恋、强奸罪）；法院对女性的处分可能更为宽容；并且由于警察对女性犯罪的敏感度较低，因此部分女性的犯罪案件可能未被侦破。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几乎肯定，女性比男性要更为顺从。

女性行为的文化观念可能会掩盖女性的行为偏差。沃尔芬登委员会（Wolfenden Committee）报告了英国国内的卖淫情况，并建议采取措施降低此现象的社会可视度（言下之意是允许卖淫现象持续存在）。这种适用于女性行为偏差的“肆意掩盖”综合征反映了社会学家的价值观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观趋向一致。

但是，女性在行为偏差社会学中的隐形，这并不是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该犯罪领域的社会在场远高于其社会学可见度所暗示的水平。例如，1970年，在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17—20岁的英国女性有15623人。1960—1970年的十年间，该年龄段女性的犯罪率翻了一番，而同年龄段的男性犯罪率才增加了不到一半。(15)这些事实凸显了女性行为偏差的实际存在和日益增长的不容忽视。此外，还有一种公认固化的由性别差异导致的犯罪行为模式。女性入店行窃犯罪远超男性，但女性在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方面占比很小。(16)女性犯罪者通常比男性犯罪者年龄大。女性中较少会出现青少年行为不端的行为，这方面最容易引起当局注意的是青少年女性中的滥交行为，而这是她们主要的犯罪行为模式。女性犯罪模式具有从众性和稳定性，这通常会引起社会学家的注意，尽管事实上与犯罪行为的相关性，性别差异远远超过其他变量。

似乎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这值得一探究竟……尽管已经有一些关于女性罪犯的研究，但调查人员通常只是将男性犯罪和女性犯罪之间的区别视为消除女性罪犯的一个理由。他们的这种做法基于证据不足。这种不足是否真正反映出女性犯罪倾向上的真正差异？还是仅仅反映了女性违法者难以被侦察出的高超伎俩？以及这种差异与女孩们的培育和教养因素有何关联？她们在这方面与其兄弟们显然不同。这些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答，甚至问题本身都尚未被提出。(17)

今天的情况似乎比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15年前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病理学》（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athology）中写下的这段话要好一些。入店行窃(18)、未侦破的女性犯罪(19)，和女子监狱的社会内部状况(20)不再是完全未知的领域；我们对妓女的职业卖淫(21)和女孩的行为不端特征也了解得更多。(22)然而，目前仍没有将女性的行为偏差与女性的自身处境联系起来的系统性理论尝试。(23)“性别”差异的解释泛滥，但这不足以解释女性犯罪中大量侵犯财产罪的存在。研究行为偏差的社会学家对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行为偏差和/或实施犯罪行为感兴趣，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研究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将其偏差行为放置在让其出现偏差行为的社会环境中来研究。这反过来则需要人们全面、深入了解那些没有出现行为偏差的男性和女性习以为常的社会化过程和生活方式。古老而奇特的理论仍在风行，并遏制了这一了解过程，这种理论普遍认为女性出现行为不端普遍少于男性。(24)（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女性犯罪似乎更易得手。这种描述性别差异的习惯普遍存在，即它惯于从女性行为缺乏男性气质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以相反的视角。）

除了她们自己的行为不端/犯罪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女性对具有男子气概的犯罪和行为不端模式所施加的影响。例如，女孩在多大程度上抑制或促进了男性青少年团伙犯罪中的违法行为？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女孩也许只占整个帮派行为因素的一小部分，但往往很少有人给出证据来支持这种解释。戴维·唐斯（David Downes）在其《青少年违法行为的解决方案》（The Delinquent Solution）中提到，30年前对芝加哥帮派进行一项研究时对这一观点给予了肯定。(25)尽管没有给出充足的证据，他断言，“有违法倾向的女孩是一股使行为顺从的力量，这正好与认为女孩是犯罪行为活动促成者的观点相对立。”(26)这点在行为偏差文献中的关于性别差异对待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关于系统地呈现女孩和男性犯罪间的互动，或是女性行为偏差中女孩群体的重要性的研究，目前仍乏善可陈。最近对南威尔士州青春期少女的一项研究(27)表明，女孩的社交相处模式确与男孩不同，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女生间的“闺蜜”现象。正如该研究人员所指出，和女性在社会行为偏差中的不被看见的大背景相呼应的正是在青少年社会学研究中对女孩关注的匮乏。简而言之，我们有研究青春期男孩的社会学，却没有相应的研究青春期女孩的社会学。

在行为偏差研究中，女性主要是以“女性化认同”的方式被表征。这在解释违法和犯罪行为中也是一种常见方式。(28)在现代家庭生活中，丈夫-父亲的相对缺失被认为会导致男孩对母亲产生过度认同，于是在青春期阶段就会形成一种“强迫性的男性化气质”，以反抗女性化气质。女性也以“隐秘的行为偏差者”身份出现，而这又易导致其走向社会时出现一些违法行为。(29)这些理论，即使还不够精准完备，至少也在试图对女性在场的现实进行回应。

最后，从女性角度而言，偏差行为的传统定义是否合理？也许拒绝婚姻、拥抱事业的女性被描画成女性在职业选择上的行为偏差？又或者，家庭主妇专注家务、讲究家居整洁的现象将被人习惯性地视为与性别角色相关的一种行为异常？(30)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以男性为导向的行为偏差理论排除了对占人口一半的女性中某些行为偏差模式的研究。如果波拉克（Pollak）(31)和其他人认为的女性角色减少了在公众视野中的行为偏差的观点是正确，那么人们确实只能在较为“私人”的领域中去寻找女性的行为偏差方式了。

（二）社会分层

在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研究应用中，有关女性角色的诸多假设恰好佐证了她们的不可见性。(32)这些假设又构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关于阶级成员选择过程和标准的前提假设。理论上来讲，它们是可验证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未经检验。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家庭是分层的基础单元；

2．家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这个家庭里男人的社会地位；

3．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才不会由她们婚姻或血统上所依附的男人来决定。

其中第一点很关键。人们可以对此提出三个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都会特别涉及分层理论（或其研究实践）是否充分表征女性处境这一议题。首先，并非每个人都在家庭中生活。据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1/10以上的成年人是“无所依附的个体”；(33)在英国196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约有1/12的人不过家庭生活。(34)第二，分层理论建基于男性、女性和一或多个孩童组成的“常见”家庭单位的假设，而其中父亲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但这有多常见呢？据美国的数据估计，以女性为户主，以失业或仅从事非全职工作的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占比达2/5。(35)同样，据1966年的普查数据统计，英国所有家庭中不属于标准核心家庭的高达58％；单亲家庭占比达1/20。因此很显然，有很多人过着与“家庭是分层的基础单元”这样的预设无关的生活。(36)

第三，即便出自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由于他们是这个最小单位的组成成员之一，而一般被认为享有相同程度的地位、声望、权力和财富，但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作用和地位的差异本身并不是分层的标准。这意味着：a．女性没有属于她们自己的资源；b．家庭是完全对称的享有相同社会地位的结构。而这些都是错误的假设。除了财产问题，已婚女性还具有教育和定期接受职业培训的个人资源：许多人在结婚期间也受雇工作，并从中获得收入和地位。女性已有的资源在婚姻上无效的假设则意味着，每当有人结婚，阶级结构都会发生突变。要是按职业划分已婚女性的阶层，那么此种分类将使许多女性与她们的丈夫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例如，英国1971年所做的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1　按丈夫和妻子的社会阶层来划分，且夫妻双方都有经济来源



	丈夫的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与丈夫不同的妻子的占比


	Ⅰ
	93.8


	Ⅱ
	66.2


	Ⅲ　非体力劳动者
	48.7


	Ⅲ　体力劳动者
	87.8


	Ⅳ
	63.5


	Ⅴ
	77.6



（数据取自197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抽样比为1％，汇总表，英国，表36。）

这种实质性差异不可被简单忽视。

在地位方面，夫妻平等的假设也不一定如我们所想。哈维奥·曼尼拉就妻子与丈夫享有相同社会地位的假设开展了系列研究。(37)她的一些发现如下表1.2中所列：将从事某些职业的男女的社会地位等级与受访者中从事这类职业的男性的妻子的社会地位进行比较。数据表明性别角色至关重要。在同一职业领域中，女性的社会地位通常低于男性，而妻子则是地位最低的。女性与其丈夫身份不平等的结论，与已婚女性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待遇方面的不平等经验数据相一致。例如，“被连带反映”的身份（reflected status）已不足以用于已婚女性的订立租购协议中；就像在一般信贷领域一样，这里也存在着区别对待。不论其真实经济来源和社会状况如何，这种所得税制度都将已婚女性视为经济上的依附者。(38)

表1.2　现代职业群体中男性和女性所代表的平均职业地位等级，以及这些群体中男性的妻子的职业地位一览表。以18分制评分量表（18 point Scale）评分排序。



	 
	男性
	女性
	主妇


	2.4　男建筑师
	1
	 
	 


	2.8　男心理学家
	2
	 
	 


	3.7　女建筑师
	 
	1
	 


	4.2　女心理学家
	 
	2
	 


	6.6　男广告代理商秘书
	3
	 
	 


	7.2　女广告代理商秘书
	 
	3
	 


	8.9　男学生
	4
	 
	 


	8.9　建筑师的妻子
	 
	 
	1


	9.3　心理学家的妻子
	 
	 
	29


	.4　女学生
	 
	4
	 


	10.6　男性家具推销员
	5
	 
	 


	11.6　女性家具推销员
	 
	5
	 


	12.8　广告代理商秘书的妻子
	 
	 
	3


	13.1　男性办公室收发员
	6
	 
	 


	13.5　学生的妻子
	 
	 
	4


	13.9　女性办公室收发员
	 
	6
	 


	15.1　家具推销员的妻子
	 
	 
	5


	16.3　办公室收发员的妻子
	 
	 
	6



（数据来源：哈维奥·曼尼拉，1969，表6。）

这些数据表明，“妻子”或“家庭主妇”的职业地位相较于其他职业低；这也表明，社会上可能普遍存在着衡量主妇地位的共识（这种共识恰是社会声望等级排序的关键因素）。(39)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将这种等级分化纳入分层理论将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女性在阶级结构中的所处地位，同时也将提升分层理论衡量方法的有效性。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妻子或家庭主妇角色的社会等级定位会随她们所处的不同社会经济阶层而有所差异。正如埃克尔所言：

……总体而言，上层阶级家庭主妇的地位比下层阶级家庭主妇的地位更为人们所重视。上层阶级中主妇地位的提升可能是由于该职位功能变得更具象征性而非实用性。换句话说，主妇地位价值的提升是由于该职位从事的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消费领域，而非在生产性活动上。(40)

分层理论招致的批评，主要源于人们认为社会性别在现代社会中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社会学家却很少关注性别在此种语境中的重要性，至少与对年龄或种族的关注相比，对性别的关注要少得多。性别是有差异的；它也能造成分化。即，性别差异会形塑人们对女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不同认识，并将此作为对各自性别的评判标准。(41)尽管分层理论文献综述中有零星建议提出，性别构成了社会分层的一个标准(42)，但这种说法往往要么轻描淡写地不被重视，要么被重复论证干脆利落地驳斥掉。（这里首先提及前一种驳斥方法）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性分层冲突理论”（A Conflict Theory of Sexual Stratification）的论述中声称，按性别进行的社会分层主要是由于“性财产”——一种有排他性的性别权利概念。(43)男人比女人更重要，同时也比女人性吸引力更强，男女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带有性意味的接触，唯一重要的市场便是性市场，因此女性的资源、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最终取决于女性的性吸引力和男性的性主动这样的“生物学事实”。首先，这种说法是轻浮的，从概念上讲，它充斥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最大的错误便是将“性向”与“社会性别”相混淆。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混淆，这种混淆也削弱了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的诸多论点。社会分类上的男性化或女性化（属于社会性别）与生物学上的男性或女性分类不同，“性向”也不是其同义词。(44)换句话说，两性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性关系。性向可能是性别分层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能认为其是先验的——可以通过一些推断过程来验证。因为在推断过程中，习惯用这些术语来思考女性的男社会学家则将自己的倾向和偏见强加于他分析的数据之上。其次，柯林斯的论点缺乏经验证据。例如，该理论依据对不同性别分层系统的描述，得出了令人震惊的推论，而这些描述其实可以通过对民族志文献的随机搜取来伪造获得。(45)

在《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中，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不无机智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即如何重复论述式地来消弭性别分层。(46)他的论证步骤如下所示。

1．家庭是阶级制度的单位，因此说性向或性别分层存在便是错误的。

2．女性显然受到压迫，但是这些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构成分层制度。对大多数女性而言，社会和经济收益是由家庭男性户主的地位决定的。

3．只有与女性地位有关的能力不足“大大影响”到阶级差异，性/性别才有可能扮演阶级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

4．女性将自己视为亲属团体的成员，而不单是女性。

5．因为奖励的主要单位是家庭，所以大多数女性并不觉得自己的利益与男人的利益相冲突。

6．因此，性别不是分层制度的基础。

这是一个经典的论证分析，它声称要考虑女性观点，却没有做到，原因在于它所用的参考文献仅仅只是敷衍性的门面功夫。帕金声称，只有女性不以家庭名义来定义自身，基于性别的分层才有意义，但他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女性对家庭或阶级地位的实际感受如何。因而他只是断言她们的看法与他认为家庭是重要单位的观点相一致。

女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超过了，也很可能不同于，她们在分层社会学中所被赋予的次要和替代角色。即使在“家庭”层级中，女性的作用也被视而不见。社会学家没能正视的相关问题包括：通过消费或一般性的家务劳动，家庭主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已婚女性对着装、外表方面等“女性”举止的刻板观念的遵守，是否会对社会对其家庭的社会地位的看法产生影响？(47)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她们丈夫的职业选择和行为？在丈夫和妻子都从事有薪工作和特定职业的情况下，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受其影响的？

当然，对传统分层分析的这种修正仍将会是主要障碍。最后，必须采取某种重组分析方法，以兼顾性别差异在家庭内外的角色、地位和资源上的不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其重要性已经得到女权主义者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她们都在关注女性在阶级制度中的地位问题。(48)

（三）权力

权力现象与分层现象密切相关。因为无法穷尽所有类型的权力社会学分析中女性的可见问题，我便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个以前全然没有人考虑过女性社会权力的领域。

虽然女性占据着传统的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多重角色——社会学上表征女性的方式——此种地位选择一般认为反映了某种无能为力，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影响。例如，由于女性是儿童的主要社会交往者，因此她们有很大的能力影响其人格和行为方式。家庭成员间疾病的发病率和方式与一个家庭的内部情感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在家庭单元中，关于女性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另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女性不仅影响家庭健康状况，而且影响疾病状况。(49)

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妻子和母亲，以及社区的一员，拥有着权力。由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控制程度会影响到他人的行动”(50)，社会学上对权力的调查通常与以男性为导向的分层分析以及与对政府等正式机构的分析相联系。这种思路以只存在一种权力为前提。因此，人们不会注意到另一种权力的变体：非正式权力或未言说的权力。这通常发生在私人场合而非公共场所，“合法权威”的概念与它无涉，而且人们也不能那么明显、容易地对它进行一番社会学分析。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曾提出的两种政治间的区别在这里显得很重要。“第一种政治”与“在任何关系中对权力的约束有关……从这种角度来看，没有哪一种特殊的行为能称为‘政治的’，只有行为的政治维度……”(51)“第二种政治”的领域则非常狭窄。它涉及政府、国家和党的政治管理机制。

在卡茨（Katz）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esfeld）合著的《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一书中，在分析有关非正式权力——如行为的政治维度——的困难时，女性的个人影响的典型案例在于，它仅占据一个脚注的篇幅。

在对总统竞选期间的投票行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尽管妻子经常提到与丈夫讨论，但后者很少回以称赞。丈夫们显然不觉得自己正在与妻子“讨论”政治。相反，他们是在告诉妻子政治是什么。(52)

女性是否影响丈夫的投票选择？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描述了女性在塑造美国中西部社区消费模式、时尚、公共事务和电影院上座率等日常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女性的影响在消费领域中最大，而在公共事务中则最少（尽管，如上述投票选择的例子一样，研究人员表明，这可能是由于男性不愿承认与女性进行过认真的政治讨论）。

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合群性”是与在形成公共舆论过程中的女性作用相关的重要因素。闲谈（gossip），被定义为“闲散而无拘无束的谈话，尤其是关于人或社会事件的闲谈”(53)，起着群聚社交仪式的功能。作为控制他人行为的一种手段，它符合权力的基本标准，但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研究分析。（沃斯利认为，“压力团体”的相关概念在正式和非正式政治之间架构起桥梁。）英美的社区研究给予了闲谈现象以一定的关注，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种内隐却未阐明的女性权力的闲谈。(54)尽管男女都会有闲谈，但文献表明他们有所不同。(55)在以更有条理地控制局势和事件的机会被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就像女性在家中一样——我们可以推断，通过闲谈来施加控制的力量变得相对重要。

闲谈在人类学研究中受到了一些关注。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kman）认为，闲谈和丑闻是“我们要分析的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之一”。(56)尽管格鲁克曼没有考虑性别因素，但他描述了闲谈的一些功能：社区价值观的统一和肯定，对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个人和集团的控制，领导者的选择，群体排他性的维持。闲谈八卦可能不只是女性的特权，但在对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中，却是这样。

很少有人会否认女性擅长闲谈八卦……对男性而言，耳朵边不停重复的是在女性之间进行的似乎永无休止的叽叽喳喳的谈话……在闲话中，她们建立起巨大而又充满百科全书式的信心……闲谈八卦的作用完全等同于女人的美容和男人的扑克牌游戏。闲谈八卦之于女士，就像赌博之于绅士，调情之于两者的那般普遍。(57)

一方面，女性的闲谈八卦有着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另一方面，闲谈又与古代的魔法、巫术相连。格鲁克曼从民族志文献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它是对非洲乡村生活的分析，其就认为不同部落血统之间的闲谈会有招致巫术的风险。女性（常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向外来者所发的牢骚，给这些外来者提供了迷惑整个族群的机会。另一个离我们所讨论的家庭更近的例子是，工业化之前英国对女巫的迫害。粗略浏览一下这方面的文献，就会发现历史上这类对女性闲聊的怀疑是值得重视的。(58)女巫也常常是助产士和治疗师，有趣的是，对她们的迫害与下面这项“接管”过程相吻合，那就是男医师获得了照料分娩女性的控制权，而女性在这一领域本来是自治的。换句话说，一种权力形式正在挑战另一种权力形式。(59)

（四）家庭与婚姻

如果女性在许多社会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地位，那么她们将绝对拥有一个避风港：家。在家中，女性“舒适地做自己”；她们就是家。迄今为止，有关女性的社会学研究文献表明，研究多集中在其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上，而不是家庭主妇作为家庭工人的角色上。这些文献的主题是婚姻幸福、劳动分工和夫妻角色的一般模式；女性对就业与婚姻的调和，及女性对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影响；核心家庭与更庞大的大家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被缚妻子”综合征——育有子女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孤立状态的研究。这些主题通常在历史语境下被审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家庭生活结构和模式的改变被逐一审视。社会学家们达成普遍共识：与19世纪相比，现代婚姻关系更加幸福，更加平等，更加重要，因此也当然更具压力和挑战。(60)争议则在于核心小家庭与亲属大家庭之间是否相对独立。(61)人们普遍认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同伴相比，现代的年轻母亲则更多地遭受着社会孤立和内心孤独的苦楚。(62)

女人在这一切中置于何处？她们看似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但是以什么身份角色呢？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是“角色”，戏剧性的隐喻用在此处是非常恰当的。在家庭和婚姻的相关文献中，女性完全被裹挟在女性化的角色中。精神分析的观点非常有影响力，它含蓄指出将女性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就几乎排除了她们在其他任何生活领域的角色。此外，文献有明确的“社会问题”取向，这在对职业妈妈(63)的大多数研究分析中都可以看出。人们对女性就业的关注点集中在亲子关系上，这就导致了对母亲就业与孩子健康状况的关系，(64)以及女性就业与学前儿童饮食营养状况之间是否存在可能性关联等话题的详尽考量。(65)这也暗含了对居家守内的妻子服侍在外工作的丈夫这一传统模式的背离。正如这一领域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

许多人将（女性就业）视为对社会的挑战，因为它破坏了长期以来确立的家庭生活模式，并破坏了为这一传统模式背书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涉及两种最为亲密的人际关系，即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的关系……(66)

在这些文献中，几乎没有哪份是以女性角度为出发点的。在考虑新的家庭生活方式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的利弊影响时，对女性的影响则往往忽略不谈。人们会谈论及“角色冲突”，但这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些批评都没有暗示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当今女性不重要：确实，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域的经验仍然很关键。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么重要吗？有人从社会学角度来阐明这些领域在女人的整体经验中所具有的相关重要性吗？(67)也许，家庭和婚姻是社会学研究上女性可视度超过其社会存在的领域；(68)很显然，男人作为父亲的角色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却没有被同样提及和重视。而在这一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社会学研究地位的低下。正如在一个女性不受保护的男性沙文主义时代，激进的年轻女社会学家诘问女权主义者-社会学家爱丽丝·罗西（Alice Rossi）时那样：“您是如何让自己陷入研究婚姻和家庭等如此低地位的领域的？”(69)这一研究领域地位低下，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女性——的地位同样如此；而且，社会学家对将女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研究主题的地位的普遍态度，也一直在削弱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另一个考量因素是，从女性观点出发，家庭和婚姻社会学中的概念区分以及分类是否合适。在第四章中，我提出，在社会学写作中广泛使用的松散的女性“家庭化”（domesticity）概念需要分解成许多更为精确的术语，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理解女性在这一维度上的异/同。另外，在“家庭与婚姻”这一大概念下也隐藏着其他更为广泛的混淆。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着关于性、生产、儿童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四种经验，它们却很少被清晰地区分。这四大主题在家庭中非常不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流行的说法是，“孩子毁了婚姻”“性和家庭生活根本就不调和”，等等，不一而足。在社会学上，这也需要合理地做出区分。

（五）行业和工作

与婚姻和家庭社会学相比，女人在工作世界的缺席备受瞩目。这与她们在职业结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英国约有36％的劳动力是女性；(70)尽管这是事实，但对就业的研究分析几乎完全是针对男性的。（从工作态度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传统上女性集中的职业，如食品与服装制造业、零售业、文书工作、教学、护理和家务劳动等。(71)女性就业往往被认为背离常规，譬如在提及婚姻状况时。（这种情况正逐年有所好转，然而这一事实被忽略了：1971年，在英国，已婚女性中有43％受雇工作。(72)）已婚女性经常被问到“你为什么工作”，而在研究男性工作态度时，这个问题的镜像问题则是“你为什么不工作”。调研设计的样本选择，往往聚焦于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女性在工作社会学上的隐形则尽显无遗。例如，在被认为是“研究最深入的工业”的汽车行业(73)，劳动力主要是男性。无论选择哪种行业来进行研究，样本的选取都几乎统一趋向为男性，或大多为男性，这一事实通常被研究者使用的标题所掩盖的，这些标题指明它们旨在描述一般的工作以及不区分性别的工人的状况。例如亚瑟·康豪瑟的《工业工人的心理健康状况》（Mental Health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赫茨伯格（Herzberg）、毛瑟纳（Mausner）和斯奈德曼（Snyderman）合著的《工作的激励因素》（The Motivation to Work），沃克（Walker）和盖斯特（Guest）的《流水线上的工人》（Man on the Assembly Line）以及休斯（Hughes）的《工人及其工作》（Men and Their Work）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并非基于经验实证研究的理论性或描述性调查研究，则通常不会提到女性，或者压根没有为女性分配诸如“工作和家庭”此类称谓的特定章节。(74)

由于女性在工作社会学中的地位是次要的，在此逻辑下，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来表明职业领域的经历对她们也很重要。零星的证据表明，有关已婚女性就业原因的提问触及了冰山一角，即女人说自己是为了钱而工作，因为这是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理由。(75)然而，社会普遍将女性工人归类到一般的“工人”范畴中特别和不同的次等分组，正好佐证了这一点（类似于女性在偏差研究中被赋予的角色）。这种散视的、不准确的视角自然将女性排除出了研究的主要领域。罗伯特·布劳纳在对四种工种的工作状况进行研究的著作《异化与自由》（Alienation and Freedom）便提供了这一传统方法的典型例证。他忽视了在他研究的纺织行业中几乎占工人数量一半的女性，称她们为“防止工作条件异化的主要安全阀”。用布劳纳自己的话来说，女性高度集中的是那些“技能最低、重复最多、自由最少”的行业，这使男人有可能从事具有相反属性的工作成为可能。“工厂内的女性对这种机械工作并非感到不满意”，布劳纳如此断言，尽管他没能为这一论断提供证据，“在女性那里，工作没有像它们在男性人生中那样重要和有意义，因为女性最重要的角色还是妻子和母亲。”(76)

在对有薪工作的态度上很可能存在着性别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能充分表明，像老古话说的那样，女性的主要职责在于家庭。瓦尔德（Wild）和希尔（Hill）(77)对这一传统规范持批评立场，他们对电子行业中女性的工作满意度和劳动力周转率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令人信服地表明，女性只能从事无聊和重复性工作的传统信念不过是一种工业化的民间传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此类工作行业的人员周转率不应高于那些本质上更为有趣的行业。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在瓦尔德和希尔特别研究的电子行业中，女性离职率与工作满意或不满度密切相关：和大多男性一样，大多数女性都表示需要个人满意的工作，而找不到这样的工作通常是她们换工作的一个原因。

通过对以上这五个社会学主题-领域的简短而不完整的考量分析是为了表明，男性主导的例子在行业领域中比比皆是。在揭露这一点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开始了解如何和在何处能有效地引入女性的观点。方法论和理论同样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严格的重新评估。就前者而言，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提出了两种反映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程序之间的根本区别。(78)“女性化”方法，例如参与式观察、小样本深度访谈，以及专注于定性而非定量的变量研究，与“男性化”方法相比，学术声誉和接受度较低。这值得进一步考虑。就社会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建构工程而言，考虑这些时，还需要牢记在社会学可见性和社会存在的两个评价标准维度上进行一些评估。以上提到了分层理论和偏差理论中的一些问题，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将对功能主义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y）中的男性主导倾向进行一番调查。


二　原因

我认为，目前在社会学上对女性存在偏见主要有三个原因：女性偏见起源的性质，从业者的性别，以及社会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它们是从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借用而来，又不加批判地重新加工使用。

（一）起源

在欧美文化中，19世纪是女性压迫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从制度上讲，她们被剥夺了大多数的个人自由、权利和责任，就意识形态而言，她们只不过比动产、奴隶或装饰物（取决于她们所在的阶级地位）高那么一点点。这也是奠定社会学基础的时期。所谓的“奠基之父”（确实是一个恰当的词）生活在一个明显有性别歧视的时代。

这样的奠基之父有五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其中，仅有马克思和韦伯持有女性“解放”的观点。尽管马克思本人是个浪漫的守卫(79)，然而他对婚姻制度的分析恰是使女性遭受家庭奴役的奠基理论；韦伯主张婚姻内部的性别平等。(80)赫伯特·斯宾塞抗议婚姻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认为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竞争权，但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收回了这一观点，并宣称“如果女人理解了家庭内部领域的一切，那么她们将不会再提出其他要求”。(81)奥古斯特·孔德是教条主义的性别歧视主义者，他关于女性的哲学论断在其乌托邦式的“社会建构的实证主义计划”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体现。(82)除女性外，每个社会阶层都应按其重要性和专业化职能来划分各自的阶层等级秩序。女人被认为应负责家庭道德方面，而她们的道德影响则必须通过不可分割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规则来确保。最终，他的观点沦为对女性的制度化贬低，而这一观点早在孔德童年时代就已经逐渐成形。

涂尔干对女性的看法也受到生物学教条的影响：女人从属家庭“合乎自然”。他对现代夫妻家庭结构的分析仅从男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通过组建专业化/职业化的团体，来使男人更加深入地致力工作，因为对他们而言，参与家庭活动并不能为继续生存提供足够合理的伦理基础：“男人必须逐渐黏着于他们的职业或专业生活……对男人而言，专业职责必须取代以前的家庭职责，占据中心地位。”(83)同时，家庭（作为女性的领域）将继续成为道德教育和给予安全感的中心。

这一公理，涂尔干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执行。的确，这些男人智力上所取得的成就建基于女性在家庭中遭受的压迫。［韦伯夫妇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个例外：玛丽安·韦伯（Marianne Weber）是个女权主义者，她也是一名作家。在以上五人中，赫伯特·斯宾塞从未结过婚。］也有人评价孔德说：“他选择那个女人做他的妻子，不过是为了立即满足他那粗鲁的性需求。”(84)历史上作为许多妻子典范的原型，则是马克思的妻子——燕妮。

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丈夫的生活和工作中。那是一场完完全全幸福的婚姻。她爱慕、钦佩并信任他，在情感和智性上完全受他引导和支配。在危机和灾难来临的所有时刻，他都坚定不移地倚靠她，一生都为她的美丽、她的出身和她的聪慧，而骄傲、自豪。即使在他们晚年沦落贫穷境地时，她在维护一个家庭和住宅内部的完美操持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道德英雄主义，这就使她的丈夫得以继续工作。(85)

涂尔干的婚姻也同样如此。

无论是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在营造有利于他的工作环境方面，再也不能有比它更好的了……他的著作（家庭生活是他最喜欢的研究和报告主题）中的家庭理想生活观念，最显著地再现在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他认为，妻子为他创造的倍受尊重而又安心舒适的家庭生活，是道德和生活的最佳保障。她为他免除掉了一切物质上的担忧与烦琐……(86)

这两段评论或许准确描绘了马克思和涂尔干在各自的婚姻关系中的角色分工，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质疑他们对女性幸福所做出的假设。燕妮·马克思的生活有时令人讶异地潦倒艰难。涂尔干则是一个非常严厉自律的人，他严格遵守时间表，端坐工作台，除了吃饭时间，拒绝与家人交谈。

这些观点还可以从别处得到更多论证。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并不一定导致在公共事务中会出现性别歧视，尽管其中一种的存在通常是另一种存在的征兆。但可以认为，两者在何时何地最具影响力，是极其最重要的——如在影响新学科构成的兴趣、关注点和分析方法时。早期的社会学家建立了许多传统，这些传统随后塑造了女性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其中包括适用于性别角色的生物还原论——认为女性属于家庭内部而不是其他领域的假设，以及对家庭及其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美国社会学派的性别歧视一开始也并不少见。特别是莱斯特·沃德和W．I．托马斯自孔德、斯宾塞手中接管并进一步发展了的生物学教条主义和他们对女性地位的社会描述。(87)他们将女性视为解决霍布斯关于秩序之难题的方案，实际上重复和固化了20世纪美国社会中的主导价值观。在此种价值观中，依据性别、肤色或阶级而来的压迫在自由放任、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哲学中是合理存在的。

（二）男性职业

正如赖特·米尔斯在其评论文章《社会病理学家的职业意识形态》（“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 Pathologists”）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某门学术专业的成员是从来自相似社会背景的人群中招募的，并且他们的背景和职业相对相似，则他们趋向于拥有某种一致的社会价值观”(88)。这既适用于社会学的起源，也适用于自一开始其从业者——社会学家——的职业特征。性别不是赖特·米尔斯在分析社会病理学家的社会背景时所考虑的变量（因此也表明他对此类问题的问题意识较为薄弱）。(89)现在，我们有关于社会学从业人员性别的系统性数据。美国的一份报告《社会学中的女性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Sociology）(90)记录了这一标志性的存在——85％的社会学系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它同样显示了性别等级的分布模式：1972年，全职教授中有5％的女性，助理教授中有16％，讲师中占比达30％。它表明女性在社会学出版物和主编职位中的占比较小。在英国的社会学领域中，也有诸如此类的不平等现象。(91)这些事实与该学科各个方面不断传递散播的性别歧视主义信息息息相关。

（三）性别的意识形态

“也许，委员会的调查中最有启发性的发现是，许多有才干的社会学家……舍弃了实证主义的经验立场，转而采取依靠民间神话和刻板印象的方法。”(92)这份来自美国的《社会学中的女性地位》报告的这一观察提醒人们注意其根本原因——社会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正是它为所有表现形式的性别歧视主义背书。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下，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紧密相关的传统信念或观念，甚至可以是某个群体或社区共同体所特有的态度”。(93)这种与性别角色有关的意识形态，像社会生活结构一样，也是支撑着整个社会学结构的基础。在民间神话中，有关女性的“性”和“顺服者”等刻板印象占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已得到充分证实(94)，但人们对于社会学研究中的这些刻板印象的持久性并没有采取批判立场。关于女性如何表现，以及应该如何表现的隐性假设，浸染和影响着这一领域所有的主题研究。认为家庭是女性获得回报和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重要手段的观念，导致了她们在分层制度中的角色和作用被歪曲；将女性权力看成琐细与无足轻重的，这一秘而不宣的贬损，导致政治社会学朝着正式约束及权威体系一边倒。

许多关于女性的特定的相互联系的概念形塑了社会学所有领域的研究和理论，但是一般的传统观念则是女人在家庭和婚姻、行业和工作两个领域中所处地位的主要原因。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也是人们忽略家务劳动这一话题的原因。它们通常包括以下几类：

1．家庭生活中，女主内，男主外；

2．因此，男人工作，女人不工作；

3．因此，家务活动不是一种工作。

假设的前两点已经在上文中做了说明。第三个论断似乎是前两个的推论，但这个三段论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家庭”与“工作”之间二分法的虚构性以及“工作”一词的含义。尽管工作/家庭这种区分展示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活的两个维度之间的分离，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一个是属于男人的世界，而另一个是女人的世界”这样的结论。许多女性外出工作；也有许多女性（以及一些男性）在家中操持，但人们永远不能从下面这种陈述中得出事实真相。

受雇女性自身的特殊问题常常使她们在适应工作方面变得更加困难，她们必须将自己的兴趣和注意力分配在工作世界和她作为女人的传统角色之间。(95)

生物学决定论的主张使得混乱变得更为复杂。

女人在我们社会中所面临的处境（与男人的）有所不同。因为只有她才有能力生育和育儿，所以她的主要职能被视为母亲和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很显然，这就使工作在男人的生活中比它在女人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96)

这两处引证在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中都极具代表性。

什么是“工作”呢？根据某种定义法(97)，工作具有五个属性。它需要消耗能量；它允诺对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做出贡献；它定义了社会互动的模式；它为工作的人提供了社会地位；最后，工作会带来收入。在此定义下，有薪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家务劳动是无酬劳的。但是因为工作不是女性刻板印象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家务在社会学上缺乏作为一项工作的概念化前提。

目前所通行的这种“双重角色”（dual role）概念，证实了家务劳动不是工作。再次申明，工作和家是两个分化的世界。阿尔瓦·米达尔（Alva Myrdal）和维奥拉·克莱因（Viola Klein）的《女人的双重角色》（Women's Two Roles）是较早采用该概念的研究著作之一。该著作的重点放在，女人在劳动力中的地位以及在将家庭与工作结合在一起时所面临的问题上。在这种分析中，家务劳动是一个附带问题(98)。美国人习惯性将家务劳动（housework）称为“持家”（homemaking），这恰好加深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反过来，这又为另一种观念引领开路——其认为不应将家务劳动概念化为工作活动，这就导致了家庭主妇、妻子、母亲和女人这四个语词/角色之间的混淆。例如，海伦·洛帕塔（Helen Lopata）在她的研究著作《职业家庭主妇》（Occupation Housewife）中讨论了角色参与的生命周期。

尽管女人声称她们为教养孩子的责任所累，但她们也对其角色的几个方面感到满意。（哪个角色？）首先，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成为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开放性（真如此吗？），和如今她们拥有的从约束监督中解放出来的自由……(99)

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在这句话中是可以互换的，尽管洛帕塔本人就她们之间的区别和分离给出了大量的证据。《被缚的妻子》（The Captive Wife）的作者汉娜·加夫隆（Hannah Gavron）意识到了“双重角色”概念隐含的政治意味：

今天的女性被认为有两种选择——外出工作或待在家里。这就意味着留在家里无关工作。吊诡的是，在其他工业化世界正朝着每周40小时运作而迈进的时代，女人，她们中很多人每周可能工作至少80小时，则被引导要视家务不是工作。(100)

然而，加夫隆在“母亲与工作”一章中使用的“工作”一词是用来表示职场工作，而非家务劳动。在其长达五页的关于家庭运作的章节中，她仅考虑了两个主题：夫妻之间的经济安排以及男人分担家务和在育儿中的分量，而对女性对家务的态度和观念则避而不提。

这些是典型例证，它们表明即使人们研究女性的家庭角色，也不免落入那种女性消极神话的窠臼。他们承认，尽管做家务是在工作，但除非颠覆我们文化中裹挟的意识形态，不然都无法以正确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这种神秘化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未能表征家务本身对其操持者——工作者（女性工人）——自身的意义。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接踵而至的还有很多其他后果。女人在家庭工作中的态度很可能与她们所持的其他态度有关，例如对有薪工作、婚姻、儿童的社会化、休闲活动等的态度。这种不将家务当工作的错误方式是社会学研究中所特有的，关于这些潜在关系的探讨也止步不前。

对一种方式的正视则意味着对另一种方式的忽视。一个典型例子是作为社会学流派之一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观察方式”，它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他女权主义批评家已经指出，功能主义理论是如何有效地假定家庭中对女性的压迫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是必要的。(101)另外，我批评功能主义是因为它是基于性别劳动分工的神话(102)，在这方面，人种学和人类学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功能主义理论还专门被人用来否认家务劳动是一项工作。确实，在这一维度，它的主要前提之一便是家庭中的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的功能相反。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家的说法，“任务领导者”在家庭中肩负着涉及诸如决策制定、赚钱养家和“操纵外部环境”之类的“基础性”活动的职责；而“社交明星”的角色则承担着一些“传达性”的职责，例如温暖情绪的传递和家庭内部关系的整合等。男人扮演着重要的基础性角色，而女人则扮演情绪表达的角色。简而言之，即女人待坐家中，以提供情感支持，而男人外出工作以提供经济支撑。性别职能的划分可归因于生物学。泽尔迪奇（Zelditch）认为，“家庭分化的关键点……在于将生物体分为哺乳类和非哺乳类”。

在功能主义理论中，两种角色之间的区分居然仅仅就女性/家庭、男性/工作之间的刻板印象而论。泽尔迪奇、帕森斯等人定义的所谓女性情绪表达角色的性质，实则与家庭主妇/家庭工人的角色特质恰恰相反。例如，为了表达温暖关怀，要始终以人为本和达成和解，而这“尤为必要”的前提显然是，作为“家庭主妇-妻子-母亲”的人不用总为承担诸如打扫房子、计算家务费用、熨洗衣服、倾倒垃圾等高度机械化的琐事所负累。(103)

就像在大多数家庭和婚姻文献研究中一样，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女性是过度可见的。这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学上最具可视度的领域也往往是性别歧视最猖獗之处。女性消极化的意识形态不仅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始终，而且也是其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和过度可见的根本原因。想要对这种扭曲错误的、以男性为主导的观点进行纠正，就要回到女性自身，透过她们的视角来看家庭主妇这一职业。



2　家务研究综述

尽管近年来职业领域的性别差异现象有所减少，但一种职业角色仍然完全是女性化的：家庭主妇。尽管没有法律禁止男人从事这项职业，但是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重重压力会让他们打消这种想法。女性等同于家庭主妇的观念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遍布其中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的根基。

奥黛丽·亨特（Audrey Hunt）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在16—64岁间的英国女性中，约有85％是家庭主妇。关于谁是或谁不是家庭主妇的定义标准与责任相关：因此，家庭主妇是“除家庭佣工以外，负责大部分家庭职责（或监督家庭佣工来执行这些职责）的人”。(1)家庭主妇可以是已婚女性，也可以是未婚女性，在家庭以外她们可以从事或者不从事其他工作。亨特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九的无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十分之七的就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因此，家庭主妇不仅是女性化的角色，而且也是当今女性的主要职业角色：经营家庭的责任是所有成年女性都需担负的责任。

这是进行家务劳动研究的主要理由所在。家务劳动是大多数女性生活中的日常经历，从统计学上讲，她们占了人口的一大半。观察女性对家务劳动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教育和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进行过研究调查。在努力消除性别不平等的这类领域中，调查显示，女性的家庭责任仍然持续存在，而这是走向平等的一大障碍(2)。男女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已有充分的文献记述，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家务态度的准确描述或其影响。

上一章中，我指出社会学对家务劳动的忽视。囿于现存材料极少，因此本书中提出的研究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先行性调查。正如玛格丽特·史黛西在《社会研究方法》（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中观察到的那样：

值得测试的假设只能在很多已知领域中验证，例如，在已收集了大量实证经验数据中探寻。在此阶段之前，大多数研究都是探索性的……只有在收集了大量的经验数据并建立了一系列接近社会现实的简单关系后，精确的假设或从经验数据归纳推导出来的理论才能被进一步阐明，进而检验其真伪。(3)

我的首要目的是描述家庭主妇的工作状况和她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第二任务是考察那些涉及影响家务满意程度的相关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婚姻内部分工、家用电器的使用、社会互动模式，等等。第三个目标是提出可行性假设，旨在解释家庭主妇在对待家务的态度与家务工作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

样本是由40名伦敦家庭主妇组成。在接受访谈时，她们所有人的年龄都在20—30岁，并且都是从两份全科医生的问诊记录本中抽选的（样本选择的详细情况在附录一中有所描述）。我没有指明采访的伦敦地区名，同时为了保护受访女性的隐私，我采用了化名。1971年初，我对这些主妇进行了访谈，使用的访谈问卷表参见附录二；这些访谈被录音，平均每人的采访时长约两个小时。许多满意度以及工作状况的其他方面的“评价打分”均基于访谈的回馈，我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数据包括以下方面：对家务、育儿、婚姻、就业和生活整体的满意度/不满程度的评估；对女人在家庭主妇角色上的认同感的评估，以及对她们制定的家务劳动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程度的评估；在休闲活动和决策两个维度上对婚姻关系做出是“分离”还是“联合”的评估，最后，是对妻子眼中丈夫在劳动分工中的参与程度的评估。所有这些评估都将在以下各章相关部分中进行讨论。有关如何进行评估的更多信息，参见附录一。

毫无疑问，40个样本是一份小规模调查。大多数使用经验数据的社会学研究都是从比这大得多的样本中获取的。那这40名女性的小样本研究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微观宇宙团体？是否一定需要对样本人群总体进行一番概括？这些问题是人们针对基于“仅”有40人次访谈的研究所做出的普遍反应。我将在这里一一做出简短回答，因为本书其余章节中所得出的调查发现的总体相关性和可接受性显然都取决于它所使用的调查采样、数据收集和其测量方法程序。

在社会科学和更广泛的意见/态度调查讨论中，都普遍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认为一个大的样本选择便可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而一个小样本的选取则暗含其结果的不可靠性。这种误解是基于对研究过程中“有效性”和“代表性”观念的认识不足。当然不能仅仅通过抽取采样的庞大数字来确保其统计结果的代表性。一个大的采样，尽管穷尽了数百或数千个样本，也可能会因为其选择的某种方式而使其无法代表一般人的观点；相反，小的样本则或许可以更为精确地达到其一般代表性的标准。关于抽样框架制定不足的一个大型样本研究的经典案例是《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在1936年试图对美国总统大选展开的预测调查。该样本是从电话黄页中选取的，却没有涵盖较贫穷地区的选民的民意。C．A．莫瑟尔（C．A．Moser）在《社会调查中的调查方法》（Survey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中指出了样本选择出现偏差的三个原因：（1）使用的抽样框架本身是无法充分、完整或准确地反映整体人口的样本；（2）使用“非随机”的抽样方法，对受访者的选择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人为价值判断的影响；（3）选定人群的某些群体拒绝受访合作。(4)在较大样本的调查中，特别是使用邮寄问卷方法的调查中，选取的样本受众不予答复是更为常见的现象。即使是由训练有素的访问调查员来收集数据，与使用少量样本相比，大样本的问卷回馈率不足仍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此种方法需要有一组采访调查员（而不是一个或两个），这就使获得高回馈率的问卷调查的目标更难以实现。在涉及大样本的专业调查问卷中，问卷回馈率通常为70％—90％。例如，在扬和威尔莫特最近进行的关于工作和休闲活动的研究样本中，一共采访了1928个伦敦人，而被认为有效的问卷人群回复率为73％(5)。

当然，由于抽样不充分和答复率不高所造成的样本缺乏代表性并不是样本无效和不可靠的唯一原因。同样可能发生错误的的方面可能与访谈本身有关（尽管很少被人讨论），比如，与访谈问卷的内容安排以及对调查数据结果的度量和/或分类有关。偏差，随时都可能会透过问卷问题的措辞（模棱两可，难以理解或暗示受访者给出特定答案）、对被访者回复的粗心记录、采访者对被访者响应模式的影响（或许是无意识的），以及采访者与被访者建立融洽受访关系的失败，而逐渐侵入。这就使得受访者的他或她在个人问题上不能给出如实的答复。随后，对采访数据进行分类和处理的方式也可能导致其他类型的扭曲和失真。

数据收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像样本选取代表性的问题一样——并不是大型样本选取的研究中所特有的，同样，这些问题也不是通过使用较小样本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另一方面，我们说它们更有可能出现在较大的样本中仅是出于一些常识性的原因：如调查人员与数据之间的距离会因他人（访谈者、研究助理、编码人员等）的参与介入而增加，从而增加了数据收集、处理的难度；而可能会导致偏差的一些风险也由此随之增加。需要对所有研究人员进行非常细致的培训，才能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漏洞。此外，调查人员不得做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样本的大小与自身访谈的措辞全然无关的假设。访谈是一种研究手段，只有在采访研究人员声称（或假设）问题“得到了”应有的理想回答时，研究结果才是有效的。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将得出这样一条线索：基于500、1000或更多个人的样本进行的研究不应当被无条件地接受为“好的”样本研究；而同样，使用小样本（例如100个样本或更少）的调查研究也不能被视为无效。需要特别注意上述研究程序中的各个方面。当然，对任何研究成果的评估也必须考虑其性质和目的。这份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吗？还是检验之前的假设？它的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又如何？每项研究都需要根据其是否达到自身的既定目标的标准来进行评估。

对于这样的目标——规划一个区域、描述一个领域，以及将似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过程或特征联系起来——来说，40人的样本已然足够。这种类型的分类法也许可以，完全恰当地，做出解释性假设，特别是，定义明确的假设也能用这种规模的样本来进行检验。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Theory an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中对“关于社会现实并要通过数据进行检验的“实质性”假设（substantive hypothesis）(6)与“关于数据”的“概括性”假设（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7)进行了必要的区分。特定假设是否能被数据证实的问题，原则上，不等同于是否可以将研究发现推广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这一问题。检验实质性假设，加尔通认为40个样本完全合适（该数字是确保统计检验有效性所需的最少样本数）。而另一方面，为了达成推广通用性的目的，安全起见，一个大约800人的充足样本量则是必要的。

小样本数据的调查也能对社会学知识做出重要贡献。例如，伊丽莎白·博特（Elizabeth Bott）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家庭与社交网络》（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8)就是基于对20对夫妇的采访而写就的。J．M．法尔和R．E．法尔对中产阶级职业和家庭关系的研究(9)是从86位经理人和他们妻子共同完成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其中16对夫妇进行的家庭访谈中收集的资料。汉娜·加夫隆的《被缚的妻子》(10)是依据对48位中产阶级女性和48位工人阶级女性的采访而写成的。这些著作也都或多或少附带说明了前面提及的一个或多个问题。例如，加夫隆采访的中产阶级女性样本中有27％是从伦敦周边家庭主妇登记册中抽取的，这是一组由“不满”的家庭主妇自发构成的团体：这就降低了样本选取上的代表性。在法尔夫妇的调查研究中，存在着非常高的受访者不配合概率：113名经理团体中有20名没能完成调查问卷（尽管妻子的调查问卷得到了更高的答复率）；在写信给其中的29对夫妇提出要进行家庭采访时，有6对拒绝了，还有6对没有给出答复。(11)伊丽莎白·博特和她的同事在寻找家庭来参加他们的项目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共联系了42个“联络机构”，从全科医生、牧师、学生（一名研究人员的授课学生）到工党的一个分支群体，再到简单的“朋友和同事”。总共有45对夫妇被举荐，其中25对夫妇表示愿意接受采访，然而有5对不符合采访研究的标准。这其中也有相当大的拒绝概率。研究所使用的许多联系方式的性质，让人也不禁对样本人群具有的代表性有所怀疑。但是，博特的目的不是检验已然明确的假设，而是对少数家庭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以加深对都市家庭生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对访谈数据的介绍和分析中，严格来说，我从中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这一研究样本。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样本在其他方面代表性不足。我所使用的抽样样本来自两份全科医师的问诊记录本，很明显，参照上文莫瑟尔提及的三个抽样偏差的原因，它们其实并未涵盖整个家庭主妇群体；当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问诊记录本不具有代表性。普通的全科医生并没有因其出色的表现或不同于常规的治疗而享有盛誉。之所以采用两份问诊记录，而非一份，是因为，一份问诊记录中的人数，根本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人员名单以达到进行研究的标准，同时，我也需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这两位普通全科医师，一位恰好是在工人阶级聚集区行医，另一位则是在中产阶级住宅区会诊。样本中的姓名，我是按照问诊记录本中的字母顺序来选取的（请参阅附录一），尽管严格来说，这不属于“随机”抽样，但它也显然不会带有任何偏向。样本名单中也有没能联系上的约好的受访者，但联系上的家庭主妇大多没有拒绝我的采访。综合这些考量因素，我坚信，这份研究调查中的女性具有代表性。(12)

在分析家庭主妇工作状况中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我使用了许多统计检验，主要是测量显著性的卡方检验。这项程序可能会因为我的样本太小而无法证明其合理性而遭到批评。但是，没有统计学上的学理支持不该对这些数据进行这项测试，实际上，由于偶然性等因素，要是样本数量扩大，说不定检验结果的合理性反而会降低。当然不应忘记，一般而言，这种统计检验能够帮助人们解释数据。“统计”意义和“理论”意义之间是有区别的。(13)某种关系在统计上是重要的，但可能在理论上讲并非如此（因为它是同义重复的或微不足道的）。更为困难的一种情况是，理论上认为应该存在某种关系以致这种关系在研究人员看来似乎已经存在于数据中，但是在统计层面上看，这种关系并未得到证实。最后，对研究数据的解释和对统计检验结果进行应用，则完全落在研究者身上。

毕竟，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无法从表格中直接看到，研究人员在解释其（原文如此）结果时，不可避免且一定会受到之前所有研究的影响，也会受到他对数字背后原始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他自身判断的影响……那些谨慎地将其结论限制在由严格根据数据来进行论证的研究人员，或许可以免受批评，但他们并未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来做出贡献。(14)

要是不去推测个人的研究发现在这个研究样本范围之外是否具有普遍性，那么此人就是在推卸责任。特别要注意的是个人的研究发现与他人的相关研究结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些大致就是我所采用的方法。我在这一假设上进行研究，尽管我的研究结果只与我采访的有限的40位家庭主妇的样本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结果不与更广泛的家庭主妇相关，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这40名家庭主妇在更为广泛的家庭主妇群体中不具代表性。毕竟，关键的测试在于其他沿着类似路径进行的进一步研究是否可以证实我的这些发现。

从某个重要意义上说，一个人独立计划、执行和分析一项研究，是此类研究的主要优点，同时也是其主要缺点。优点在于单一研究视角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缺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研究者的诚实和判断力值得信赖，他的研究才算得上与此匹配的“好”。这尤其适用于对访谈回复做出的解释和在等级量表的使用上。首先，我的目的是使问题尽可能“真实”。因此，例如，有关家庭的例行常规和丈夫参与分工的问题，我是针对特定的活动和时间段而拟定的，并不是针对“通常”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会更具态度性或规范性。这些问题程序的应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解释。关于评级量表的使用，古德和哈特指出：集众人之力做出的判断可以提高任何评级量表的准确性；只有一名调查者则会降低其准确性。(15)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捉襟见肘是我设计研究中的主要障碍。这项研究是为了撰写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开展的，我每年的最高资助金额为410英镑（这是当时“已婚女性”研究生所领取的补助金标准，比全职研究生的全额补助要少120英镑）。(16)诸种限制影响了样本的大小，也使采用诸如等级量表的多个程序变得困难重重。但是，在本研究过程中，我运用了多项旨在减少偏差可能的技术，这在附录一中有详细描述。

再次回到样本的特征：接受采访的40名女性年龄均在20—30岁，均已婚，并且都为人母，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此外，所有女性均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生。我用这些标准来选择样本，主要是为了获得相对均质的样本，以研究一群具有相似背景的女性的家务态度。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年龄段等导致的女人在家务劳动态度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分析某些家务态度与工作状况中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任务变得简单。包括爱尔兰裔女性在内的40人中有6人是爱尔兰人，样本选取标准看起来似乎有违获得均质群体的目标。但是，对爱尔兰农村地区（本样本中爱尔兰女人主要来自爱尔兰农村）和英国都市地区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研究显示，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种文化十分相似，如性别的劳动分工，婚姻中男女角色的分工，以及女性为居家生活而进行的社会化。实际上，对采访材料的分析并没有表明，爱尔兰裔女人在态度或行为方面有任何特别迥异于在英国出生的女人的地方。在她们的自我概念和社交方面，她们的定位是高度家庭化和以亲属为导向的，样本中的其他女人也具有这些特征。(17)

40名女性中有一半是“工人阶级”，另一半是“中产阶级”；我是根据其丈夫的职业这种传统方式来评估其社会阶层的。使用此种常规方法是与第1章中对传统分层分析提出的批评背道而驰的。当年我选择样本（1970年代末）时，我对分层理论和实践中的男性导向的异议尚处于萌芽状态，社会学家（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其他主义者）中谁都没有对女性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进行过讨论。当然，采用这种传统方法还有一个压倒性的理由：现存的许多有关女性家庭角色的研究文献都引导人们关注女性在家庭满意度上的社会阶层差异。据说中产阶级女性比工人阶级女性更为不满。因此，为了能将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研究者的发现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也必须以相同的方式来评估社会阶层。尽管分析的重点是社会阶层，我也研究了与家庭主妇受教育程度和以前从事（或现有）的工作有关的其他变量：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这些因素，而不是社会阶层本身。

在对社会阶层进行评估时，我使用了户籍管理科关于职业分类的方法：Ⅰ类和Ⅱ类（专业类和管理类）被称为“中产阶级”，Ⅳ类和Ⅴ类被称为“半技术型和非技术型的”“工人阶级”。第Ⅲ类又分为：（1）白领；（2）技术型的手工从业者。前者被视为“中产阶级”，而后者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在以这种方式得出的社会阶层分类与妻子先前从事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或一般生活方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三个案例中，考虑到这一矛盾，我对其社会阶层进行了升级或降级的处理。这是继约翰·纽森和伊丽莎白·纽森(18)等人之后的针对存在男性偏见的职业分类问题上采取的大致可行的解决方案。

样本人群分布的其他两个特征也需做一番说明：就业率和家政服务。在受访时，有6名女性在家庭外受雇工作。一人从事全职秘书工作，一人在工厂做兼职工人（每天早上工作四个小时），有三人兼职清洁工作（其中两个晚上工作，一人早上工作），另有一个家庭主妇星期六在外工作——做美发师的前台接待。将这些女人纳入调查研究中是否会影响调查结果呢？在亨特对女性就业的全国性调查中，照看五岁或五岁以下儿童的女性中有15％—20％受雇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是从事兼职工作。(19)本样本中的工作率为15％；这一比率上也并非不具有代表性。有人建议，在研究女性家务态度上，要将受雇女性看作一个特殊群体：对家务不满意的女性也许会将受雇工作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很多研究一般不支持这一论点。(20)在目前40名样本女性中，这6名受雇工作的女性里有两人表示对家务工作感到满意，两名表示不满意，两名则表示非常不满意。这种满意度的分布与整个样本中的分布较为相似。

在家庭主妇的活动中增加一项带薪工作并不意味着她将不再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的定义是根据其经营家庭所担负的职责。因而，这40名主妇中的3人不会因为她们付费购买了家政服务的事实而丢掉“家庭主妇”这一头衔。（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有住家保姆。）

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主要来自混合住房区，租住的公寓和房间中零星散布着一些业主自用的住房。这些住房大多建于1910—1920年，房子状况不佳。该区域的总体外观是灰色单调的：几乎很少有绿色空间，偶尔有几棵树划破了梯田式和半独立式房屋的统一天际线。这里购物场所众多，在纵横通向伦敦市中心的主干街道上，林立着几家大型百货商店，如沃尔沃斯、玛莎百货公司等，还有其他一些便利小商店。交通设施却很不完善，距离最近的伦敦地铁站有20分钟的公交车程。由于目前正在执行一项重大的翻新重建计划，许多贫民窟和半贫民窟的住房都在被拆毁，很多家庭也正迁往新的公营住宅区。这样的搬迁举动已经影响到接受我采访的20个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中的3个了。由于该地区靠近主要的搬迁定居区，这种重新开发给人们带来的人口流动迁移感则更为强烈。

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地区则人口相对稳定和繁荣。大多数房屋是中产阶级业主自有的，并且大多数都维护良好。几个新的私人开发的住宅区是著名的地标，改善过的房屋也带有洗衣房、地下儿童游戏室、整体车库等，明显带有中产阶级的特征。街道上树木茂盛，绿茵草地比比皆是。就像在地理位置上离此处不远的工人阶级住宅区一样，最近的购物中心也有百货商店和大型超市，以及通常可见的各类小商铺。而与工人阶级住处不同的是，购物中心同时也是交通中心：国家铁路网上有一个主要的交通杻纽车站在此，还有两条地下线路将其与伦敦其他地区相连通。

这些，大体就是这40名受访女性的背景介绍。尽管她们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年轻的母亲，她们也代表了占据我们城市的城郊边缘的更庞大、各种各样类型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中对于家庭主妇形象的描绘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当今社会女性状况的了解；而且它也能帮助人们了解都市家庭生活的某个面相。考虑到这一大背景，下一章，我将开始阐述从访谈材料中得出的一些结论。



3　家务劳动印象

当今思想中流行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对家务劳动的刻板观念。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家庭主妇是一个被压迫的工人：她在每况愈下、令人不快且本质上是自我否定的工作中被奴役。另一种说法是，家务劳动保障了无止境的创造性和休闲性的人生追求。以这种观点来看，家务劳动不是工作，而是持家，而家是宝库。

充满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快乐……是她从烤箱中端出的烘焙的酥脆黄褐色面包散发出的迷人的气味，是她在自己的缝纫机上缝制出新印花连衣裙时的满足感……是她在自家后院闻到的清新的泥土气息……(1)

这段文字很具有美感。但是，这个论点——及其反面——是如何衡量家庭主妇自己所认为的家务状况的现实呢？

在整个40次的访谈中，人们对家务是一种工作的清晰认识逐渐成形。抽样调查中的女人都会将家务劳动定义为劳动，和任何工作情况时所需的劳动相似。她们的一些观察与工作社会学中的许多发现紧密相关。常被引证的被认为令人满意或不满的家务劳动，能够在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世界中找到其同类。女人倾向于将自己对家务的感受与在外工作的经历进行比较，这一趋势进一步表明了这种类比的对等性。

特别是访谈中对许多问题的回答，也给我们得出的概括性结论提供了数据支持。访谈问题中，首先是关于成为家庭主妇的“最棒”和“最糟糕”之处。关于“最棒”方面问题的回答中，有一半以上是指向这个角色的工作维度，而对“最糟糕”方面的问题的回答也几乎与此相同——即使问题本身并未指明是家务，但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有关婚姻、母亲身份和家庭生活。（答案如表3.1和表3.2所示。）当然这点是可以讨论的，由于受访中的其余部分大都是关于家务问题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强调的是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工作维度性质。然而，这种概括与女人在许多其他自发场合——没有采访者来提问，所做出的评论立场是一致的。此外，还有一系列问题专门讨论婚姻和育儿问题，因此女性不会感到压力，也不会认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混乱的。

自主性是家庭主妇最看重的特质；做家务则是最糟糕之处。乔安娜·吉尔斯（Joanna Giles），曾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她嫁给了广播节目制作人，她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自主性的：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自己的主人……你可以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及何时来做它们……这可不像是上班时有人打电话告知你必须马上下楼去见他们，或者是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这完成那。

这给人的印象是，家务劳动没有从其自主性中得到正面评价，而被消极地认为是一场撤退，从讨厌的可替代的选择——就业工作——中后退。这也是许多人回答的一个共同特征：

（请你说说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棒的事情是什么？）

哦，你不必清晨早起、出门去上班，不是吗？（工厂机械师的妻子）



成为家庭主妇的好处是，你拥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没有人在你身后拿着张打卡表催促你……就好比，你是自己的老板。（砌墙工的妻子）

许多人在答复中——总共19个——用“做自己的老板”来形容家庭主妇对一切尽在掌控中的感觉。(2)该短语在就业工作情境中有类似使用。从不受监督和自我掌控工作节奏能力的意义上讲，自主性是就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834名美国政府雇员的调查研究中，马丁·帕钦（Martin Patchen）逐渐发现，对工作方法的掌控与工作的积极主动性之间密切相关。

表3.1　对“什么是成为家庭主妇最棒的地方？”问题的回答



	最棒之处
	该回答的频次


	做自己的老板
	19


	有孩子
	9


	拥有自由时间
	5


	不用外出工作
	4


	有丈夫
	4


	享受家庭生活
	3


	家务劳动
	1


	其他
	2


	总计* 
	47



* 总计数超过40，因为有些家庭主妇给出了一个以上的答案。

表3.2　对“什么是成为家庭主妇最糟糕的地方？”问题的回答



	最糟糕之处
	回答频次


	做家务活
	14


	单调/重复/枯燥
	14


	无尽的家庭事务责任
	6


	社交孤立/内心孤独
	4


	必须完成家务活
	3


	身心不自由
	3


	孩子
	2


	其他
	2


	总计* 
	48



* 总计数超过40，因为有些家庭主妇给出了一个以上的答案。

在家庭主妇那里，自治是理论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做“自己的老板”意味着有完成家务劳动的责任。家务劳动是单方面的责任，不做家务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如一些女人列举的那样，这些不堪后果包括丈夫会愤怒和孩子会生病（卫生状况不佳所致）：(4)

为什么每天要清洁厨房地板两次？好吧，那是因为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地板上玩耍，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让她爬在肮脏的地板上不好——她容易从上面感染上什么。（货车司机的妻子）

这就意味着，说家庭主妇有休闲时间是自欺欺人的。做自己的老板这一事实，其实是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做家务的心理压力。曾是计算机程序员的乔安娜·吉尔斯继续谈道：

我认为最糟糕的是，正是因为你在家，所以你才必须去做这些事。即使我可以选择不这样做，我也并不会真的感到可以不去做，我总觉得自己应该要做。

用货车司机妻子的话来说，就是：

并不是说我不做家务就会有人拿鞭子抽我，而是我知道如果今日不做家务，明天的家务量就会翻倍，所以其实是我自己在逼自己，在捶打着自己的额头。

因此，家务劳动——指那些涉及实际工作的劳动——是名义上广受赞誉的所谓自治性这枚硬币的另一面罢了。在对“最糟糕之处”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有28个人提到家务劳动或它的单调乏味，认为这是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另有6人描述了女性要一直对家庭和孩子持久负责的负面感受。用埃莉诺·德里斯科尔的话来说：

（请你说说，成为一名家庭主妇的最糟糕之处是什么？）

每天都必须早起……你就会想：“哦，天呐，我今天要去这些个地方，还必须做一日三餐”。一想到必须做饭，这就是我最无法忍受的地方。（商店经理的妻子）

家庭主妇的自由是从“某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自由选择进入某种生活的真正自由”。也就是说，她确实免受监督，但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做家务是工作，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对其他两个问题的回答为此问题提供了参考信息。第一个问题是邀请女人将自己的工作（即做家务）与她们丈夫的工作进行比较。这是易招致愤慨情绪的一个敏感问题。曾做过打字员的黛博拉·凯斯说：

我认为家庭主妇同样努力工作。我不能忍受丈夫回家时说“哦，看看你，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做一点点家务活儿，带带孩子”。但我认为这很累人，好吧，确切说不是累人，而是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辛苦——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连我丈夫都这么说——这是我对此感到如此愤慨的原因。

黛博拉·凯斯有一个孩子，嫁给了一个中央供暖系统设备装配工，租住在某个“高层”公寓里。她很不满，并且倾向于将自己的不满冷淡地表达出来，但是在采访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她表现得非常活跃：

我对他（丈夫）说我要告假一天，要不你做一天试试，看看会是怎样。

在这40名女性中，有26名认为自己比丈夫更努力，有7名表示丈夫更努力地工作，还有7名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性格以及她们丈夫所从事的工作。下面是关于这两组工作的日常状态的清晰明确的对比。

家庭主妇工作得更努力。我丈夫总是回家说“哦，我今天坐下来和某某某进行了交谈”又或者“我们今天和某某人一起大笑……”我从来不那样，我也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砌墙工的妻子）

再如：

我总是会说做家庭主妇更难，我丈夫从来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错了，因为我一直都在不停地工作。而他的工作完成了，它就真的结束了……周日，他可以在床上躺到十二点才起，穿上衣服，然后去喝喝酒。然而，我的工作从来没有这种变化。（副驾驶员的妻子）

砌墙工的妻子也在这一点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丈夫们看上去从来都不会很累，不是吗？累的总是女人，不是吗？他们工作结束，是真的就结束了……挖路之类的活儿可能（要比做家务）难，但是我得再说一遍，他们工作完成后，便可以去喝喝酒、抽抽烟，就是这样。

家务劳动被描述为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就像那句老口号喊的“女人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有些人说做家务比有薪工作还要劳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那么累。有些女性说做家务要付出的情感代价更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不像其他工作那样劳力费神。也有些人提到家务劳动的非建设性，提到了单调乏味的劳作给主妇带来的情绪上的厌倦、沮丧，家务需要主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动作：

家庭主妇给人感觉总是很忙，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不是吗？好吧，我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建设性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看到这一点，都认为这是每天的日常工作。（统计员的妻子）

来来回回做，却换来永久失败的感觉。在吉思·贝文——一个嫁给办公室经理的前护士——眼中，家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工作，而受雇工作不算：

（你认为家庭主妇和工作的丈夫一样努力，还是不如丈夫努力？）

更努力。你根本看不到他在工作——他不过是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其他人去干活。

在吉思·贝文的丈夫升职为办公室职员之前，他的妻子认为，他确实从事过“真正的”工作，即像家务劳动那样的体力活。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贬低办公室文员的工作为劣等非体力劳动，这在世纪之交文书一职的性别转变过程中有着非常关键的地位。

在20世纪初的小说中，西装革履的绅士英雄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时会自问：“我们没有失去男子气概吗？”“我们对现实生活抱有什么看法？我们对世界又了解些什么？……我们不是真正的男人。我们没有做男人该做的工作。操笔杆子的人——可悲的小小的操纵笔杆子的人——穿着黑色西装，手指沾满墨水，裤子下是闪亮的座椅。这就是我们。”(5)

因此，将家务劳动归为体力劳动，其实是为了使其更具职业声望。

这种对家务劳动的辩护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在将家庭主妇当作悠闲的持家者的主导刻板印象中，家务劳动没有被提及。主妇用这种方式来发声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地位低的女性总是被与家庭主妇的职业联系起来。

当被问及她们对在表格上写上“家庭主妇”这一职业时的感受如何，有21位家庭主妇“会介意”，有19位家庭主妇说没发现有任何贬损之义。一位记者的妻子提到了社会成见。

我只是在需要填写表格时才会把自己当作家庭主妇。有时，我想提出一些更为有趣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项体力粗活、女佣一类的工作——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它的。

从这一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职业分类问题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它涉及女性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视为家庭主妇。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探讨。无论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个人认同感如何，贬低家务劳动，使之琐屑化，在我们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观念很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以某种形式灌输给家庭主妇。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想要与家庭主妇这一职业相脱离。

与低社会等级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以下这些相关的观念，即认为家务劳动是“乏味、单调”的工作，而家庭主妇则是“无聊、乏味”的人。一名仓库工头的妻子表示：

我介意在表格上写职业是家庭主妇。我很想写上“秘书”之类——这似乎听起来更好些。大多数人都是家庭主妇。这听起来很沉闷，因为你除了清洁、除尘和做饭，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做。

在回答有关在填表时写上家庭主妇的问题时，将家庭主妇比作卷心菜的说法（40名女性中有12人都提到过）多次出现。(6)“卷心菜”式家庭主妇是完全沉浸在家庭事务中的人，她们是没有个性特色、单调乏味、了无生趣的机器人。身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埃莉诺·德里斯科尔最近刚从贫民窟中的一个两居室搬到了当地条件良好的住房区，她这样回答：

当我还住在贫民窟那个地方时，我曾（认为自己是卷心菜式主妇）……因为家里没有电器设备也没有钱，我得用手洗所有的东西，我感到厌烦，也受够了，觉得日子没什么可以期待的。至少现在，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拥有自己的车——甚至存钱买套房子——这些正是值得期待的未来……所以如今我不认为自己是卷心菜式主妇。

另一位女性坚决称自己像是一台“收缩包装机”，而不是家庭主妇。她还在工厂兼职，主要是将锡罐用玻璃纸包起来。通过这样描述自己，她自娱自乐，但是从口头表达来看，她却有着一个严肃的目的。

我认为自己是家庭主妇，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卷心菜式主妇。许多人认为她们是家庭主妇，就意味着她们同时是卷心菜式主妇。我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个家庭主妇……我通常会说“我是一个妻子、一位母亲，我还有份兼职工作”。如今，人们都看不起家庭主妇。

“只是”或“仅仅是”家庭主妇，是普遍会出现的表达。它的隐含意思是，做个家庭主妇比从事其他任何职业都要逊色。它同时也贬损了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另一位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伊莱恩·考桑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并不是嫁给了一套房子！我讨厌“家庭主妇”这个词……他们会问你“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回答说“我有孩子了。我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他们就会说，“哦，你只是个家庭主妇”。只是个家庭主妇！这可是世界上最艰辛的工作……你远不止只是个家庭主妇……家庭主妇这个概念囊括了一切。

“家庭主妇”一词还包含“妻子”和“母亲”的意味，因此更加剧了这种怨恨情绪。社会上对家务劳动的贬低也延伸到更有社会价值的（对女性本身而言如此）妻子和母亲之职上。因此，女性必须把这些不同的角色区分开，而首要一点便是起来反抗，指出这整个关于主妇的形象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里显然传达出的另一个信息是，需要给家务的不同任务区别分类。做家务不是单项的活动。它是各种各样任务的集合体，这些任务需要各种技能与各种劳动参与。就像拖地与购买杂货完全是两码事；刨土豆、洗脏袜子和计划一个星期的食谱也是完全不同的任务。用相同的名称来称呼所有这些工作只会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将它们划归到同一指称下。实际上，有些家务活比另一些更讨人喜欢。有些家务活儿重复性更高，有些很累人，也有些更具有创造力等，不一而足。毕竟，家庭主妇所做的每一项工作——做饭、洗衣、打扫房屋等——都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份有偿性的工作。就像厨师的角色与商业洗衣店洗衣工的角色或者“家政服务”的工作者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六项核心的家务劳动——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熨烫——可以按主妇个人喜欢与否的方式进行排列。表3.3便是这样的一份表。它显示了主妇们在关于某个任务的直接问题中回答“喜欢”“不喜欢”或“无所谓”时的样本百分比。每种情况下均显示有两种百分比：一个是涉及对“你是否喜欢……”问题的首次回答，另一个则针对所有回答进行的总结性答复。通过询问主妇对她们所被问及的某项家务喜欢与否，以及她们的态度是否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发生转变，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她们在每项家务中的体验经历，并从中了解到这些不同家务被人们认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表3.3　关于家务劳动具体任务的回答

[image: ]


* 对于“你喜欢……吗？”这个直接问题的回答。

† 对试探类问题——例如“你喜欢它什么”“有什么你不喜欢它的方面吗”——的回答。

在这六项任务中，熨烫是最不受欢迎的：样本中的3/4主妇都持这种消极态度。人们不喜欢它，是因为它是一种体力上令人疲惫不堪的家务活动。与其他五项具体任务相比，它包含着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且变化不大的熨烫动作。

我讨厌熨烫。它要求你只站在那儿，从一大堆（衣服）中拿出一件，并将其牢牢固定在熨衣板上，然后开始熨烫，拿起、放下、再拿起、再放下——仿佛永无休止。（砌墙工的妻子）

我不喜欢它的地方在于，你得站在熨烫板边，不停地来回移动熨斗。（副驾驶员的妻子）

熨烫衣物是一项很无聊的工作。一直不停地在将熨斗向前和向后来回反复移动。（工厂工人的妻子）

熨烫要求有一系列的重复动作，这些反复的动作只会使特定的肌肉负累疲劳，却不会引起大脑的注意或整个身体的能量集中。这里，明显与之类似的是工厂中的流水线工人，他们像机器一样，与无须花费脑力又无休止的重复性任务捆绑在一起。家务中没有其他任务能与此类比。40位女性中只有一个真正明确地表明自己喜欢熨烫，并且她说她知道自己很与众不同，尤其是她能从熨烫衬衫中获得满足感。熨烫衬衫是许多其他家庭主妇都认为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项家务。那些答复为“无所谓”熨烫衣物的家庭主妇清楚地表明，她们不喜欢这项家务本身，但也找到了能够承受它的一些前提。比如收听收音机或打开电视机就是其策略之一。另一种是计划在晚上丈夫出现时来进行熨烫。同样，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当熨烫的衣物本身不那么枯燥乏味（据说婴儿衣服就属于此类）时，“不喜欢”的消极态度可能会转变成“无所谓”。

在上表的“不喜欢”部分中，第二不被喜欢的家务是洗碗：在做出初次回答，和总结性回答中，70％的女性表示不喜欢洗碗。像熨烫一样，它也趋向于具有流水线工作的性质，尽管并不那么明显。洗碗“只是站在那儿，一个盘子接一个盘子地洗”，或“它是把我累得够呛”的家务。这也是一项脏兮兮的工作。用曾做过时尚模特的主妇的话来说：

我讨厌它。洗碗让我感到恐惧。我就是受不了收拾脏得要命又油腻腻的东西。

之所以强调洗碗的不愉快之处，是因为在它之前通常是进行了一项愉快的活动——吃了一顿饭。然而每顿饭后都要洗碗：洗碗是一个反复发生的事件。

它永远不会结束。还没等你洗完这波碗，下一波又接踵而至，而你一整天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货车司机的妻子）

要是能有纸盘子就好了……有时候感觉似乎是，你刚拿出干净盘子，吃掉它们盛的食物，洗净它们，然后再拿出来盛东西……有些日子里，你似乎整天都干这个事儿。（食品批发商的妻子）

这种不可回避性在熨烫中没有出现。那些说喜欢洗碗的人并不喜欢这项任务本身——一个主妇说喜欢洗碗是因为她有洗碗机，另一个说喜欢是因为她刚刚购置了一个新的不锈钢水槽，而第三个说喜欢洗碗，仅仅是为了洗完让它“不那么碍眼、万事大吉”。

关于对清洁、打扫房屋的态度——在“不喜欢”列表中排第三——似乎不那么负面消极：在40位女性中，有20位不喜欢或讨厌打扫，有8位“不介意”打扫，有12位喜欢或“很爱”清洁。收到的典型答复：

我不喜欢打扫。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总觉得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而且打扫是永远也干不完的。（统计员的妻子）

我其实不介意。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如果我没有事情可干，我会很无聊。（木匠的妻子）

我喜欢打扫——擦得亮晶晶，纤尘不染。我喜欢看到洁净得亮闪闪。（副驾驶员的妻子）

这些都是样本中的主妇首次给出的答案，但在进一步回答问题时，做出至少有一次否定态度转变的女性人数增至样本的27％—68％。许多女性坦言打扫很无聊：你每天打扫，然后第二天还得再打扫。收拾房子——

就像在工厂里工作一样。你每天都在给同一件东西除尘，却从来得不到赞赏。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让整个屋子变得整洁，对此却没有任何人看得到。孩子们一放学回家，就像炸弹爆炸现场一样。如果你做一些装饰工作或者教育孩子，总会从中有一些收获……就实际家务劳动而言，我不觉得会有人喜欢打扫。这很无聊，让你感觉就像机器人一样。（商店经理的妻子）

因此，将家务与重复性的工厂工作相提并论，就这样被主妇们表达出来。这种比较并不局限于占样本数量一半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也有同样的观察结论。与机器操作工结婚的一名工人阶级家庭主妇说：

家务劳动很无聊。永远是同样的活儿——一直都在清洗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想法。当男人去上班，他可能也只是在做事情，但好歹他们是做不同的事情……

一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一家出版公司负责人的妻子如此评论：

是的，我想我确实发现家务很单调乏味，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必须得早起，每天整理床铺，每天洗碗，每天都要除尘——这很单调，难道不是吗？

与购物不同，清洁是一项孤独的任务。需要做清洁的感觉与去社交的愿望相冲突；你可以在熨烫或做饭时与朋友或邻居交谈，但你不能一边手持真空吸尘器，一边与人对话。在对有五个孩子、砌墙工的妻子玛丽莲·桑顿的访谈中，这种冲突被清楚地阐明。她早上在自己家中做家务，每天下午在一个朋友开的夜间开放的咖啡馆里打扫卧室。她上班时带着18个月大的双胞胎。虽然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赚钱，但同时也是为了离开家去与他人交谈。（在家中做家务时，玛丽莲·桑顿会一直收听广播电台来“做伴”。）正因为她有下午的兼职工作，所以她必须得在早上完成自家的家务工作；而她每天早上完成家务工作，又是为兼职工作创造出更多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位家庭主妇提到，自己讨厌做家务是因为做家务是无偿劳动这一事实。她曾说：给别人做家务获得报酬，比在自家做家务要更快乐。

玛丽莲·桑顿的例子鲜明地展示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孤立之间的联系。这与工作满意度模式之间的重要性，我将在第5章中详细讨论。另外两个不喜欢清洁房屋的常见原因：家务工作环境中的技术方面和主妇的“心情”。某个家庭主妇说她有一个老旧、效率不高的吸尘器：言下之意是，这个工具已不能满足她工作的需要了。或者她也可能认为房屋内部难以清洁干净。

我一直想让我丈夫为房间里添置一张合适的地毯，因为这亚麻油毡可把我整疯了。它真的太脏了，如果不每天打磨，它看起来就会很脏。（警察的妻子）

这个地毯是白色的，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它能显出一切。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清理。我离开它一会儿，总是会有人走进来踏上去。因此，如果我每天清理，我会感到更快乐。（零售药剂师的妻子）

人们常说，清洁这件事在人的心情不佳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件令人厌烦的事；相反，在“适宜”的心情下，清洁是愉快的而且能迅速做完。也许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工人都有的普遍情形的陈述，还是它只是典型的“女性化”反应？我们可以通过绘声绘色的流行广告图像来追溯这一联系，这些图像描绘了被家务困扰不堪的家庭主妇突然克服了突发性头痛从而得心自如地应对丈夫、照看家庭和儿童的各种需求；在这些情境中，通常是通过合适的止痛片或维生素丸来平复负面情绪，从而使得家庭主妇可以继续开心地工作。在更基本的层面上看，将不喜欢做家务归因于个人因素（坏情绪）也可能反映出家庭主妇与其角色关系认同之间的某些深层的个人特质。从重要的意义上说，持家是她的工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分离出主观和客观因素本质上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对家务的整体态度和满意度的问题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喜欢做家务。我真的比较居家。从小我就被教养得很贤妻良母——做家务，除尘，洗碗以及做饭——因此，这是我自然的本能。（商店经理的妻子）

家庭主妇和她的工作之间难以区分，如果这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提供了满足感的积极动因：无论是指专门打扫卫生，还是对于一般性的家务活动整体而言。(7)

就洗衣服——最不喜欢的家务中排第四——这一项而言，主妇们的态度在积极、消极和“不介意”三类之间分布地较均匀。13名家庭主妇说她们“喜欢”洗衣服，14名“不介意”，另外13名“不喜欢”或者“讨厌”洗衣服。尽管洗衣服和洗碗都是从物体上清除污垢的家务活动，但人们从洗涤衣物中获得的内在乐趣似乎更多。也许，这是和衣服使人产生的个人联想有关。洗过的衣服属于家中某人，并且被他们穿过，通常而言无外乎是主妇自身、她们丈夫或孩子的衣物。当然，这也取决于特定的洗涤物品。例如，伊莱恩·考桑（Elaine Cawthorne）表示：

我喜欢洗他的（宝宝的）衣服，但我讨厌洗他的尿布。我觉得后者很累人……不是因为它们是他的尿布而他弄湿了它们——与这无关——只是觉得要洗的尿布无穷无尽。但是，要是洗他的衣服的话，感觉像是现在洗的这一件针织套衫，下一次洗时这件套衫又似乎不同了；尿布则不同，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方形布片，就像一场噩梦……

以这种方式看，如果说洗涤衣物是重复性劳动，那么引自与超市经理妻子进行的采访的这段话，则可以看作在试图建立一种正相反的印象。

一旦衣物清洗完毕，晒在晾衣绳上，我就会认为这真美好啊——美好而又干净。我想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知道自己终于洗完了，而且它们就在你眼前，那么美好而干净。看到洗净的衣物晒在那里、迎风飘荡，真美好啊，总是会让人满目欣悦。

为什么一条晾晒着洗净衣物的晒衣绳会是一番“美好的”景象呢？大众媒体广告中，白色衣物在风中轻轻飘荡，也似乎吹来其不断强调的某种信息，给人传递着某种感觉，即“白色”或“洁净”是一个家庭主妇对家庭应尽的道德责任。(8)纤尘不染的洁净毕竟是商业广告中的理想，但从中也必须清楚看到，衣服是要洗干净的。当衣服晾晒在花园里时，就可以进入公众的视线，广告中的想象也为这张照片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迷人效果，画面背景是万里无云的晴空，与之相称的还有主妇脸上那明媚灿烂的笑容，以及完全吸引了她目光的那些白色衣物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的洁净状态。（这些广告中，很多人从头到脚都是白色，尤其还会出现在比较脏乱的活动中。画外音：你的儿子是集尘大魔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给他穿上白色衣服吧，用上我们的阳光牌肥皂，你就可以轻松将污垢彻底消除。）在40名主妇中，有7名特别提到当她们看到整条晒衣绳上晾晒着满满的干净衣物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其中有些人说，这是因为她们预料邻居会对这一肉眼可见（尽管短暂）的成就表达出默许和赞赏。其他人没有提及想获得他人的认可，也显然不知道这一画面为何吸引着自己，更不清楚自己为何会有种想顺从它的内心冲动。

自动化家电，使一切家务大为不同。工人阶级主妇中有11人，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中有14人都有洗衣机(9)：在自己家中使用洗衣机减轻了洗涤任务。正如埃莉诺·德里斯科尔回忆的那样：

曾经我使用这种洗衣刷，然后一整天都在刷刷洗洗，以前我也有一个大煮锅，然后把衣服放进去煮沸杀菌——它可把我累得像陀螺……现在我有了洗衣机，真是谢天谢地！洗衣机真的减轻了很多家务劳动量。

“如果没有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主妇们对洗衣机的主要观点。全自动洗衣机（完全改变了洗衣任务的性质）与“双缸”洗衣机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手动将湿热的衣物拎到一个单独的甩干筒中。拥有“双缸”洗衣机的主妇抱怨道，家庭主妇仍需要做大量工作，而且还要清理厨房地板上的水迹烂摊子。同样地，自动洗衣店并不会免除主妇洗涤衣物的体力负担。首先，家庭主妇必须将衣物送到那里去；其次，她必须将其卸下，整理分类，坐下来等着它们洗完、烘干（或趁着中途间隙冲出去购物），然后再次将衣物打包回家。要是这时她们再有个婴儿车里待哺的婴儿，又或者有个两三岁的幼童需要看顾时，这就绝非易事。

关于洗衣店，还必须要强调的是，它们并不符合媒体塑造的完美家庭主妇的形象。一位工人阶级家庭主妇说：“我不相信自动洗衣店。”“他们似乎没有将衣服洗干净，拿回家时你还是必须把它们煮一遍。”部分来说，这是主妇们对这些营业洗衣机构提供的较差服务质量的抱怨。但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声明：家庭主妇的主要职责是在家里洗衣服、晒衣服，而不是在洗衣店里等着别人为她清洗衣物。“小房子里的小妇人”的伦理观念被暗暗侵蚀掉了，因为自助洗衣店是一个家庭主妇可以集体讨论其家务工作的集合地——除此之外，还有谁会知道这之中的事呢？

家庭主妇作为消费者的角色，与其他家务相比，更引公众注目。它意味着她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场所——家庭。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你喜欢购物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大都是喜欢。许多女性都将“走出家门”或“结识人们”当作购物的优势。木匠的妻子和警察的妻子这样描述她们的感受：

我喜欢购物。外出时你会看到人们——这是从家走出来的一大变化。

我想，我喜欢它就是因为我能够外出，而且我喜欢在商店里兜兜逛逛，有时我会遇到熟人，然后会一起来个短暂的小聚……

所以毫不奇怪，购物往往是每天日常活动。如表3.4所示，大多数女性每周购物六次，只有四个女人每周购物两到三次，每周只进行一次大采购的家庭主妇则没有。在购物频率上，社会阶层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表3.4　购物频率和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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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看到，购物外出活动的激增可以看作家庭主妇缓解家庭束缚的一种方式：

我在星期二进行大购物——但我每天都会出去买点小东西。而我的这些购物小旅行就只是为了离开家。不然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警察的妻子）

我几乎每天都去购物——尽管这并非必要。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正好要带她（孩子）出去散个步。走出家门对我也有好处。（记者的妻子）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购物的另一个好处是，也可以将它理解为（甚至可以表述为由后者构成）逛街、逛橱窗。这是一种有意识地逃避现实的活动，它的主要价值在于避免了购物本身所需要的锱铢必较的精打细算。

没有足够多的钱或价格过于高昂是主妇不喜欢购物的原因。两种购物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在有钱的时候，我不介意周六逛街购物，但是我不喜欢在工作日购物——只有星期一例外——因此我将购物降至最低限度。我真的不喜欢四处乱逛，边逛边想我要买些什么，所以我宁愿不去。（机械操作工的妻子）

当然，有限的预算可以视为一项挑战。实际上，只有两个主妇坦诚自己是这样认为。她们是多萝西·安德伍德，一个电影院经理的妻子，育有三个四岁以下的孩子；桑德拉·毕晓普，砌墙工的妻子，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我很喜欢购物。它使家务劳动有所改变——走出家门——尽管预算与设法买到最实惠的东西之间也会存在点挑战。（多萝西·安德伍德）

我喜欢购物。但我不会只去一家店，而且买任何东西我从来都是货比三家。我太在意价格了。有人会说“你疯了——去一家店就好了嘛”，但我做不到。我通常至少去三家店。比如买茶——我们每周都喝同样的牌子——如果我知道某家商店更便宜，我就去那家买，只为了买这一件东西。就像这周我以6英镑1盒的价格买到的茶，它通常都是卖11英镑1盒的——我喜欢买最实惠的东西。（桑德拉·毕晓普）

关于购物不好的方面，有人也提到了体力上的困难。必须带孩子一起去，对身心都会造成负担；还有同时照看留意孩子和购物难以兼顾的问题，家庭主妇会时不时地被哭泣、需要安抚的孩子，或者要留心婴儿车是否仍在视线范围之内而分散了注意力。因此，她购物效率低下，也没什么乐趣可言。她们不喜欢排队或在商店里等待；某些商店确实如此——尤其是一些大型超市和一些路边小商店。购物越类似于工作，就越不受欢迎。一些小规模的不那么严肃的购物探险被当作为摆脱社会孤立和家务劳动的一种解脱。但是这些主妇们不喜欢大规模的食物采购。这40名主妇中有38人每周进行一次“大”采购——囤积一些如糖、面粉类的货物——通常其与周末的购物一起进行。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这种采购。在有小孩需要照顾的情况下，试图集中精力完成购物，这对精神的损耗大得惊人，同时还要将其全部搬运回家，又要耗费巨大的体力。40人中只有5人经常或偶尔开车去购物和参加其他活动。

这些女性认为，在这六项最基本的家务劳动中，烹饪是最有趣的活动。它是一项挑战；也可以是一门艺术。

做饭不会像打扫卫生那样让我感到厌烦。我喜欢做饭——喜欢尝试新食谱。（电影院经理的妻子）

总是做同一种菜会让我感到厌烦。要是我能尝试新菜谱，我就喜欢做饭。我们（她和同一个公寓的另一位家庭主妇）尝试吉米·扬厨艺秀（Jimmy Young Show）表演中的新食谱，看看效果如何。（货车司机的妻子）

毫无疑问，这种对做饭具有创造潜力的看法，也受到了广告以及女性杂志与类似文学作品的影响。在这种交流渠道中进行厨艺锻炼的目的不是要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准备营养丰盛的饭食，而是如何以耗时的发明创意和高超的烹饪技巧越过常规做饭的维度。它的目的不是简单高效。相反，它是对做饭任务的详细展示，旨在将其从“工作”维度中拉开，并将其置于有创意和富有愉悦性的维度中。家庭主妇的观点正反映了对做饭这一事务的此种态度，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上否定家务是一种工作的观念是如何运行的。

人们说做饭极具创造力，但是实际操作上呢？货车司机的妻子认为：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做饭，我很喜欢做饭。但是我不喜欢我现在做饭的方式。我曾经喜欢烹制美味大餐……真的是很热爱。但是现在，我认为，以最快速度做出最富营养的一餐才是最棒的。

时间（和金钱）的有限，阻碍了享受烹饪的乐趣。要知道家庭主妇不仅是位大厨，她还同时是洗碗机、清洁工、保姆和照看孩子的人。

我的意思是，要是孩子哭了并且我还要抱起他，我就无法双手沾满面粉、鸡蛋和其他东西，不是吗？（货车司机的妻子）

我想，如果让我安心烹饪，那我会很愉快。但是，事实是……如果我在做面点，通常从屋子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是面糊，因为孩子们要喂这喂那，最后，我自己就会想：“哦，做面点，真的值得吗？（食品技术专家的妻子）

在实际生活中，丈夫们要求在特定时间用餐，小孩肚子饿时就会大哭，那些本来能够花在做饭上的时间还要用来拖地或换洗床上用品。“思考吃什么”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无论这个任务实际上多么具有创造性。因此，创意烹饪最理想的一个潜在作用，就是表达不满。家庭主妇始终意识到有评价成就的标准，但由于时间上的其他支配要求，她常常无法达到。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家务劳动的属性、其情境或家庭主妇对它们的态度，这些都会反复体现在家庭主妇对于六项核心家务的喜欢与否部分的采访回答中。促进积极性态度的因素包括（按重要性顺序排列）：

1．能够在工作中与他人交谈；

2．保持“好”心情；

3．有足够的时间；

4．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工具；

5．有足够的持家钱；

6．工作能获得别人的赞赏。

与消极态度有关的因素如下：

1．单调重复；

2．工作环境差或工具效率低；

3．处于“糟糕的”情绪中；

4．劳作中有孩子牵绊；

5．没有足够的时间；

6．社会隔离；

7．不得不兼顾工作。

这些观点证实了本章开头所做出的概括性结论，即家庭主妇将家务劳动视为一份工作，就像人们从事的任何工作一样。她们对做家庭主妇“最好”和“最差”的方面的观点主要是针对该角色的工作维度；免于受人监督排在“最好”方面的第一名，而“家务”这份工作本身是主要的被认为“不好”的方面。她们为家务劳动辩护，认为家务是“真实”而又“艰苦”的工作，由于在传统观念上，“家务”相对较低的地位与价值，这一辩护便显得尤为必要。对家务劳动的刻板印象是将其视为一项单一的活动，但在女人们的眼里，家务劳动是由许多不同具体劳动任务组成的。对这些不同家务的感受与态度似乎并不主要取决于性情或个人背景，而是与执行这些家务时的各种条件状况息息相关。

这样绘制出来的家务图景与通常认为的家庭主妇是赋闲阶层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人们不能指责家庭主妇“整日无所事事”；同样也没有合理证据来说明她们唯一的“工作”是“富于创造性”的，因而在本质上是充满享受的。关于视家庭主妇为受压迫的工人这一观点，我们需要更为仔细地研究那些影响到女性对家务的总体满意度或不满意度的具体内容。上文已经大致给出了这种印象，即被访的女性总体上并不享受她们所从事的家务工作。所以在下一章中，我会就此来进行更为详细、彻底的剖析和调查。



4　社会阶层与家庭生活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的概念构想，因此有必要阐明被广泛归为女性的“家庭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家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其他要素还涉及对家务的态度和对家政的认知定位。本章中的讨论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要描述当前家庭主妇样本中的家庭生活模式。另一方面，这些发现同时还与认为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社会阶层差异的观点相联系，这种观点在许多有关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文献中都有陈述。

许多作者指出或声称，工人阶级女性对家务劳动感到满意，中产阶级女性则对此不满。例如，米达尔和克莱因在1950年代后期就女性担任的两个角色间产生的心理困境做过讨论，他们认为只有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人才会受此影响。(1)对家庭主妇传统角色的不满被视为中产阶级所特有的。罗思尔和哈里斯在其研究南威尔士某镇的亲属关系的《家庭与社会变革》（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工人阶级妻子的“家庭化”高于作为她们同伴的中产阶级妻子。(2)奇怪的是，他们声称在工人阶级生活社区中存在着亲密血统社交范式，尽管女性的“家庭化”程度是其得出此论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却没有考察过。米拉·科马洛夫斯基在其对美国的研究《蓝领婚姻》（Blue Collar Marriage）中发现，高等教育程度与人们对家庭主妇做家务持“较不受欢迎”的态度有关，(3)也有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证明了在美国这种观点很普遍。

这些书的作者都忽视了家务劳动的满意度。“女性家庭化”概念的定义还不明确，通常也是比较模糊的。本研究中使用的社会阶层的分类方式是基于丈夫职业的传统分类方式。对于本样本，表4.1展示了以此种方式评估的家务满意度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表4.1　工作满意度与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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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满意度”的概念沿袭了工厂和带薪工作社会学中所使用的“劳动满意度”或“工作满意度”的概念；它是对家庭主妇回应其工作时持积极或消极态度的一个总体评估。在随后的关于满意度模式与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表4.1中显示的四个类别将简单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每个家庭主妇的满意度类别，是由访问调研员根据她们总体给出的访问回答整理得出；对调研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附录一中提供的更多细节。

如表4.1所示，家庭主妇“对家务工作满意与否”问题的回答与社会阶层无关。其中，占主导的主妇感受是不满意——在40位女性中，有28位表示不满意。如果考虑教育而不是社会阶层因素，女性群体对满意度问题的回答仍然与前相仿：在受教育至16岁甚至更高程度的女性中，还是有相同比例的人对家务劳动感到满意和不满意。在这种语境下，有趣的是亚瑟·康豪瑟在对工厂工人研究中的一项发现。康豪瑟发现，除去受教育因素，不同职业上的心理健康水平（大体上等同于“满意度”）差异仍持续存在。(4)在对人口的三大教育分类中发现，从较高职业从业者至较低职业从业者中，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工人占比逐渐降低。换句话说，不管工人先前的教育背景如何，从事低技能职业（如家务劳动）可能会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

使这些稍微有些抽象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的概念变得更具象的最佳方法是要从访谈中给出一些例证加以解释。一位对家务“非常满意”的家庭主妇桑德拉·毕晓普，她23岁，是砌墙工的妻子，也是一个18个月大女孩的母亲，她曾经是一名工厂机械工。这是她的一些看法。

是的，我喜欢做家务。我想让它（房子）变得更漂亮，嗯，我也喜欢花很多时间做饭。我喜欢将它们做好摆放在桌子上，然后听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一切都还令人满意，我就很高兴……我一点都不介意打扫……我喜欢购物……我喜欢尽可能买到实惠的东西……我喜欢洗碗。当我第一次住到这里时（一个新的市政区住房），我可高兴坏了。因为有个很棒的水槽，我洗了我所有的结婚礼物。在我婆婆家，水槽在角落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窗户下面……比起其他家务，我现在做得最多的就是洗碗了！

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个家庭主妇。有时候，我想我还很年轻——我满眼都是她（宝宝）——我曾经想过要在结婚之前得到我现在想要的所有衣服，因为结婚后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它们。但是我错了，因为我现在真的可以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喜欢做家庭主妇。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雄心抱负的人——我也从未想过要做成什么事。

（除了做家庭主妇和母亲之外，你现在还想要有其他什么身份吗？）

不，不想。

（当你最近感到无比快乐时，是什么事会让你感觉如此呢？）

天气吧，我也喜欢娱乐。和我婆婆一起住的时候，我就什么也做不了……

总体而言，她的语气是积极乐观的。当然，只有与样本中其他女性话语呈现的家务印象对比时，才可以更为肯定，它是正面积极的。诺玛·拉金，一位警官的妻子、一个儿子的母亲，曾经是理发师，她对家务活感到“非常不满意”。

我特别不喜欢做家务，那太无聊，太单调了。而且等你好不容易做完了，如果有孩子的话，五分钟后便看起来像从没收拾过的一样。（做饭呢？）不，不太喜欢，但是你得吃饭啊。（洗衣服呢？）也不喜欢，我不能说我喜欢任何一项家务工作。我之所以做，是因为它们必须要有人来做：而我在家，所以就得我去做家务啊！（说这些话时，她用的是拖拉的单调的口吻）。

（你有多认同自己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是逐渐习惯的。待在家里，总是被告知“那是你的分内事”。有时它会让我感到自己很蠢。因为我曾经能挣点钱经济独立，而现在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依靠丈夫。

（你是否曾经想过要从事家庭主妇以外的其他任何职业？）

没想过，如果我能设想自己能做任何其他事情，那我现在大概会从事我过去的职业，但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够结婚。

（你认为婚姻和职业是不兼容的吗？）

它们可以相容，但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当时没想过我会结婚。我以为我会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给人理发。事情都变了，我也结婚了，我想我应该接受现在的一切。

（当你最近感到非常幸福时，是什么事使你有这种感觉？）

生活不是单调的，但很多时候生活大同小异。假期快来临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对日常例行公事的一种改变。我自己常想：“这可真是墨守成规的老套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因为任何其他东西来放弃和他（孩子）在一起，但是你又能怎么做呢？你必须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毕竟男人不能生孩子。但是整天都待在家里做家务——这件事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不会从中获得任何持久性的满足感。

将这些评论作为主妇对家务满意与否的指标可能会招致批评，因为这些女性谈论的其实不是家务状况，而是婚姻生活。然而，她们评论时都没有提及自己的丈夫或是婚姻关系的动态发展。总体而言，其中只有诺玛·拉金对婚姻做了一些（暗示性的）评论，但她提及的经济依附本身并不是全部婚姻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而是对那些婚姻中没有工作的妻子而言如此。这是全职家庭主妇作为职业的一面，并不是就婚姻关系本身而言。除了特权阶级家庭主妇，经济依附是大多数主妇的现实处境。依靠丈夫的钱来养家糊口，就限制了女性原本从掌控自己工作状况中得到的自由。

家务的满意度问题比我们迄今所讨论的更为复杂。40个受试者中有12人对满意度的整体评估与采访初期对直接被问到“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之间存在有趣的矛盾。这些矛盾会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问题提供一些启示。回答主要有三类：（1）8名工人阶级女性最初说自己“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总体结果却显示为不满意；（2）2名中产阶级主妇也同样如此；（3）2名中产阶级女性说她们不喜欢做家务，但实则对此感到满意。这些矛盾不能简单地以满意度评估不精确来解释。初始回答和总体答复印象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脱节太大。以下这些话引自对工厂工人、清洁工的妻子莎莉·乔丹的采访。她属于工人阶级主妇里的第一组，她们早期对家务的积极或不消极的回复逐渐变成了消极反应。

（你喜欢做家务吗？）

我不介意做家务……我想我不介意，因为我并不是一整天都在做家务。我白天上班，只做半天家务。如果我一整天都做家务的话，我可能不会喜欢它。女人的家务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她一直在忙得团团转。哪怕是在上床睡觉之前，主妇仍有一些事情要做——清空烟灰缸啊，洗几个杯子啊什么的。你得一直不停工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你还不能说你不想做了，因为你必须得做，就像做饭一样：饭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如果你不做饭，孩子们就会饿着……我想一旦习惯了，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做……我工作时要比在家时更快乐……

（请问你觉得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

我想有时候你总会感到，自己一起床，就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你会感到无聊，总是陷入同样的日常安排中。我想，如果你问任何家庭主妇，要是她们诚实相告的话，她们会转过身来对你说，她们有大半时间都觉得累趴了。每个人早上起来时都会这样想，“哦，天哪，我今天要做的又是老一套，直到今晚我睡觉前都不会停止”。所做的就是一直重复着做同样的事情——无聊之极。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看出她明显不满。

这些矛盾揭示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论和理论上的问题。如何解释呢？要提供解释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研究发现的家务满意度调查中不存在社会阶层差异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中产阶级女性更有可能对做家务表达不满之间存在鸿沟。工人阶级的女性倾向于对“喜欢”家务与否的问题做出积极或不太介意的反应（且不论她们是否真的感到不满），这可能是其他研究人员得出上述结论的原因，进而认为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根本的社会阶层差异。

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两个阶级组别之间的分布不均，如表4.2所示。


表4.2　社会阶层和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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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更有可能说她“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而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的反应则是不喜欢或厌恶。罗勒·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在关于社会阶层和语言风格的研究中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5)他首先使用“公共”和“正式”语言来定义它们，后来将其称为“受限制的”和“详尽阐述”的代码。在此完整列出伯恩斯坦对两个代码之间所做的区别没有意义，因此不再阐述。不过，这些区别中，有一点与社会阶层差异导致的在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相关。其大致可以被称为“工人阶级”代码。伯恩斯坦认为

公共语言是指个体选择的其中包含了大量习语、传统短语的一种语言。与个人会学习创建一种语言用法，并用该创建的语言用法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不同的是，公共语言的使用者会选择将自己的感觉附着在社交筹码或标签上来权衡，以使得自己的表达最大化地稳固社会关系，这从而掩盖了他们交流沟通的逻辑结构和自身感觉的特殊性。(6)

恰与此相反，中产阶级典型的话语模式如下：

擅于在口头上就其主观意图来进行阐述，对不同和差异的含义会比较敏感，并指出在复杂的概念等级结构——为了组织经验——中内在的可能性。(7)

（大部分）工人阶级的语言模式抑制了他们在口头上对个体差异的描述，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话语符码正是以精确表达经验为目标的。

伯恩斯坦的作品近来受到了一些强烈的批评。(8)尽管大多数的批评都集中在他人对其著作的滥用上，也有一些更具实质性的论点：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使得作者做出这些概念上的区分，这些区分却没有充分地立基于对话语模式原始数据的分析上。我们在此不详细讨论这场辩论，也对大家公认的伯恩斯坦研究中的过分简化不做过多阐述，但我还是认为，在当前的样本中，工人阶级主妇和中产阶级主妇的不同反应模式确实比较符合伯恩斯坦研究的概况。我的观点是，采访中有八名工人阶级的主妇说自己“喜欢”或者“不介意”做家务，但最后说出很多对家务不满的话语，这实际上正呈现了此种矛盾，因为她们习惯的语言模式表达使得陈述个人感受变得困难。与工人阶级主妇相比，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语言风格使她们更容易描述自己对家务劳动的个人感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受访者无法给出复杂的言语结构。这只是说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回答一个直接问题时的相对语言能力，即立即描述她们对做家务的个人感受。在工人阶级组别中，使用的类似短语（如“我喜欢”，“我不介意”做家务）可能会遮蔽未曾被表达出来的体验差异。

必须在这个光秃秃的论点上再补充几点，即语言符码的阶级差异化有助于解释对家务的初始态度和整体感受表述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为什么会表示她“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为什么这是典型的回答？其他人也发现，在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中，家庭主妇作为女性职能要比在中产阶级的社区中，得到更为积极的评价。(9)换句话说，这一社区占主导地位的规范是女性对家务较满意。重申这种规范的趋势至今仍在。两名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对访谈结束时提出的有关总体满意度问题的回答就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趋势。

（你会怎么形容自己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呢？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抑或是两者都不是？）

总体而言是满意的。恩，我的意思是说，你得尽力而为，做到最好。（砌墙工的妻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是满意的。我想我一定得这样才行。当你知道自己必须感到满意时，即使真的不满意又会有什么意义呢？（工厂工人的妻子）

对于那些对做家务不满的人而言，这种感受的陈述是相当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必须区分社会上可接受的行为和个人的真实感受。

以下两名中产阶级女性的个案，可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个现象。她们说她们“不喜欢”做家务，却表现出对此感到满意的一面。她们提到家庭主妇的不满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另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话证实了这种观点：“我并不会感到不满”，其言下之意是社会规范希望她感到不满。在20名中产阶级女性中，有很多人没有表明自己不喜欢做家务，当然这一事实也并不能排除此种解释。在这两个阶层组别中，“对家务感到满意或不满”都没有需要绝对遵守的社会规范。尽管在一开始，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说她们不喜欢做家务，而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说她们喜欢或并不介意，但每个阶级群体中都有一些人会偏离大部分人的模式。这仅仅只能说明工人阶级中有人更倾向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反应，而中产阶级中也有人则更亲近她们工人阶级姐妹所做出的反应。由于对社会阶层的评估是基于丈夫的职业，也可以这样认为，“偏差者”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比阶级分类方法本身所指示的，更具备“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特征。这在两位中产阶级女性表示她们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但实则不满意的例证中得到了证实。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克莱尔·普伦，她嫁给了一位商店经理，但在辞职生孩子之前，她曾是一名机器操作员。一家人租住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的一套两居室公寓中。另一位是吉恩·贝文，曾从事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所从事的工作——护理，但她也住在工人阶级社区。她的育儿方法相比“中产阶级”而言则更偏“工人阶级”。例如，她经常发火揍小孩，并期望她的三岁孩子能一直保持干净整洁：这些都是纽森夫妇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的由社会阶层造成的差异领域。(10)他们指出，教养孩子的方式可以看作比传统标准更好的社会阶层评判指标。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这种观点设计出系统的方法来评估社会阶层。大多数研究人员在某个研究阶段都会感到社会阶层分类方法的不足之处。在这种社会阶层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情况下，界定社会阶层的个别差异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研究者确实又有责任指出这些案例：它们在她/他看来是错误的分类，却和数据模式的“解释”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这40次访谈中，家务满意度模式与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之间出现的矛盾，可以归结为语言风格和女性家庭规范上的阶级差异的影响。这在特定方面符合每个阶层组别对问题所给出的反应，然而在做家务的实际经验中并不存在阶层差异。这些矛盾实际上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虽然并未能为其提供一个方法论上的解决之道。如后面各章所示，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答复还与家务劳动中所采用的衡量标准和例行规划，以及主妇在书面陈述中的自我概念有关。这些关联表明，女性在采访开始时所持的对家务的看法不仅仅反映了她所处特定阶层中的语言符码对一般情绪的表达模式。“喜欢”或“不介意”的态度似乎象征着对做家务的满意；而宣称“不喜欢”似乎明确表明了其不满。第10章中将就此详细论述其重要不同。

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前，我还要指出一种方法论上的道德伦理。得到的启示是，对于简单的问题，回答也同样简单。对于“你喜欢做家务吗”的单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过多地对其进行解释或下结论。只有持续几个小时的深度访谈才能完整描绘出家庭主妇对家务总体上正面或负面的感受图景。

到目前为止，得出的各种结论似乎都与认为“女性家庭化”存在着社会阶层差异的观点背道而驰。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中，对家务劳动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相等：对一个特定访谈问题的不同回答模式是很有趣，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基本结论。该结论也通过对关于家务问题上得到正面、负面和中性反应的社会阶层分布的分析而得到证实，其中某些想法已在上一章中进行了阐述。最终反应见下表。


表4.3　按社会阶层划分，对同一具体家务问题却给出不同答案的人均回答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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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回答频次（Average rate per person），一个人回答同一问题给出不回答案的次数。

在此表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差异很小。

在另一个问题上，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在对家务的认识和感知方式上，有阶级差异，也有其相似性。尽管填表时20位中产阶级女性中有13位（占比65％）“介意”用家庭主妇来定位自己，但在20名工人阶级女性中也有8位（占比40％）会介意。米拉·科马洛夫斯基在她对美国工人阶级婚姻的调查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她指出：

家庭主妇的不满通常归因于当代的价值观。据说她之所以恼怒，是因为社会上赋予这一角色的声望不高……这种对不满的解释也许适用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但是我们在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中几乎没有发现她们是因地位而感到沮丧挫败。(11)

如上一章所述，对家庭主妇低社会尊重度的感知，与对家务不满相关。在21位介意被标签为家庭主妇的人中，有19位（占比86％）是对家务工作不满意。在回答“不介意”这个类别中的19位主妇中，有10位（占比53％）对家务工作不满。因此，就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她们更倾向于认为家庭主妇的地位低下，相较于她们的工人阶级主妇姐妹来说，她们对此一角色的不满度也会更高。

这一过程存有的逻辑是什么？这里涉及的社会学理论是“地位的结构固化”或“地位趋向一致”。广义上来讲，该理论认为，与等级相关的参数有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族裔群体等，如果个人与其所处阶级的这些参数不相吻合，则此人感到压力或不满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人们趋向所属阶级的同一水平，则表明该阶级的地位的结构固化程度很高，那么，由社会地位而产生的压力，就不太可能存在。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存在着两种与不满意有关的可能差异：家庭主妇的地位与丈夫工作的地位之间的差异，以及家庭主妇目前或以前从事的工作的地位与她作为家庭主妇地位之间的差异。尽管前者与本样本中的工作满意度模式不相关(13)，后者却有关——或者至少是在人们的预期上相关。在表4.4中，从使用技能、培训和社会声望这三个方面对“地位”进行了评估。(14)在评估每种职业的社会声望时，我特别强调了对“女性化”的奖赏——在女性工作世界中相对享有很高声望的工作的维度。其中包括“魅力”，与地位高的男女相处的机会，以及从事“有价值”工作的内在回报。(15)当然，诸如金钱、责任感和晋升机会之类的因素也很重要，但是在声望维度上性别差异的程度，与职业世界中性别差异的普遍结构有关联。

表4.4　社会阶层、就业与不满



	就业
	社会阶层


	 
	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


	1　低社会地位
	12
	1


	非技术的工厂工作
	8
	1


	销售工作
	3
	0


	家务工作
	1
	0


	低社会地位职业中，对家务不满意人数所占百分比——62％


	2　中等社会地位
	8
	13


	打字员
	3
	2


	白领
	3
	5


	接待员
	1
	0


	秘书
	0
	3


	图书馆助理
	0
	1


	理发师
	1
	2


	中等社会地位职业中，对家务不满人数所占百分比——67％


	3高社会地位
	0
	6


	美甲师
	0
	1


	时装模特
	0
	1


	电视/广播制作助理
	0
	2


	护理
	0
	1


	计算机程序员
	0
	1


	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对家务不满人数所占百分比——100％



职业地位与工作满意度间的显著性水平为5％。

在表4.4中，低社会地位职业的家庭主妇中有62％对家务不满意，中等社会地位职业的家庭主妇中有67％表示不满，在高社会地位职业的家庭主妇中，她们全部都对目前从事的工作——家务劳动——感到不满。这则部分表明，家庭主妇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度随着社会阶层向下流动而逐渐降低。样本中的某些女性明确指出了这种关联。嫁给销售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玛丽·拜伦谈到她以前的工作经历时说：

我做了五年的美发工作，然后在克莱德奇做美甲师。修甲其实很无聊，但关键在于你能遇到很多人，总能聊到一些有趣的话题，因为这些人知识渊博，而且旅行阅历丰富……你就仿佛是会见了国王、大公和贵族一般。那里就像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对你也很友好……他们像对待一位淑女一样对待你，那真是太棒了。

相比之下，家务劳动是无聊的、孤独的、没有报酬的工作，不会结识名人，也不会得到像在克莱德奇这样诱人的机构工作的声望。成为时装模特也会是一项“不错”的工作。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哦，我好想回去上班啊”——处在那种喧闹之中——因为我一直在纽约西区工作。那里很有氛围——一整天都在被打扮……我好喜欢。那种魅力，身处我所爱的事物中心的那种感觉——我爱时髦的衣服——以前我每天都要化妆，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然后去结识他人……对我来说，那不是工作，每一分钟都很享受……我也不会想着“好吧，如果我穿上那件裙子，我只会弄脏它，因为宝宝会在我身上蹭来蹭去。”那时整天都会打扮，觉得还可以保持干净整洁，并且只需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永远能结识他人……

也有人因为失去专业工作带来的回报而遗憾，正如这位主妇对护理所做的一番评论。

我经常怀念护理工作。我真的非常喜欢。也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我在办公室工作时从未发现过的……我从病人康复中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是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的，因为这是你能帮得上他们的地方。做护士有其特别之处。没有什么工作能像护理那样——它本身就是一份独特的工作。

在对前电视制作助理朱丽叶·沃伦（Juliet Warren）的采访中，她的地位转换所带来的挫败感最为明显，从一个有趣的专业化工作世界进入家庭主妇的世界，她这样描述：

我讨厌把自己仅视为一名家庭主妇……我认为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沮丧的原因。我到现在仍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是……工作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可做——在我之前从事的工作中——我感到满足，也很认同我所从事的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就坐在这里，还说“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很开心”……因为我不可能会开心。我认为“家庭主妇”这个词，就像“老处女”一样，而“老处女”这个标签一旦贴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很可怕的。同样，“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可怕的标签。

对朱丽叶·沃伦而言，她以前和现在之间的对比不仅仅是这次访谈引发的。做电视纪录片导演的丈夫每天回家时都会让她面对这一现实。访谈中，她告诉了我她家最近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以及她对此的反应。

有一个女孩，让我有些嫉妒——她是我丈夫这部特别电影的助手——某天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那天他们很有可能会去瑞士拍摄，突然间我仿佛也去了那里，我想这一切都是多么令人激动啊，能够再次拍摄会是多么美好啊。我将这个念头告诉了汤姆，他当然跟我说，这个女孩在男人中并不太受欢迎——这是一份制作助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他说，她其实愿意放弃一切来和你互换位置——结婚、生孩子。这样我才能保持清醒理智，我想自己刚刚很愚蠢：我确实拥有了我所想要的，这仅仅是说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我确实会觉得受够了。

高社会地位的受雇工作与对当前家务不满之间的这种联系仅适用于中产阶级女性。有证据表明，以前从事的职业的地位与主妇对家务不满之间可能还涉及一个“参照群体”问题。工人阶级主妇群体中没有人曾从事过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因此，她们中从事中等社会地位职业的女性就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在工人阶级女性中，有88％的女性之前从事的职业较其“阶级而言地位很高”，她们对家务劳动表示不满意；在中产阶级群体中，这一数字达到了100％。相反，在那些之前从事工作的地位“低于其阶层”的女性中，她们对家务劳动的不满意度则较低。在工人阶级中不满意人数占比58％，中产阶级中不满意人数占比为57％。因此，尽管中产阶级女性更可能会因“家庭主妇”的地位低下而反对这一标签，但总的趋势表明这种职业地位上的向下移动——从有偿工作转换到家庭主妇的工作——是与当前主妇对家务不满意度相关联的。

除了职业地位的特殊问题，本样本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对外出工作有着深刻的共鸣，那就是她们都赞赏从外出工作中获得的报酬。而将这与家务劳动比较的结果是，将后者贴上了这类标签——它是一种不那么愉悦和不那么让人享受的职业。这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女性之前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乍看之下，并不都是报酬特别好的工作。这40人差不多有10人从事非技术型的工厂工作，1/3以上做着打字员或一般办公室文员的工作。40人中有多达30人的职业属于工厂工作中的四个职业类型，即零售工作、家政工作、办公室文员和秘书工作。除前计算机程序员乔安娜·吉尔斯，她们所有人都从事着被视为女性化的职业，从传统上来讲，也偏低薪。

家务劳动与受雇工作形成对比，前者缺乏经济回报，与世隔绝，又不被社会认可——一般都会认为这是家庭主妇应承担的职责。当过秘书的海伦·克莱恩之前很珍惜她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带给她自主性的体验，而且公众也肯定了她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

一开始我是我自己的老板——雇我做秘书的那个人大约工作七个月后就离开了，而接任他职位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我对他的工作职责比他自己还了解得要多，所以在前六个月，我得告诉他该做什么……实际上，他尽最大努力让我升职。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将我的职位从秘书升级到更像是一位助理……

这些女性在描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的极端细致和深入——通常都是五年前或更久之前了——正表明了工作对她们而言所具有的长远影响。曾做过账务簿记员的卡罗尔·韦斯特重申了这一工作职责的重要性。

我曾在市汽车公司工作，在那儿干了7年。在那之前我还有过几份工作，但我更喜欢市汽车公司的这份工作。我喜欢在那儿工作——通过电话与客户联系——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干活……她负主要的责任，我们上面还有个老板监督——一个男人，但往往是在我们两个之间协调工作……比如月底我们得全力以赴赶制报表……

珍妮特·加拉格尔在一家工厂工作。

我不是很喜欢啤酒厂——厂里一直很潮湿，但是酵母厂我很喜欢，因为我工作时使用机器……告诉你，我以前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尤其是我们这条流水线上有这么多的女孩，我以前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给她们派发下去很多的活儿——因为我要对她们一共干了多少活儿负责。

琼·道尔婚前的工作也同样“艰辛”，她是酒店女侍。

我在伦敦皇宫酒店当了三年服务生。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它不仅是份工作，更多的是陪伴——工作的环境和氛围。那里的人群年龄各不相同——老人，中年人，也有和我年纪相仿的。我非常非常开心。而且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大部分时候，我每天下午一点左右就结束工作了，下一次的工作要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才开始。当我辞职结婚时，我真的很舍不得。我想再次回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尽管她放弃这份工作已是八年前了，她还是如此持久地认同这份工作。当被问到做一个家庭主妇她白天是否感到孤独时，她这样回答：

是的，有时候会，但是你会慢慢适应。一开始我感到很孤单。在我结婚之前，我住在伦敦皇宫酒店，那里大约有360个女孩子，我还有一张卡片，放在家里什么地方，上面有她们所有人的签名，那是她们送我的婚宴服务（结婚礼物）。那里总会有人，我们还有台电视机和一间休息室，里面总是会有二三十个女孩子。

根据她们对工作的评论和描述，我对这些女性的就业工作满意度进行评估。在对工作表示满意的27位中，有20位表示对做家务不满意，有18位对生活总体感到不满意。在对工作不满意的13人中，有8人对做家务感到不满，有2人对生活总体感到不满。尽管这些关系中只有一种关系在统计上比较重要——就业工作满意度和对生活总体不满之间的关系——但两者都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得出的观察和结论。享受过去的工作并不意味着对家庭主妇角色满意。同时，这一结论与“女性家庭化”中存在阶级差异的普遍观念正相反。尽管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从事的是技能低下、重复性的工作，但她们在将这些工作与家务对比后认为这些工作的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满意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也有这种倾向。

总而言之，本章中的调查发现迫使人们重新评估“不幸的家庭主妇纯粹是中产阶级现象”这种观点。这样的说法太过简化了；它没有考虑到女性在家庭生活的不同面向。与中产阶级女性一样，工人阶级女性也表达了对家务劳动的不满。一般来说，她们对构成整体家务的单个具体任务的态度与中产阶级女性群体的态度十分相似。两个社会阶层的家务不满意度可能与从有偿工作到无偿家务劳动的地位下降有关，另外，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女性来说，只是简单地享受一份外出工作带来的报酬，从对家务满意度的角度而言，也不是一个好预兆。第7章中的发现也与此不谋而合，可以对照阅读：不论丈夫的社会阶层如何，女人在童年时期开始的“家庭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家庭主妇身份的个人认同上都是相似的。

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之间有两点不同。对于“只是个家庭主妇”标签的反感在中产阶级女性中更为常见，而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揭示出了阶级差异模式。这两种差异都表明要对它们进行区分的重要性，这点我将在后续提及：对家庭主妇身份的态度，原则上与对做家务的感受不同。女人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态度可能是积极的。她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个家庭主妇，并且也认同主妇做家务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适当相宜的职责，但同时她也可能不喜欢做家务活。当然，反之亦然。关于做家务的感受是基于个人对做家务的体验及其反应而言；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理解则涉及自我概念、社会性别认同和针对女性角色行为形成的亚文化规范等。在前文提及的有关家庭生活的数据表明，总体而言，工人阶级女性对家庭主妇身份的态度与中产阶级女性表现得有所不同，但就实际家务工作而言，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体验非常相似。


5　家务工作环境

对工厂工作进行研究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研究对工作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一些工人感到满意而另一些工人感到不满呢？这种差异绝不能简单地归为个人性格而不予理睬，因为一些工作满意或不满意的回答模式似乎与特定类型的工作有关。可以看出，能与其他工人有社交互动的工作通常比社交孤立的工作更令人满意。单调、重复的工作比多样化的工作更可能导致不满。通常，比起那些缺乏责任心的工作，那些牵涉个人责任心、有能力让工人安排工作时间和方法的工作更受欢迎。(1)现代世界中对工厂工作不满的一个根源，看起来似乎关乎该工作本身的结构和内容。

这是得出的一个大致结论。但这结论是否适用于家庭主妇案例的分析？样本中的40名女性对有关家务问题的回答表明，家务劳动的某些特征或多或少会使人们产生一致的不满意体验，而其他特点则可能让人感觉会有所收获。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家务劳动有相同的反应，这可能反映出家务工作本身的性质以及完成它们的条件。研究工业的社会学通过分析工作的多方因素来强调它们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这包括工作和社交互动模式中的单调、碎片化、节奏过快等体验。在本章中，还将探讨一般认为的对工业工人研究不重要的另外两个工作维度：工作时间和技术环境。


一　单调、碎片化和节奏过快

对家务劳动的一个普遍指责是它本身就单调且重复。尽管组成家务的任务不尽相同，但据说它们之间都存在“相同之处”，这是由于它们经常需要人们重复完成，缺乏内在的固有意义以及家务效果的不恒常性。没有什么比完美的家庭主妇更“机械”了，她们日复一日地机器般地追赶着相同的例行常规工作着。佩克汉姆·瑞恩女性解放组织（The Peckham Rye Women's Liberation Group）在说到家务时表示：

无休止的行程；它似乎创造着自我获得成就和满足感的重要时刻，从而只是为了逃避……徒劳性。你在工厂车间拧紧的螺栓消失不见了，接下来需要按上另一个来代替。今天干净的厨房地板明天又会变成脏地板，再次打扫后又会变成干净的地板。“做家务”（只是对“仅做家务”而言）的一个合适表征符号，不是无止境的工厂传送带，而是仓鼠笼子里强迫性的健身圈，它的健身轮一直在不停地旋转，仓鼠永远无法停下来……

但是这种例行常规从来都不全是例行常规，因此主妇脑中的真空地带永远不会被填满。“家务劳动就像一个蠕虫，会蚕食一个人的想法”。就像发烧时做的梦一样，它会一直持续不断做下去，直到你拼命希望有人能给你一拳让自己醒来。你在前一天晚上就知道要放置早餐，甚至还知道明天要点燃水壶下的煤气来煮茶，知道这些就是希望到早餐时间一切都能完美进行……(2)

家务劳动的单调性使它成为一项无须动脑的任务。无须全神贯注，它只需要一小部分注意力，但这种持久的需要排除了主妇对其他任何事物关注的可能性。因此，单调和碎片化是紧密相连的，并且由于每天需要完成大量的工作，这可能又会给主妇们感觉总是有太多工作要做。

这是人们时常声称的非常单一的画面吗？也许很少有家庭主妇会注意到单调、碎片化和步调过快，而且这并不会引起她们明显的不满。测试这种可能性结论的一种方法便是，直接问关于这些家务经验的发生率，并将其与其他工人群体的调查报告相比较。在对工人的工作态度研究中，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和他的同事们针对此特别设计了三个问题，专门用来衡量工业工作在何种程度上会导致人们本质上的不满。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你是否觉得当前的工作单调？”“你觉得你在工作时可以想其他事情吗？”和“你是否会觉得工作节奏太快？”(3)戈德索普和他的同事从工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得出的结论是，单调显然是工人对工作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他们发现支离破碎和过快的工作节奏也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变量，许多工人没有觉得他们的工作单调乏味，但他们指出工作时无法全神贯注，或者表示他们觉得工作节奏过快。在本样本中，这三个问题经过修改后同样适用于家庭主妇的情况。

当被问及“你是否发现家务整体上比较单调”，40名女性中有30名都说“是”。

就好像是，尽管你今天完成了工作，明天仍然要做一遍。这是令我沮丧的地方。（记者的妻子）

在回答“单调”的人中，不满情绪程度更高。对“单调”的问题回答为“是”的女性中，有80％的人对做家务不满意，相比之下，回答“否”的女性中有40％的女性对此感到不满。（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为5％。）因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单调明显与工作不满意有关，这也得到了众多家庭主妇的证实，她们在访谈的各个时间点都会自发地提及单调。电影院经理的妻子和工具制造商的妻子为我们提供了以下范例。

我喜欢做饭，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为他们而做事——我不喜欢做最为基础的清洁工作。那很无聊，也很单调。

我不喜欢的是单调——因为它是重复的，你每天都必须做同样的事情。我想这真的就像工厂工作——一样无聊。

碎片化是一种常见的家务工作体验，因为家务工作被细化为一系列不需要主妇全神贯注的、不相关联的任务。在对“你在工作时可以同时考虑其他事情吗？”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40名女性中有36名都回答“可以”。大多数女性还会告诉我们她们都在想些什么话题。从这些答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碎片化是家务劳动可预期、可接受的特点。女性总体上都对这个问题的提出感到惊讶，显然是因为注意力被分散是家务劳动的内在属性。中产阶级家庭主妇道恩·阿巴特如此回答这个问题。

（工作时，你是否可以同时考虑其他事情？）

哦，当然可以。今天，我还一直在想，我缝制的那条连衣裙才刚做好袖子——我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做好它呢？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碎片化与工作不满之间没有显示关联：在提及和没有提及家务碎片化的两组中，人们对家务不满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差异。(4)这也是一个普遍发现的实例，它说明只有人们赋予工作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以个人价值时，它们才会使人们感到满意或不满。(5)对工作满意或不满是人们对工作的期望与最终工作给予人们的现实之间知觉关系的指示器。女性认为家务劳动不具备连贯、有意义的任务结构，无须她们集中注意力，因此，她们对家务劳动的碎片化特质并不会感到不满。

家庭主妇在工作时都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关于碎片化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主题，列表如下：幻想，18个回复；休闲/社交活动，17个回复；家务，14个回复；育儿，12个回复。（总数统计超过40，因为一些女性同时提到了多个主题。）

“幻想”排在列表第一位。一位家庭主妇管这叫“白日梦”(6)。清洁工的妻子莎莉·乔丹说：

做任何事情时，我都会想入非非，做白日梦。我总是发呆走神。当其他人跟我说话时，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常走神望着天，而我同时也在工作。

白日梦中，最常被提及的话题是住房和假期。幻想新房子或新公寓的意义在于，主妇们正试图将自己工作环境的改变可视化。鲍琳·库特是一位秘书，她与丈夫及一个孩子租住在一套装修附带家具的公寓里，她说：

通常，我梦想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想这件事。我认为，如果你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是没有装修过的公寓房也好，你也会从家务劳动中获得更多的。

“属于我自己的房子”的梦想使人们有着对家务劳动感到完全满意的期待。这似乎是因为拥有自己的房子时，能够有望在拖地板的工人和她的工作之间达成一种和谐的联盟，从而（在理论上）排除不满情绪。

尽管渴望成为房主的盼望可能代表了这些女性及其家庭的真正社会愿景，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保证主妇对家务的满意度更高：样本中拥有房屋的家庭主妇的满意度不比那些租房的家庭主妇的满意度高。“每个主妇住在属于自己的家中”的理想可能是通过广告营造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只是对家务枯燥的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回应。人们在工作中想到假期的话题的心理活动，与此类似：

（你工作时是否可以考虑其他事情……）

是的——比如，在伊比沙岛度个盛夏！不——那是开玩笑的——我通常会考虑苏珊在做什么，或计划做什么。（机器操作工的妻子）

假期是主妇逃离的路径。

我考虑如何打扮起来，去某个地方，待上几个小时，然后就把它们全部抛在脑后，因为有时我会感到如此厌烦……我确实经常感到烦躁。我常常觉得我可以打包行李，然后回爱尔兰老家去度个假。（砌墙工的妻子）

做过时尚模特的伊丽莎白·古尔德在采访中指出，白日梦中的假期、住房和其他相关主题其实是用来表达不满情绪的传统方式。她住在最近完工的一栋私人住宅中，这是一栋四层楼的新房子。她是典型的电视广告商眼中完美的家庭主妇：她的房子到处都铺着地毯，墙上的无痕白漆闪闪发光，还拥有很多现代小家用电器等，它们都由伊丽莎白精心地打理维护着，她形容自己是一个高标准的家庭主妇。她这样说：

我不会对未来的事情做很多白日梦，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太多的白日梦可以做。因为我很幸运，我有着很棒的房子，友善的丈夫；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假期，有着美好的社交生活，我有很多漂亮时髦的衣服。我真的不会做白日梦，说自己希望变成这样，或变成那样。

在对“碎片化”问题的回答中，休闲活动一类往往会出现在幻想中。“一日游/离家外出”是极为常见的话题；类似的还有对社交生活的关注。

（你在工作时可以考虑其他事情吗？）

是的——我昨天晚上或者前天晚上所做的——想想聚会之类的事情。人们说过的话，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下周六晚上会去做什么——类似这种事情。（货车司机的妻子）

尽管对碎片化问题的14个答案都是关于家务的，家庭主妇却很少考虑她实际中正在干的家务劳动，而是都提到过去和将来所做的一些家务情况。

我考虑过要铺的地毯，以及明天我必须清理那些窗户……（货车司机的妻子）

我考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要做什么饭菜，孩子们，我会带他们去哪里，等等之类的事情。（销售主管的妻子）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发现。家务劳动是如此碎片化的工作，以致几乎没有主妇考虑手头正在进行的任务。无论做家务需要什么技能，全神贯注都不是必需的；而且要完成许多不同的家庭任务的结果是，它会使家庭主妇的注意力分散到许多不同的方面。孩子实际上会放大这种碎片化效应。他们使人不能全神贯注，这常常也是家务活动中断的原因。做家务时不时想到孩子的程度不仅反映了家务零散碎片化的特质，它还标志着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结合在一起时的困难。(7)

这些想法都给家庭主妇带来了潜在的影响。它们使她能顺利完成家务劳动；考虑一些其他事项，也是刻意将其用作对付枯燥无聊的武器。面包店工人的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比：“对于那些试图熬过去的人，那么必须将空闲时间编排妥当，并且必须在当下工作中注入某种替代性内容——某种带有自我心理作用的内容——以使它易于承受”。(8)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做白日梦是有效的——不仅仅是对大量精神上空闲时间的随机反应。

白日梦？那就是让我能继续工作（做家务）的原因。（工厂工人的妻子）

人们还提到了将广播或电视开着作为“让我转移注意力”或“这样我就不知道自己正在做家务”的替代策略。

像碎片化一样，对家务劳动中时间压力的体验与工作满意度也没有关联。女性被问到“你是否发现白天有太多事要做？”时，大约各有一半的满意者和不满意者表示，她们要做的事情太多。(9)同样，对“有太多事要做”的感受，与家庭主妇所需照顾的孩子数量，以及和她拥有的那些做家务的辅助设备等也没有关系。

这一发现与其他各种调查的结论也不一致。它们认为，工作节奏过快是造成工作不满的重要原因。(10)对于家庭主妇来说，情况要更复杂。除了丈夫和孩子的需求要在期限内完成，她还对自己的时间安排施加了压力；这些都是根据主妇组织工作的方式和她设定的标准而定的。(11)访谈表明，满意或不满意是这里的先决条件，与是否有做不完的事情的感觉无关。一个整体上感到满意的主妇会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她不会因为家务时间上的各种要求而畏难。芭芭拉·利普斯科姆就是这样的家庭主妇，她是一名公路巡查员的妻子，是三个分别为四岁、两岁和一岁的孩子的母亲。举例时，她说到熨烫衣物：

我不会让要熨烫的衣服累积太多。我要等丈夫下晚班，要等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后才开始熨烫衣服。我会在电视机前坐下来，我发现只要打开电视，时不时地看一眼，我就能轻松地完成这项家务。我似乎更轻松地熨烫完衣物，而且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厌烦。

缺乏时间规划的能力只会让工作变得更多，并且也可能会导致不满情绪，例如朱丽叶·沃伦所说的情况：

自从我有孩子以来，我做家务的水准直线下降了。我想这是因为我不能不间断地做任何事情，对此我仍不习惯。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我非常清楚，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过去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现在有些事情我没有时间可做。我可能会在每天开始时有很多计划，但最后我实在是太疲倦了，以至于计划都泡汤了。令我烦心的是，明天又是这样……在我心中，我有个固定的日常工作计划，但我知道实际上做不到……我的组织能力真的很差。（电视纪录片导演的妻子）

另外一个工作方面是限制或期限。如第4章所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一项任务的要求可能会让人产生消极情绪。从理论上讲，烹饪是最受喜爱的家务活动之一，但烹饪尤其受到此种限制。这一发现在一项针对工业工人的工作动机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其作者这样总结道：

时间限制频繁的小组成员对工作的自豪感大大降低……研究发现那些在更加频繁的时间限制下工作的工人对任务没有太多的兴趣，也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有那么自豪……这一发现格外引人注意。它表明，大多数员工在这些限定时间的工作环境中，也不视时间限定——哪怕是雇工自己所限定的时间——为工作表现卓越的一个标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尽管时间限定可以作为衡量优异的一个标准，但对工作速度的过度关注使工人的注意力从创造性或研发性工作上转移开，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成就动机。(13)

就家庭主妇而言，由于她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造成的时间限制也意味着她的工作节奏会加快，以至于每个任务都无法获得她原本想要给予它们的时间和关注。与许多工作不同的是，家务劳动通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不会感觉根本没有做。对疲惫不堪的家庭主妇来说，打扫房屋可能只意味着快速除尘或“掸掸灰”等。至少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这看起来仍然像是房子被打扫过了。因此有一种表达叫“视觉打扫”（“我今天刚给房子进行了视觉打扫”）。但是，确保恰当地完成所有的家务是家庭主妇的最终责任。忽略或最小化某项家务充其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家庭主妇意识到这一点后，又会比她们在其他类型的工作中感到更为强烈的时间压力。

总而言之，单调、碎片化和时间压力是家庭主妇通常共同体验到的家务劳动的几个特性。在回答这三个直接问题时，有90％的人表示感受到了碎片化，75％的人说到了单调，但是在谈到时间压力时，这一比例下降到了50％，然而主妇们在讨论家务时，会经常自发地提及时间压力。表5.1 将家庭主妇的单调、碎片化和工作节奏体验，与某个样本中的工厂工人情况相比较。

表5.1　单调、碎片化和工作节奏体验：家庭主妇和工厂工人的比较



	 
	体验占比


	类型
	单调
	碎片化
	节奏


	家庭主妇
	75
	90
	50


	工厂工人* 
	41
	70
	31


	流水线工人* 
	67
	86
	36



* 这些表格数字取自戈德索普等人的《富余的工人：工作态度与行为》（The Affluent Worker：Industr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第18页。流水线工人是工厂工人的一个子样本。

与工厂工人相比，家庭主妇在工作中有更多的单调、碎片化和过快节奏的体验。但是，当研究某个特定的工人群体（如流水线工人）时，这种差距便会缩小。在流水线工作中发现的其工作本身固有的挫败感也同样能在家务劳动中找到。这为当代女权主义的雄辩提供了实质依据，后者将家务劳动称为“异化”工作。


二　社会互动

在对家务劳动与工厂工作进行直接对比后，我们再来谈论许多研究都认为的对工人满意度影响最大的一个层面。这就是社会互动。研究表明，孤独感是现代家庭主妇的一大职业通病。通常她们不仅与社区生活隔离，而且也与家庭生活隔离（从广义上来讲）。根据加夫伦对96位都市家庭主妇的调查研究，无论是对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还是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来说，被捆绑在房子上、与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相孤立的感觉都是一种普遍体验。(14)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他对美国城市郊区进行研究的《莱维顿人》（The Levittowners）(*)中报告说，由于女性被捆绑在家务活上，枯燥和孤独感对女性的影响要比对男性的影响大(15)。

本研究要求采访的40名女性在访谈初期告知她们的日常例行工作安排。这涵盖社交话题，尽管也会直接问到诸如“你是否觉得自己白天独处太久、过于孤单”。在22位回答“是”的女性中有17人（77％）对家务不满；18位说“不是”的人中有11人（61％）也感到不满。在感到孤独的人群中，对家务不满意的差异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这些简单的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的情况。女性的社交关系模式差别很大。在某些情况下，一周内主妇只能见到两至三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主妇每天都会有两到三次的社交联系。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快递员妻子琳达·法瑞尔和出版公司负责人的妻子玛格丽特·尼科尔森对她们社会生活的描述。

我很高兴能在室内工作——我并不是说我在外工作时会到处闲逛——但是能认识人是很好的。我只想和姐妹们在一起——聊聊天那种……我唯一能真正看到的人是我隔壁的邻居。我大概每周见她一两次，她来我家喝杯茶，或者我去她家找她谈心。她有一个在上学的孩子。其他邻居都工作。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地方——你根本不认识其他人。我母亲每周白天会来一次。她隔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期待丈夫能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候回趟家，这会让人感到能休息片刻，将枯燥的一天打断片刻。通常，直到我丈夫进家门时，我才能见到活人——这真的是很寂寞。当我刚结婚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对于来自一个大家庭的人来说，每天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差事要做。我有时有点后悔结婚了。我完全不习惯这种生活。我以前很讨厌回家。我会一直等他回家，然后去我妈妈家……这听起来很幼稚，是吗？（琳达·法瑞尔）

我几乎每个下午都会邀请朋友去喝茶，也就是说，是邀请有孩子的主妇朋友。我们一起把孩子们接回家，然后她会和我待到六点半左右。我给所有的孩子们喝茶。隔壁也有一个朋友——我每天都看到她很多次。我的孩子们在她的花园里玩耍。我大约每周外出两次，去朋友家吃午餐，同时我也大约每周两次邀请我某个朋友来家里和我一同共进午餐。但星期一下午，我必须空出来，因为我要带詹姆斯太太回家——一项家政帮扶工作，而星期五下午，露西得去参加舞蹈培训课。星期五上午，我要带我的邻居逛街购物。我这样做是因为她得依靠我开车出门，她自己无法独自一人去那儿。哦对了，我还加入了一个“年轻妻子”的小团体，我们每两周见一次面，而且我能经常见到这个小组里的人。（玛格丽特·尼科尔森）

比起玛格丽特·尼科尔森，琳达·法瑞尔的社交圈小得多。而且她的社交更加狭隘地集中在家庭亲属关系上——她最看重与父母、兄弟姐妹、夫家亲人的亲属关系。毫不奇怪，她的主要目标便是搬回她的大家庭居住的地区——最好是能在那里买套房子。像大多数女性一样，她有两个小孩要照顾，并且没有汽车，白天穿城越镇去购物便成了问题，而晚上独自一人采购（让丈夫留在家中看护孩子）的做法，也被人们认为是给夫妻的婚姻关系施加了很大压力。这种亲属关系模式同样适用于占本样本中一半人数的其他工人阶级女性，特别是那些出生于大家庭的女性。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和一个同样结了婚、有年幼的孩子的姐妹的交流是她们这一周里最主要的社交。在这种情况下，还有那些年轻的未婚姐妹们，她们通常在晚上或周末以及白天不“上班”的时候来拜访。母亲很重要；同样，婆婆也是如此。在两个案例中，家庭主妇的父亲是白天拜访的常客，还有一位父亲经常将社交拜访之旅和替女儿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的行程结合起来。

玛格丽特·尼科尔森的社交关系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朋友，而她对家庭亲属关系不是很重视。这似乎更贴近对中产阶级家庭早晨喝咖啡，进行艺术插花和其他“女性化”文化活动的刻板印象，它们更多的是强调夫妻间的陪伴关系：“我们一起共度时光”的伦理价值观。

将家庭主妇在工作期间的“社交联系”数量作为标准进行考量时，它与工作满意度相关联的模式便清晰显现。此处的“社交联系”是与她进行社交互动的其他个人发起的，而不是家庭主妇的家庭成员。这可以是花园篱笆上交换的几句简单问候，也可以是为期一天的社交拜访，不一而足。实际上，在此样本调查中，进行此类社交或互动所花费的时间量相对较小：根据它们所占工作时间的比例，可以将家庭主妇分为三类——社交时间不到25％、25％到50％之间，和大于50％的三组。调查表明，大多数女性都属于第一组；社交时间与工作满意度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样看来，重要的可能是家庭主妇所能见到的人数。在40名女性中，有26名女性每周的社交人数少于19人；有13名女性表示自己有更多机会与人接触。（我从样本人数中排除了一名从事专职工作的女性，在这一方面，她的状况与其他女性很不同，因而不能相提并论。）表5.2显示了社交次数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模式。

表5.2　工作满意度和社交次数



	 
	工作满意度


	每周的社交频次
	满意率（％）
	不满率（％）
	总计（％）


	19及以下
	5（19）
	21（81）
	26（100）


	20及以上
	7（54）
	6（46）
	13（100）


	总计
	12（31）
	27（69）
	39（100）



p＜0.05

（该表中的数字总计为39，而不是40，因为这次分析我排除了一位拥有全职工作的家庭主妇；在这一方面，她的状况与其他人不具有可比性。）

一些女人公开埋怨是孤独感导致了自己对家务不满。正如一位商店经理的妻子所言：

（你是否觉得自己白天独处太久、过于孤单？）

是的。最近几个月，这一直很让我困扰：你会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和某人说说话”……你会有这种感觉，你都不认识任何人，你得走出去与人们交谈，否则你会完全疯掉、精神失常的……

孤独感与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感觉相关。

（你是否觉得自己白天独处太久、过于孤单？）

是的。常常会这样觉得。我可能在这里被人杀了，都不会有人知道。等送牛奶的人来了，才会发现这件事。（货车司机的妻子）

总体所得出的印象是，这些主妇如果看到更多的人，不一定会对工作更满意，但是她们肯定不会如此不满意。有趣的是，类似的发现已经在受雇工人身上被证实。很显然，工作时间中社交互动的数量和质量虽然不能作为工人“满意度的指标”，却可以视作一个“不满意度指标”。(16)

家庭主妇的角色确实体验着某种程度的孤立，仅仅是因为家务活儿是“在家里”完成的，是一项非常私人和孤立的工作。家庭主妇唯一忠实的陪伴者是她的孩子。因此，与成年人建立令人满意的社交关系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对于某些女性而言，白天与一些其他人的交流实际上可能会使她产生负面情绪。这些社交联系流于表面，试图在提醒家庭主妇，她缺乏的那些深入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是多么重要。用一个住在新盖的政府住宅区里的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话来说：

这取决于你将谁称为朋友。在这里，你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每一个人。我每天都能看到走廊上大约有六七个带孩子的母亲。只有我的邻居，才是我的朋友——我们会去彼此家做客、拜访。


三　工作时间

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在当代社会中几乎是最长的。在本研究样本中，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从48小时（一位从事全职工作的家庭主妇）到105小时不等。下表5.3表明主妇工作时间与其孩子数量有关。大多数女性——40名主妇中有25名——每周工作70—89个小时。只有10个人的工作时间少于70小时，而其中更有5个人每周做9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家务活。

这些工作时间是根据访谈中得知的主妇日常工作而计算出来的，包括花在做家务（包括购物），以及照顾或监管孩子上的时间。被家庭主妇描述为休闲活动的事项所花的时间则不算在“工作时间”内，例如看电视，读书等。总时间中也不包括出门在外、探访亲属、拜访邻居或朋友等所花的时间。尽管照料或监督孩子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务劳动，但我们还是将其包括在内，因为在实践中我们不可能清晰地区分家务劳动和育儿这两种活动的界限。从这些女性对自己家庭生活的描述中，也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她们也很难对这二者进行区分。（做家务和育儿在态度上的区别，与在时间维度上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事情。）(17)在做家务时，她们也要对孩子负责，必须知道孩子在做什么：而在照顾孩子时，她们又几乎总是在做家务活。例如，更换婴儿的尿布或洗尿布；喂孩子这项活动则包括（最终）整理妥当、收拾清洁和洗碗。

在家务劳动时间中不计入育儿的只有两个例外。其中之一是将外出拜访视为休闲活动，实际上从育儿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无论家庭主妇身在哪里，她照顾孩子的责任一直如影随形。另一个例外是当孩子入睡时。同样，她对孩子的责任依然如故，如果孩子突然醒来并需要她的关心照顾，主妇就必须做好准备马上中断她手头上正在做的任何事。以上这两种时间都不包括在对主妇工作时间的计算中，当然，除非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家庭主妇确实是从孩子入睡的时间中被解放出来，并开始做家务时，这才会算作工作时间。


表5.3　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和孩子数

[image: ]


* “每周”是指每周工作7天。

在此样本中，家庭主妇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77小时——几乎是工业工作中周工作时间40小时的两倍。这个数据也与其他研究人员收集到的关于工作时间的相关信息一致：表5.4包含了对一系列不同研究结果的比较。这些研究涵盖了三个国家，研究周期从1929—1971年。对“农村”和“城市”的划分研究表明，在城市中家务劳动的时间更长。但是两组数字都表明，在此历史期间内，家务劳动的时间量没有减少。1929年，在对美国农村家庭主妇调查中得出，每周工作时间为64小时。而在30年后的法国，这一结果显示是一周工作67小时。对比1950年和1971年英国都市家庭主妇工作时间时，我们发现主妇每周的工作时间又增加了7个小时。这种一成不变的主妇工作时间状况与雇佣工人的工作时间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例如，在美国，1920—1953年，制造业工厂中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减少了10个小时：从原来的50小时减少到40小时。(18)

表5.4　家务劳动时间数据的比较



	开展研究的国家/地区(19)：
	研究年份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Ⅰ　农村地区研究


	威尔逊：美国
	1929
	64


	美国国内经济事务局：美国
	1929
	62


	考尔斯和迪茨：美国
	1956
	61


	吉拉德和巴斯蒂德：法国
	1959
	67


	Ⅱ　城市地区研究


	美国国内经济事务局：美国
	1929
	51


	布莱恩·莫尔：美国
（i）小城市
（ii）大城市
	1945
1945
	78
81


	斯托兹尔：法国
	1948
	82


	莫瑟尔：英国
	1950
	70


	大众观察：英国
	1951
	72


	吉拉德：法国
	1958
	67


	奥克利：英国
	1974
	77



由于这些不同的调查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类型的样本来计算家务时间的，因此很难进行精确的比较。但是，如果参考家庭的大小，会发现结果是相当一致的：例如，在1948年法国的家务研究中，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平均每周工作78小时；1950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同类主妇每周工作时间为67小时；而在本研究中，这个类别的家庭主妇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71小时。法国的研究根据许多变量对家务时间进行了最为精细的划分，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一个孩子会增加23小时的家务时间，两个孩子会增加35小时，而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则增加41小时的家务时间。在本样本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主妇有12人，她们中没有人每周工作时间低于70小时，8人家务劳动时间为80小时或更多，有2人的工作时间在90个小时或以上。令人惊讶的是，本样本研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主妇反而不是那些有最多孩子的家庭主妇。在有一个孩子的组别中，伊丽莎白·古尔德每周工作84小时，克莱尔·普伦工作91小时，而伊莱恩·考桑则工作长达104个小时。在有两个孩子的组别中，吉尔·达菲每周工作105个小时：在这40名主妇中，她是工作时间最长、最辛劳的。（我将在第6章中详细讨论这个悖论。）

漫长的工作周期与工作不满意度之间有关联吗？至少在本样本未统计出这种关联。(20)当然，这可能是由于这个样本中所有人都有一个漫长的工作周期；这无疑与女性认为的“女人的工作永远做不完” 这一最初印象不相符：

最糟糕的是，你永远做不完。我总是上床睡觉时还会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通常，家庭主妇整天像奴隶一样干活，而丈夫只是下班回家，让人端茶倒水、服侍伺候。（电影院经理的妻子）

那么，为什么工作时间与满意度模式之间没有关联呢？访谈似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两个答案。首先，似乎只有在对比自己和丈夫的工作处境时，家庭主妇才会对自己漫长的工作时间感到不满。正如先前引文所指出的，(21)女人比男人更努力工作的说法是夫妻之间不断交流对话的一部分。第二个原因是，长时间工作不会导致对家务不满，这是人们对家庭主妇角色预期的一部分。就像家务劳动的碎片化性质一样，家务劳动的“永无止境感”与人们关于家务劳动的观念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谈论这两者时没有办法将它们区分开。家庭主妇只是不希望看到自己在家中的工作时间与自己在办公室或工厂中的一样长。

工业工作的研究也已证实：工作时间的延长，并非引起工作不满的最主要原因，相对其他决定性的不满因素而言，它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在一份关于工作态度的研究报告中，人们发现工作时间不如其他工作条件那么重要，并且工作条件作为一个类别整体在影响工作的十个因素中只排在第九位。毫不奇怪，工作时间对有工作的已婚女性比对男性更为重要，因为她们承担着就业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22)


四　技术环境

现代家庭主妇的不适感是她的工作环境不佳造成的吗？缺少合适的设备、住房设施不完善——这些是否是引起工作不满的原因？还是说不满与作为工作场所的家庭的这些特征实际上无关？

对接受采访的主妇的做家务的设施设备进行了评估：热水供应、与商店的距离，以及她们拥有的一些辅助设备——如吸尘器、洗衣机等。（完整列表请参见附录二）然后对每个项目进行赋值打分。生活便利设施的平均得分为7.5，家庭辅助设备的平均得分为3.1。不出所料，中产阶级的家庭辅助设备和生活便利设施的得分要更高（分别为8.0和3.8，而工人阶级这两项的得分为7.0和2.4）。

乔安·哈伯德是一位得分较为“平均”的家庭主妇，她曾经当过车间助理，嫁给了一个工具制造商。她有两个孩子，分别为4岁、2岁，她租住在一个私人出租的不带家具的公寓里。公寓里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带厕所的洗浴间，以及一个客厅，距离商店不超过五分钟的步行路程。哈伯德一家人可以自由进出一个小花园，但是他们家没有热水供应：水必须在燃气灶上烧开。在家用电器方面，乔安·哈伯德有台单桶洗衣机（无法甩干衣物的那种）、吸尘器和电冰箱。

萨拉·麦迪森在生活便利设施和家庭辅助设备上均得分最高，她是一名前办公室职员，嫁给了一位食品技术专家，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住在一栋按揭购置的房子里，有四间卧室和一个大花园。除了有冰箱和吸尘器等物品，她还配有洗碗机、中央供暖系统，能雇家政工，白天还能开自家车。从这后两项来看，萨拉·麦迪森是与众不同的。在采访中，只有3名家庭主妇叫过家政服务：有两人每周雇人工作6小时，另一个每两周雇用家政工工作5.5小时。没有人一直使用家政服务。（另外有两人曾在家里正式叫过家政服务，但在采访期间她们都暂时没有雇家政工。）这些主妇都属于中产阶级。同样，在这40名女性中，只有5名女性表示经常或偶尔开车去采购家居用品或是出去休闲消遣，这当然，也完全是中产阶级特有的现象。

拥有不同的家庭辅助设备，及拥有不同的便利设施可能会影响做家务的方式，并且可能会对女性对家务工作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对这项工作的满意度。在这个样本中，便利设施和辅助设备上的得分均与工作满意度没有关系。(23)在采访中，有时家庭主妇也会对她们拥有的辅助设备和便利设施表示不满，并希望能用“更好”的来替代：比如，换一席不那么松散的合适的地毯，安一个不锈钢水槽以替换掉以前的玻璃搪瓷制的，将在外的洗浴间改造为内部盥洗室等。抱怨的范围可能从对房屋建筑的不满，到对可用来做家务的工具设备的批评等，不一而足。

比起做家务，我更讨厌做饭。我厌烦和食物打交道。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的厨房——它在那两个小楼梯下，紧邻浴室，却远离客厅。这可不是任何人都想进来与你聊聊天的场所。比如，我就无法在那里照看孩子。（广播节目制作人的妻子）

洗衣服很乏味，因为我没有可烘干的设备……这些暖气柜根本无法工作……我必须将其放置在浴室里。要是在我妈家，我可以把它们晾在花园里。（货车司机的妻子）

购置新机器可能会暂时提高对特定家庭任务的热情，但似乎并不会影响基本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

我真的不介意清洁打扫。我只是每次都按下开始键，然后它去打扫。这台新的吸尘器是我的圣诞礼物，他下班回家，给我买的，我说这回打扫楼梯和房间等，我只花了五分钟，而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打扫。（办公室经理的妻子）

但是，这种表述的满意和不满意，似乎与家庭主妇对家务劳动和对家庭主妇身份的一般态度是分开的。

实际上，一些对家务感到最满意的主妇是那些最少使用辅助设备和便利设施的女性。桑德拉·毕晓普与丈夫（砌墙工）以及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住在房地产商新开发的住宅区，他们有一套新的两居室公寓，家中缺少许多女性认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和便利设施，比如吸尘器、洗衣机或能去自助洗衣店等。但她说：

我喜欢做家务。我知道，有些人会说“哦，你好辛苦，没有洗衣机，也没有吸尘器”，但其实抱怨的是她们！我认为我过得很好……我妈妈训练有素……她也是没有洗衣机就可以自如工作，而且现在她也每天都手洗，我认为这真的就是取决于你所喜欢的方式……

桑德拉·毕晓普在说“这真的就是取决于你所喜欢的方式”时，便是在强调，决定家务工作满意度的是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而不是工作环境中的技术方面因素。这确实是一个合理有见地的观察，我将在第7章中进行探讨。

在家庭主妇那里，设备技术维度的差异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缺乏关联，这点不能直接与工厂工人的情况进行比较。技术在工厂中的功能与其在家庭中的功能有很大不同。工厂的工作总体上是由其技术来决定的；但家务不是。（当然，这部分是因为应用于家务的技术设备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生产中的技术设备水平。家庭中的技术设备使用会影响特定的任务，但不会影响整体。）工厂中技术的使用决定着工人对整个工作过程的控制，并且也在逐渐减少这一控制；而在家里，家用机器本身并不能决定家务工作的节奏快慢。家庭主妇仍一手主宰。但是，技术维度的差异与家务满意度之间缺乏关联可能指明，工作条件作为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可能相对并不那么重要。在此，对工业中受雇工人对其工作态度的研究也确实证明了此一观点。赫茨伯格、毛瑟纳和斯奈德曼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工作的激励因素》中观察到，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有助于减少工作上的不满情绪，但是并没有起到增加满意度的作用。(24)亚瑟·康豪瑟也在他对底特律汽车工人的样本研究中表明，工作中的物理环境似乎对从事较低或较高职业的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很少或几乎不起作用”(25)。

简而言之，即，本样本中的工作技术环境或家庭主妇在工作中所花费的工作时间都与其工作满意度与否之间缺乏关联。但是，有限的社交互动、家务中的单调感，与其对工作的不满有关。家务劳动的碎片化特质是其公认的特征。通常，回答“不满意”的家庭主妇，都能感受到家务劳动的快节奏，快节奏却并不是影响家务工作质量的直接因素（尽管人们知道，家务劳动的一个固有内在属性，便是它会有频繁的时间限制，而这种限时性，有时也确实影响主妇对家务工作的态度）。





(*) 莱维顿人，即指的是城郊之间的居民。莱维顿（Levittown）在美国是一个著名的词，指的是莱维特父子（Levitt）建造的郊区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美国大兵返回国内，需要购买住房。莱维顿父子建造的郊区城镇解决了他们的安居问题，也改变了美国城市化的格局。这种城镇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美国城市的郊区化。



6　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

“工作”对工作的人而言没有单一的或共享的含义；对工作的定义就像各种各样的工作种类一样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的概念似乎都包含了一些来自外部施加的约束。即使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它通常也会附带自身的一套规范，即规定着应该何时、如何，以及以什么为标准做成什么。火车司机严格遵循火车时刻表和规章来控制速度和确保安全；打字员按照工作预先设定的整洁有序和具有可读性的标准来加工处理他人的资料；会计师要对客户负责，并受其“专业”行为准则的约束等，不一而足。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却并非如此。正如第3章所揭示的，家庭主妇对自身不受外部设定的规则的约束和监督的自由，印象深刻。但是，拥有这种自主权的结果是，她们对家务劳动全权负责。家庭主妇是她自己的监工，是她自己能力的审判官，最终她也是自己工作的定义者。

定义工作的两个维度是标准和常规。在描述她的日常生活时，每位受访者女性都概述了她认为的在家务劳动中必须坚持的标准，以及实现该标准所需采用的例行常规程序。当然，家庭主妇们所制定的标准和常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家中的内部秩序和清洁而言，有些人设定的是严苛的“完美主义者”标准，而另一些人则采取了较为随意的态度。对于某些人来说，每天的家务活必须严格地按照例行常规来重复执行；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例行常规也可以更加灵活。在制定家务标准时，人们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清洁可能是最基本的目标，人们很难容忍不洁；或者人们可能会持有一种家中必须“万事万物各就其位”的态度，却相对来说更容易忽视床底下的灰尘和缝隙里隐藏的污垢。采访中两位主妇的描述或许能为我们更好地阐明一些差异。

芭芭拉·利普斯科姆是一名开朗、热情、略显丰满的女性，她租住在一户三居室中，有三个不足五岁的孩子。她曾经是一名打字员，现在嫁给了一名得轮班工作的公路巡查员。她的房子打扫得干净整洁，利普斯科姆大部分的家庭生活都在厨房后面的那间屋子里进行，它位于房子的后侧，房间里配有桌椅、沙发和电视。她的每一天都会这样开始。

孩子们醒来时大约是七点三刻，我也就起床了。我得热下做好的早餐，然后得马上把自己和女儿梳洗打扮好，因为我得带她去上学。送她去学校后，我再回家，我丈夫便急匆匆出发了——我送女儿上学时，他为我照看另外两个孩子。我再给他们梳洗打扮。然后，我用洗衣机洗衣服，因为这样我去商店时，也就不用管它。我每天都去采购，等到我回家时，通常是宝宝的喂食时间了——大约12点钟——然后她通常会睡到下午两点，之后我为他（另一个两岁的宝宝）做午餐，所以晚上只能吃些茶点，尽管通常也是提前煮好的。

通常我们吃完午餐是一点一刻。然后我四处整理一下。我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铺床。星期四，我常会为星期五做足量的采购，这样星期五，我就可以不出门，做完所有的家务活。我对房子进行一通打扫。通常，我从我的卧室开始，我喜欢在宝宝的午餐时间前上楼打扫，然后停下家务活来哄他们吃午餐，然后继续打扫，进展得还挺顺利。我穿过前厅，来到这个房间（“早餐”间），然后洗中午的碗，等他们上床睡觉后，我才把吸尘器拿出来为这个房间打扫除尘。在一周的剩余时间里，我就这样四处整理，除除灰尘，把地毯清扫机放上去清理下——做完这些差不多已经三点一刻了。这个时间点我得去学校接女儿，而一旦她回到家，我就经常做不了什么事情……

她在路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玩耍，通常是宝宝吃茶点的时间了。我喂完她，给她洗个澡，给她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然后其他两个小孩坐下来吃茶点。如果我丈夫那个时候正好回家的话，我们就一起吃，但是如果他回家迟了，我会让他们几个先吃。吃完后不久，我便给他们洗澡、脱衣睡觉，这样我的一天就结束了。他们会玩一小会儿，他大约在六点半时睡觉，而小女孩则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睡觉——然后我就可以坐下来了！在孩子们吃茶点的时候，我就会洗碗。

与其他女性一样，芭芭拉·利普斯科姆也被问及她是否有属于自己的做家务的“特殊方式”，她说：

我认为我喜欢特定的标准，但我不认为我能一直坚持下去。我喜欢一切都干净整洁——不要求特别整洁那种——我喜欢将衣物洗好熨好，整洁干净，熨烫妥帖。如果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么实际上我就不可能按照标准来完成，不能想花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比如，我喜欢经常更换床单，但由于洗完后还要烘干，便很难做到。

（对你来说，遵守这些家务标准重要吗？）

我发现我必须为自己找点理由，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但有时候我挺执念于必须为孩子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下周我要进行一次旧物大扫除等这样之类的事情。这么说可能不对。我觉得如果我不能赶上我制定的标准，赶不上就赶不上吧，所以这不会困扰我。

这似乎是一种比较宽松的对待家务的做法，尽管所制定的标准很高，而且也已经决心严格遵守例行常规。芭芭拉·利普斯科姆的例子给人的一个印象：每日时间表几乎是自动生成的；它已经存在，且几乎不受干扰。

有一个孩子的新闻记者的妻子给我们描绘了另一幅图景。凯瑟琳·普林斯身材高大，如运动员般体格魁梧，随和且善于交际。她的房屋（抵押贷款购买）仍处于“装修”阶段：有些房间新铺着木地板，有着干净的亮闪闪的白墙壁，而其他一些房间则几乎还没怎么拾掇。这房子给人一种凌乱的感觉。报纸、书籍和婴儿的玩具混在一起，用过的杯碟将客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还没洗好的残余上：

我早晨起来大约是8点30分，那时婴儿已经醒了。我丈夫起得更早，他自己做早餐。我给孩子喂食，自己吃点东西，然后再稍微清理一下。大约9点半，我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报纸。这之后，我可能会洗一点衣服——我喜欢每次洗一点，而不是一次洗很多。接着我整理床铺。婴儿大约睡一个小时——从11点到12点——我想那时候我会读本书。我并不会做很多家务！

她醒来时，我们有时会去购物——不是每天都去，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我们根本不会去购物，有时我们会等到下午才去。我们一两点间吃一顿午餐，通常我会做饭，当然如果我不想做饭，我也就不做。然后我和孩子玩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出去散个步，或是去见见朋友，诸如此类的事情。从大约三点半开始，她一个人玩得很开心，于是我接着看书！我大约五点半给她喂晚餐，然后她便上床睡觉。她睡觉后，我会整理一下客厅并用吸尘器来除尘。我看不出：早上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只会再次被弄脏。我每天花在清洁上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

晚上我吃晚饭，等我们吃完、洗完碗后，已经是八点了。这之后，我会打打毛衣、做点缝纫、看看电视。

（你有特定的做家务方式吗？）

是的，但我的家务标准很低！你看，我认为做家务纯属浪费时间，我不做家务，或者我做一点点，比如铺床这种。

（你如何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呢？）

嗯，只要这不会使我感到太不安，我还算是一个挺爱整洁的人，所以我会整理床铺，并清理一番卧室。当她上床睡觉时，我也在这里收拾。但是，如果我不认为“哦，天哪，这太脏了！”嗯，那么，这就没关系，不用打扫。如果我突然意识到“那有点脏”，我就会去清理。

与样本中许多其他家庭主妇的家务标准相比，这是“低”标准了，并且就算有例行常规，她也不如芭芭拉·利普斯科姆那样严格地按照标准和固定时间来执行。这一切与凯瑟琳·普林斯持有的反家务的思想意识相吻合，却与芭芭拉·利普斯科姆明显献身于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一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这40名女性都在她们做家务的方法这一维度上，得到了评估。(1)主要被分为三类：标准和例行常规维度上的“高”“中”和“低”三组。这里的“标准规范”描述了规则定义的过程，家庭主妇在描述其标准和日常执行时会隐性或显性地提及这一过程；“标准规范”在字典中的定义是“详细说明”。(2)芭芭拉·利普斯科姆被认为具有“高”标准规范，而凯瑟琳·普林斯的则相对较低。表6.1显示了这些评估在整个样本中的分布。样本中超过一半的人具有“高”标准规范；约三分之一的人隶属于“中”标准规范，其余的则是“低”标准规范。这里没显示社会阶层差异。


表6.1　标准和例行常规，以及社会阶层

[image: ]


标准和例行常规具有四个功能。第一，它提供了一种由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任务构成家务的统一组织方法；将不同的任务组织在一起，这就出现了某种连贯的工作结构。第二，它也证明了家务劳动是一种工作：需要遵循的这些规则将家务与其他工作归为同类，即有些事情得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定义本身可以看作一个辩护过程：家庭主妇正在为自己辩护，反对人们所声称的主妇根本没做任何事情这一说法。第三，规则的标准规范化是一种“增加工作”的手段，这一过程细致阐释了家务的具体任务，因此它需要一直不断增加投入的时间。特别是对于全职家庭主妇而言，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制定让其作为“工作者”持续工作。第四，家务规则的制定也建立了一种机制，家庭主妇可以以此来奖励自己。

家庭主妇的工作没有薪水。因此，必须要有其他的隐性的奖励。丈夫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一个潜在的赞许人，但是他能否有效地扮演这个角色？在这40名女性中，没有人自发地提到，丈夫的评价是她们做家务所获得的一项私人奖励。有八名女性说，她们丈夫从未对做家务这一事情发表评论。

我认为我应该保持房子整洁，但我不是为了丈夫才做的，因为老实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屋内是否整洁。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一直是这样的。（零售药剂师的妻子）

大多数家庭主妇（40名中有24名）表示，她们的丈夫只发表负面评价，却从未给予正面赞赏。琳达·法瑞尔发现这种现象并非特例，而她对这一现象的曝光，适用于已婚男士。

我想，要是你落下什么没做，十有八九会被发现。你做了什么，却不会引人注意。一直如此，不是吗？说实话，我很介意。我曾对丈夫说：“如果你不能夸奖，至少也别废话！”我想，夫妻二人应该共同分担家务活。

吉尔·达菲简短的评论也总结了这种普遍情况。

我认为，如果你一直不做家务，最终当你真的去做时，你才会得到更多的感谢。

对于确实得到丈夫赞赏的那些家庭主妇来说，得到积极的评价通常是有条件的。因此，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得到过改善，女性更多的是提及挫败感。

有时，当他带某人回家时，他会说：“今天家里看起来真不错。”但是别的时候，他从来没这么说过。（长途副驾驶员的妻子）

某些赞赏可能会来自邻居或朋友，有些则来自将自己的工作成就与媒体中展示的完美景象所进行的比较。但最后，家庭主妇必须鼓励并奖励自己。这种自我奖励机制有存在的必要，这在女性对“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完成家务后的感觉”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得到了证明。以下是三种典型的回复。

当我知道它很干净时，我会更加满意。然后我可以坐下来，心理上感到放松。

好吧，我想，我很自豪。

感到快乐。完成所有家务后，我就可以坐下来，然后想“哦，这可真好啊”。

心理上的奖励源于对标准和例行常规的简单遵守，尽管这些准则和例行常规最初的建立是为了将家庭主妇从其工作中解放出来，但它自身具有客观性。当然，女性也绝不是在与外部环境完全绝缘的情况下制定这些家务准则的。媒体广告肯定会对其产生影响，还有女主内这一先在社会观念同样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是这些本身并没有自动将其设置成女性必须采用并遵循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矛盾之处在于，乍看之下，这些标准和例行常规好像是人们主观上制定的，但它们被神奇地客观化了。家庭主妇往往将其视为一种需要严格遵守的外部义务。

接下来是第二个悖论。这种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剥夺了家庭主妇最看重的家务劳动的自主性。她被预先设定的工作节奏牢牢束缚：

无论怎样，炉灶上面都不可以看起来太脏。我每顿饭后都要将其清洗干净。（警察的妻子）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在上午11点之前，我的家必须看起来体面，如果有人进来拜访，至少它看起来很整洁。（会计的妻子）

这进一步暗含的意思是，尽管标准和例行常规是家务劳动中自我奖励的来源之一，但它们也能使幸福感降低。女性用“愧疚”“烦恼”“悲惨”和“沮丧”来描述没能按标准惯例来执行家务工作时的情况。

如果我有一套例行标准，我会尝试坚持下去，否则我会变得很无序和沮丧。如果我不能达到自己设定的家务标准，我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也会因此而内疚。（电影院经理的妻子）

如果地板需要清洗，那好，我没有清洗，但是我知道它是需要清洗的，在我清洗之前，它就会不断地提示我，让我想这件事，这样一来你真的就不能算是赢家。（货车司机的妻子）

“你真的就不能算是赢家”这句话很好地总结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标准和例行常规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在表6.2中，给出了两组数字。

表6.2　标准和例行常规，以及工作满意度



	 
	标准和例行常规


	工作满意度
	高（％）
	中/低（％）
	总计（％）


	满意
	9（75）
	3（25）
	12（100）


	不满意
	12（43）
	16（57）
	28（100）


	总计
	21（53）
	19（48）
	40（100）



x2＝3.22；d．f．＝1；p＜0.10

工作满意的家庭主妇所占的百分比在高标准组中较高，而在中低组中较低。这些数字可以说明，标准化程度越高，家庭主妇的满意度可能就越高。

然而事实上，只有不到一半的高标准女性对工作感到满意。这里有一种解释是，与其说高标准是直接获取满意度的途径，不如说它们其实是主妇寻求满意的一个征兆。在第4章中，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工作满意度评估之间的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点，即，对这一问题的回复反映出女性的家务生活的规范，也指明了两种替代方法：寻求满足感和认识到自身的不满。那些说“喜欢”或“不介意”做家务的人似乎在坚持这一规范，即认同“女性应对家庭主妇之职感到满意”的这一社会规范。如果说高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是寻求满足感的征兆这一解释合理的话，那么人们会认为此与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复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表6.3就显示了这种关联。

表6.3　标准和例行常规，以及对“你喜欢做家务吗？”问题的回答



	对“你喜欢做家务吗？”问题的回答
	标准和例行常规


	 
	高（％）
	中/低（％）
	总计（％）


	喜欢
	8（80）
	2（20）
	10（100）


	不介意
	7（70）
	3（30）
	10（100）


	不喜欢
	6（30）
	14（70）
	20（100）


	总计
	21（53）
	19（48）
	40（100）



x2＝8.31；d．f．＝2；p＜0.02

根据该表可看出，这两个变量之间是有关的：宣称对家务劳动持喜欢态度的女性也可能会对标准和例行常规有着很高的要求。

对整个家务工作看法的问题抛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在什么意义上，具有很高标准和极度重复性的例行常规的家庭主妇可以被看作“病态地”痴迷家务呢？通常说来，“讲究家居整洁”的家庭主妇在做家务时是个完美主义者，但是“讲究家居整洁”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既没有强烈的负面指涉，也没有强烈的正面内涵。精神科医生约翰·库珀对“讲究家居整洁” 的家庭主妇的性格特征做了一些研究工作。(3)他比较了三类人：“讲究家居整洁”的主妇、患有慢性强迫症的主妇和一般的“正常”女性。(4)库珀的方法是，对这三类人提一些与强迫症症状相关的问题让她们回答。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讲究家居整洁”的女性的强迫症症状评分均值，介于正常女性和强迫症患者的均值之间。“抵抗”和“干扰”两个量表是旨在衡量强迫症程度和强迫症症状对其他活动的干涉状况，它们同样也显示了相似的调查结果。库珀得出的结论是，“讲究家居整洁”的家庭主妇是“异常的”，因为她们的行为与强迫症患者的行为有一些共同之处。

实际上，在本样本中，一些具有较高标准和例行常规规范的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确实表现出有强烈的情感参与度，她们对未能达到家务标准而产生的“内疚”“担心”或“焦虑”的情绪，呈现出的一些强迫症状，确实也在库珀对强迫症患者的调查中有所显现。吉尔·达菲就是这些女性中的一位，她曾是一名商店助理，嫁给了砌墙工。她有两个孩子，分别为3岁和8个月大，她的家是一个两居室的地下室公寓。家里有一个小厨房和外用卫生间，一家人和楼内其他人共用浴室。夜间取暖只能通过油灯和炭火。她没有冰箱和洗衣机，但有台吸尘器。公寓内光线很暗，有些潮湿，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关于家务，她说：

我喜欢它。

（打扫？）

我喜欢。我做的时候感到很高兴。

（洗衣服？）

我喜欢自己手洗衣服。我不相信洗衣机能洗干净。

（你为什么喜欢洗衣服？）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我喜欢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我每天都洗衣服——我讨厌将衣服堆在那儿不洗。如果衣服确实没洗，我会在晚上熬夜去洗，不然它会一直困扰我，让我不得安宁……我希望我不用这样……我希望我能放下它，置之不理，但是我做不到。

这是她对日常工作的部分描述，以及她对自己所采用标准的一些表述（我用斜体字提醒大家注意极其“完美主义者”的表达）：

每天早上给婴儿喂食后，我便去购物，然后再回家，开始做家务。我总能发现一些要做的事情。我几乎很少坐下——天哪，我简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起！

我每天都把卧室彻底打扫一遍——拖地、给家具除尘，然后每天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给橱柜的顶部除尘或者擦拭衣橱。每两天我要清洗这个房间——因为它铺的是亚麻油毡。每两周，我都要洗次家里的窗帘，不管是网状的还是很沉的那种窗帘。

（因此，你不是每天都打扫两个房间，对吗？）

哦，不是的，我每天都打扫。我每天能用吸尘器给这个房间除尘二十次。我总是自己喂莎伦（一个三岁的孩子），如果她自己吃，就会弄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全都乱成一团，然后我还得再打扫一遍。有人来家里时，我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将烟灰或面包屑掉在地毯上，我会再拿出吸尘器清理。

我每天都洗衣服，星期天也洗。我生活中没有哪天晒衣绳上不挂晒着衣服。我知道自己的家务标准降低了，因为之前我每天给莎伦换两套衣服。我过去真的很喜欢把她打扮得可爱迷人。现在我每天只给罗伯塔换一次衣服……当我丈夫脱下衬衫时，我就必须将它们立即洗干净——比如，他星期天穿两件不同的衬衫，我一等他脱下，就立即清洗。

（晚上你都做些什么？）

我只有在他在家时才会坐下来，他却不常在家。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我最忙。星期五晚上，我要清洗地毯，大约10点开始洗，差不多到午夜结束。星期六晚上，我总是要费力收拾下煤气炉。其他几个晚上，要是他不在家，我会去厨房，总能发现有事要做——比如，我会清理橱柜。

（你有特定的做家务方式吗？）

我认为我有很高的做家务标准，但有些人也和我做得一样好。我的女房东花费在做家务上的时间不多，但是当你走进她家时，她家总是干净整洁的。而有些人什么都不做——有些人的家里真的很不干净……好吧，我承认这里也不是很干净，但我会尽力而为，使它变得洁净。

吉尔·达菲当然为了她的房屋整洁而做了很多事，但她也做了很多在其他人看来不必要的家务。她对“空闲”时间的处理方式是用更多的家务来填补，而她的家务观念也影响和造就了她抚养孩子的方式（例如，坚决不让容易弄乱东西的3岁孩子自己吃饭）。但是，与其将吉尔·达菲和与她类似的其他主妇视为“病态地”痴迷做家务（因此不能代表更为广泛的家庭主妇群体），不如将她们的行为视为对这一有问题的状况的合理反应。在追求家务满意度时，很容易让人产生完美主义的印象。因为自我奖励是通过满足设定的标准并固守常规来获取的，所以从长远来看，这就造成此种趋势：提高标准和精心执行例行常规，以期继续获得自我奖励。在家务劳动中制定高标准和必须遵循重复性惯例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增加工作量”的手段。在工业中，此一过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编排工作角色的任务来使工作变得更加有趣——要么是通过给每个工人增加可执行的操作工作，要么是更频繁地变更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活动。(5)提高家务工作满意度的观念，也暗含在家庭主妇自身对工作的钻研细化中。在吉尔·达菲的案例中，家务标准的作用，不是直接减少家务的重复性，而是提高她尽量试图去满足的不断升高的家务期望。

在访谈时，吉尔·达菲或本样本中任何其他类似的高标准女性都没有因表现出的强迫症症状而去接受医学治疗。此外，低标准主妇组别中也有一些女性表达了对未能遵守家务劳动标准和例行常规而感到轻微程度的内疚、担忧和焦虑。在库珀的研究调查中，讲究家居整洁的家庭主妇的测试分数与正常女性的分数更为接近，而不是趋向强迫症患者的得分。(6)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两个方面的测试评分中——总体症状得分和抵抗程度得分上——正常女性和正常男性之间的得分中也存在明显差异，后者也被问及这些问题。正常女性比正常男性表现出更多的强迫症症状和强迫症焦虑。(7)这表明：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身份认同，与其在家务劳动的心理参与相匹配。高标准的家务规则可以看作对一个常见问题的常见回答。这个常见问题便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条件使工作量越来越少（自动化、“方便”食品、更好的住房条件等）从而使本质上不令人满意的家务工作变得有意义。然而，社会结构带给家庭主妇的压力仍然像以往一样大。

在家庭主妇的案例中，“增加工作量”的后果之一便是工作时间的延长。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过家务劳动的这一方面，它与拥有的孩子数、辅助设备和生活便利设施等因素缺乏对应关联。家务劳动中所遵循的标准和例行常规，却与做家务所花费的时间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吉尔·达菲在做家务时的心理投入，就显现在她每周105个小时的家务工作中。表6.4列出了采样中主妇的标准和例行常规与其工作时间之间的关系。

表6.4　家务劳动时间，以及标准和例行常规



	 
	每周工作时间


	标准和例行常规
	40—69（％）
	70或以上（％）
	总计（％）


	高
	2（10）
	19（91）
	21（100）


	中
	4（29）
	10（71）
	14（100）


	低
	4（80）
	1（20）
	5（100）


	总计
	10（25）
	30（75）
	40（100）



x2＝10.84；d．f．＝2；p＜0.01

“家庭主妇的勤俭持家，发展到要填补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的地步”——这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1950年代对美国郊区调查之旅中发现的一个基本原理。(8)家务标准不断提高的趋势，无疑解释了近年来为什么家务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减少；使用半成品食物、家用电器和设备，住在更舒适的房里等，并不一定会减轻家庭主妇的家务工作量。贝蒂·弗里丹举了一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

自动烘干机并不能节省女性过去每周都要花在晒衣绳边上的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例如，她得每天都要使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正如一位年轻母亲所说：“现在可以每周清洗两次床单了。可是上周，我的烘干机坏了，床单便八天都没有换洗。家里每个人都在抱怨。我们都知道床单很脏。我也感到内疚。那很蠢，不是吗？”(9)

这也许很愚蠢，但只有在仔细考虑女性以何种方式定义她们的职业为家庭主妇时，她们的长工作时间投入才能被人理解。这就是家务标准和例行常规作为家务行为重要维度的一个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家务劳动作为一份职业的独特性更体现在自我定义的维度。它说明了为什么做过家务的女性都认为它如此类似于其他工作，而另一方面，家务工作显然与其他工作不同。缺乏结构化是家务的本质特征，因此，家务就引入了一种心理化结构机制。女性与她们自己订立了秘密合同，她们成为自己的老板、评判官和奖励给予者。为了在工作中获得连贯性和自我奖励，她们的自治性被迫放弃，创造性也受到了约束。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务劳动规范背后的制定过程，则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女性对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身份认同。这是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主题。



7　社会化与自我概念

上一章中描述的家务劳动的标准和例行常规定义复杂，它们并非是简单地为应付工作情况而设定的。它们的形成远早于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女孩们被教育要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等同起来，并且女性的身份也围绕着家庭主妇这一形象来被塑造。

在成年后，家庭主妇角色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学徒期。从这个角度而言，做家务并不是特例：其他职业也有学徒计划。但是，与其他学徒计划不同的是，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接管就职缺少一个正式的结构，因此她们很少被视为职业学徒。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为成为家庭主妇所做的准备与女性角色身份的社会化相融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两个过程都紧密相连，不可区分。

尽管女性在童年时期为家庭生活所做的准备是“非正式的”，但它涉及常规程序，这些程序跨越了我们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众多差异，并且也是作为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点。美国社会学家露丝·哈特利（Ruth Hartley）在女性角色发展的研究中，已经确定了有四个程序。(1)它们分别是“控制型社会化”“口头赞赏”“开导化”和“活动参与”。第一个过程的例子有，母亲倾向于对小女孩的外表“大惊小怪”，并且会强调她的美丽——“你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孩子听信母亲的话也对自己形成这样的看法；口头赞赏加强了操纵的过程。开导化涉及对特定事物的关注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家用玩具是个很好的例子：迷你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组合等。（位于伦敦里根大街的世界著名玩具百货公司哈姆利有一整个楼层都叫“小妇人”。）孩子们经常会因玩适合各自性别的玩具而得到大人们的夸奖，这一过程便奠定了成年以后与类似物品——真正的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组合等——接触之时的快乐基础。最后，在儿童时期，女孩实际上也参与了成人的家务活动。她们被视为未来的家庭主妇，被鼓励参与母亲的家务活动——去帮助妈妈洗碗、整理床铺或摆放餐桌等。

这些过程在家庭领域之外也得到了强化。最近，各类作家也开始关注大众化媒体、儿童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以及学校课程中女性的家庭形象。(2)学校还鼓励女孩玩“家庭角色”游戏，并且以适合女性化的方式行事。后一个目标可以通过教师的态度间接实现，或者可以通过游戏场所和特定活动中的性别隔离来更直接地实现。一般而言，成人中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之间的差异作为我们社会（或多或少）共同认可的特征而持续存在，这对儿童的性别认知和偏好选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于陷入这种过程联结的女孩来说，其作用就是将女性角色、“小妇人”角色和自我定义混为一谈，形成一种“不受阻行为的无自我意识情结”。(3)通过与女性角色习得的自我定义相融合，持家行为更倾向于发展成为个人品质。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与性别地位有关。正如露丝·哈特利总结的那样：

模仿活动一直填补着时间空隙，直到女孩子能够有效地作为一员参与以家庭为中心的行为中来，对女性角色（家庭角色）这一方面的界定，似乎从其出生以来一直都没有间断地进行，并且在她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增强。(4)

这些抽象的概括，在本研究采访的许多女性的话语中变得鲜活具体起来。下面是一些例子。费丝·亚伯拉罕，曾在一家人造珠宝制造厂工作，嫁给了一名工人；她在爱尔兰出生并长大。

我们住在农场里。我妈妈要照看小鸡，她总是很忙，因为我有七个姐妹和三个兄弟。她平时做饭，但我们洗碗、整理收拾、铺床叠被、打扫拖地。她不让我们洗衣服，因为她说我们洗不干净。她喜欢自己洗衣服。我母亲喜欢做家务，她是一位很棒的家庭主妇，家里非常干净。

当我们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里整理得和我妈妈做的一样好……但是我也见过一些女孩子——比如，像我姑妈家的小女孩，她都15岁了，她简直是没有希望。她在家里做不好任何一件事情。

（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认为这很糟糕，她就是懒惰。我的姐妹们都像我一样勤劳，她们喜欢打扫卫生，在这一点上，我们都一样。

（你的兄弟呢？）

我的兄弟不需要做家务啊！

关于自己的家务行为，在采访开始之时，她这样说道：

我喜欢做清洁……熨烫是我唯一不太喜欢的事情。我喜欢购物，我喜欢做饭。

（为什么？）

我就是喜欢。我喜欢洗碗……我喜欢洗衣服。我不太想洗床单和毯子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不介意为孩子们洗这些……

（你有特定的做家务方式吗？）

是的，我认为有。我喜欢家里保持整洁、干净。我认为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总得做点家务，真的。有很多家庭像我们家这样……我想这就是我喜欢孩子的原因——因为我家里总是有比我小的兄弟姐妹。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不得不为他们做所有的事情——喂他们，给他们换尿布……

（你还记得在你年幼时，是否想过要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人？）

我确实一直想要结婚。我曾经说过，我喜欢结婚生子。

在这份简要叙述中，涉及了费丝·亚伯拉罕社会化的三个主要方面：童年时期直接的家务劳动操练；以母亲为榜样，对其行为进行普遍地模仿；在自己的家务劳动方式中不断地提到母亲的家务劳动行为。

采访中有关家务劳动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内容，是受访者常会提到她们母亲的地方。例如——

我和我妈妈有着同样的标准。如果需要做任何事情，她都会做。你根本不必四处看看说“这件事需要做”，因为已经做完了。我总是把她当作我的榜样。（食品批发商的妻子）

在对特定家庭任务的态度的早期讨论中，主妇也会经常提及母亲：珍·贝福安的这一评论很具代表性。

我喜欢洗衣服。我喜欢看清洗完的衣物挂在晒衣绳上，尤其是床单和小男孩的衬衫。我觉得这有点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非常特别。（办公室经理的妻子）

一名女性在追溯她喜欢做饭的原因时，不仅提到了母亲，还追溯到了祖母那里。这里可以用“继承”一词来形容，生物学上的类比在此也许并不十分恰当：很多亲密的母女关系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延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即便不是“完美”的家庭主妇，母亲也可能会给女儿施加影响。这是从乔安娜·吉尔斯对家务标准问题的回答中获取的一条信息。

在怎么做好家务方面，我认为我的标准很低。我母亲也从来不是做家务的能手，我认为我的标准可能和她的一样……只要家里不是特别脏，我就很高兴，但是有很多人对此并不会感到满意。

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女儿养成的态度可能是对母亲家务标准的持续模仿，或是对母亲家务标准的直接背离。但两者都属于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我母亲是个糟糕的家庭主妇。她非常混乱、没有组织性，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哪里出错了……当我在家时，就总有点像是做噩梦，因为我一直在纠正，努力把事情做对。（电视纪录片导演的妻子，朱丽叶·沃伦）

试图逆转母亲的无序性是背离的一种形式，尽管它的对立面——普遍放宽母亲的家务标准——也是可能的一种形式。

（你有自己特殊的做家务方式吗？）

是的，我有。保持厨房整洁……以及我做的饭菜很可口，但就整洁和除尘方面来说，我的标准不是很高……我正在改善——实际上，我过去更糟糕。我妈妈不出门工作。她非常讲究家居整洁——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她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电影院经理的妻子，多萝西·安德伍德）

重点在于，在每个采访个案中，很多女性都会以自己母亲的家务标准为参照来界定自己的家务行为。母亲的影响至关重要。换句话来说，就家务行为而言，母亲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关键他者”。基于此，我对所有40名女性的家庭主妇的身份认同程度进行了评估。这通常被描绘为这样一种情形：家务劳动的职责被认为是女性化的，因此被人们当作一种性别属性，这通常跟女孩子在童年时期认同母亲作为榜样有关。(5)角色身份认同程度主要分为“高”“中”和“低”三类，如表7.1所示，这也与主妇所属的社会阶层有关。


表7.1　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程度和社会阶层

[image: ]


在这个关键领域没有表现出社会阶层的差异。这40名女性回忆起来的对家务态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童年经历都十分相似。以下两段采访中的引文揭示了这种相似性，一位被采访的主妇来自“工人阶级”，另一位来自“中产阶级”：

我妈妈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好。孩子们容易崇拜偶像。好吧，我承认，我母亲就是我的偶像，毫不夸张地说，她现在仍然是我的偶像，而且在我的人生的大书中，她从来不会做错任何事情。她全力以赴地完成所有工作。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厨，我一直追随着她的脚步。她做的一切事都很正确；小时候，我帮忙照顾我的小妹妹——我十四岁时，她刚出生——当然，我也帮忙做家务。我记得是从十岁开始的。那时我做家务还很马虎——在那之后，我特别讲究家居整洁！我和妈妈相处得很好。我想像我妈妈一样。（货车司机的妻子）

我妈妈很特别。她现在仍然是。你在她家地板上吃饭也不会觉得脏。当我十四岁时，我记得自己经常被她唠叨——“我们的卧室总是不整洁”。那太糟糕了，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对我的孩子们的要求完全和那时的情形一样：他们从学校一回来，什么东西都乱扔，我对他们说“把它们捡起来”，然后我试图停止唠叨，因为我记起自己有多讨厌母亲的唠叨。但是我认为这确实会影响我……我记得以前放学回家后，在做作业或出去玩之前，总要先做些家务杂事——你知道的，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要做的一些杂事。我们知道它必须完成，所以我们接受并完成它。她是一个很刻苦的主妇，我也认为自己是名刻苦的主妇，我明白有时候我太过于逼迫自己刻苦努力了，而我母亲一辈子都是这样的。（食品技术专家的妻子）

得出的结论是，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在家庭主妇角色认同程度上很相似。这一结论也诱发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一结论如何与家庭生活其他研究领域显示出的社会阶层差异——如本书第4章中所讨论的内容及其他一些作者的研究发现——相兼容呢？(6)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确实存在一些比较表面的社会阶层差异，它们掩盖了角色认同模式上的一些相似性。在对本样本中女性对自我概念的测验中给出的答案进行探讨时，我将为这一解释提供一些支持性证据。

其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基本认同并不取决于其阶级。在美国，一项针对小学女孩的研究发现，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一系列行为调查中，女孩子们普遍认同女性化的性别角色，而此种认识在小女孩中就惊人地相似。尽管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某些家庭活动的喜好上存在差异，比如，中产阶级女性不喜欢拖地和洗碗这类家务活，但这些是做家务的女性最基本的职责，因而它们是持续存在和被默认的。另一种“测试案例”是双职工家庭。如果丈夫和妻子都在外工作，则人们可能期望能共同分担家务责任。这可能是与目前的发现，即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没有阶级差异，正好相反。但是，根据拉波波特对双职工家庭的分析，女性仍然是那个被驯化的爱操持家务的个体。(8)拉波波特记录的日程表描绘了作为“职员—女性—家庭主妇—母亲”的女性为了履行所有的职责而疯狂拼命的场景。双职工家庭中，女人的家务日常工作也比男人的要多得多。例如，本森（Benson）夫人是一名建筑师，她也嫁给了一名建筑师（他俩都在家工作），她某个工作日是这样的：

7：55　提醒儿子抓紧时间起床

8：45　缝补女儿的睡裙

9：15　组织一场聚会和洗当天的衣服

9：45　去商店、洗衣房、药店——买线、植物、鱼、面包、抛光剂

11：05　来杯工作咖啡，把洗好的衣服晾挂起来

11：40　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

而这一天，本森先生九点钟起床，查看邮件，从十点钟开始他的工作，一直工作到一点钟吃午饭为止。

因而，在这类家庭中，即使夫妻双方在有酬工作方面是对等的，但女性对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传统职责的认同程度并没有降低。拉波波特因此评论说，双职工家庭模式实际上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家庭领域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刻板观念的过度信奉。某些女人认为职场女性给人冷酷、“男性化”、好强的负面印象，于是转而在“负责任的家庭主妇”一职上继续奉献。这些都是对社会性别角色出现偏差时的否认，也是对女性居内持家境况的认同。

除了这些极个别的研究，也几乎没有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最近几十年来，在女性总体处境中，家庭生活主题已大量被淡化。就业数据表明，女性在工作中的角色仍呈“家庭化”：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大多数女性从事的职业领域集中在教学、护理、商店销售、文书，以及诸如衣服和食品类的家庭生活用品的生产中。在过去大约十年中，在女性高度集中的传统职业领域中，英国女性工人的人数有所增加，而非减少。(9)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培训机会的扩大，在对女性从事高度集中的“家庭化”类工作的改变上却微乎其微。大多数职业女性仍然是教师或护士，而这两项工作都与女性传统上被赋予的“教养者”身份密切相关。

当前的研究数据详细阐明，女性的社会化与她们之后在家庭主妇角色上的表现之间有着特殊联系。前面引用过的这40位被采访女性的评论也表明，女性常常会意识到自己做家务的方式与母亲做家务的方式之间的联系。此种联系也可以通过数据进行更精确的说明。表7.2显示，家庭主妇对其角色身份认同的程度与她为家务工作制定的标准和例行常规之间存在关联。

表7.2　家庭主妇的角色认同程度，与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



	 
	角色身份认同程度


	标准和例行常规
	高（％）
	中/低（％）
	总计（％）


	高
	14（67）
	7（33）
	21（100）


	中/低
	7（37）
	12（63）
	19（100）


	总计
	21（53）
	19（48）
	40（100）



x2＝3.55；d．f．＝1；p＜0.10

图表显示，如果大多数女性在某一方面的程度高，则另一方面也会高，而那些在某一方面程度较低的女性往往也会表现出相同的正相关。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联系表明，女性早期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可帮助形塑了她们往后生活中的家务表现行为。

这一过程涉及哪些确切的机制呢？对儿童行为的一项实验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10)在这个样本研究中，人们将平均年龄在四岁零五个月的40名儿童分为两组：一组处于榜样人物的“教养”行为中，另一组中没有处于这样的“教养”关系。接下来，要求孩子们回答关于两个箱子中哪个装有卡片贴纸的二选一的辨识能力问题。在辨识期间，有大人榜样在场做“无功能”的行动演示——与完成既定任务目标无关的行为（这里指找到贴纸）。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表现出大量的不可规避的模仿类的社会学习行为，而教养行为是促进这种模仿学习的因素之一。”(11)在辨识区分性的实验中，孩子们“尽职尽责”地模仿大人所做的示范，即使这样会使她采用迂回路线策略来到箱子前。而使用这种策略会使他们的行进距离增加一倍以上，并且也“显然与孩子们表现出的要尽快到达箱子前的主观渴望不符”。(12)

在本研究中也可以发现与此类似的行为现象。许多女性在访谈中清楚地表明，她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家务。相反，它们受制于对先前设置的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不断重复，这实际上可能会阻挠完成家务劳动的直接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方式是从母亲那里习得的，我们可以假设，它们不是母亲直接传授给女儿的，相反，它们是间接地和无意识地被女儿模仿吸收到的。“家庭主妇”和“未来的家庭主妇”之间存在的这种类似育儿期的“教养”关系使得这种同化吸收现象更有可能发生。

家庭生活中的学习课程设置了自我本质（女性化的）和角色（家庭主妇）之间的基本联系。女性自身作为家庭主妇的自我认知，是否作为她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实际表达出来？大约在采访的中间时段，我对这40名女性进行了关于“自我态度”的测验，这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曼福德·H．库恩（Manford H．Kuhn）和托马斯·S．麦克帕特兰（Thomas S．McPartland）设计的实验。(13)这项测验的数据将在这一点上提供相关信息。它的原始测验形式是，只要求被访者以“我是……”开头造句，重复20次。在本研究中，要求的陈述次数被减少到10次，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访谈中，测试只是其中一小项。样本中的女性，每人得到一张纸，上面都印着“我是……”，从头到尾依次序用数字1—10进行编号。她们被要求尽快写下自己的陈述，并要表现得就像是对自己而不是向别人描述自己那样。根据库恩和麦克帕特兰的研究，该程序克服了旨在揭示人们自我形象测验中以直接问题提问的弱点，那就是：

它们无法衡量人们态度的显著性。除了得到一个直接性问题的答案，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人们的态度是否被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被访者在回答“20项陈述性测试”中的“我是谁？”问题时，写道：“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名学生”……我们有理由认为，与写在清单上的身份，和对其他问题，诸如“你认为自己是个男人吗？”“你是否觉得自己是名学生？”(14)的回答相比，采用这种方式，我们会对能够组织和指导个人行为的态度有更稳固扎实的理解。

因而，针对自我概念的特定维度而制定的此项测试方案就具备衡量态度的显著性的作用。库恩和麦克帕特兰认为“回答的顺序反映了自我概念的构成”。在他们测试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同文化群体对某些角色的认知顺序有着显著不同。比如，“黑人”群体，提到种族地位的顺序要比白人群体普遍靠前；测试顺序中提到性别角色也会比较靠前，而且女性最先提及的要多于男性。(15)

40名女性中的每一位都曾努力尝试完成这项测试，尽管最后陈述出来的句子数量从3到11个不等。对比期待中的10个陈述回答，我们最后得到的每个受访者的平均陈述为8.03个。她们的答案中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一个不同之处便是，工人阶级女性更有可能将自己描述为家庭主妇，并且通常会做出“家庭化”的陈述回答。在测试中，40人中总计有25人写下了“我是家庭主妇”，其中有17人来自工人阶级。表7.3列出了相关的表述。推销员的妻子和砌墙工的妻子很典型地属于这一阶级类别。下面是她们俩对此测试的回答。琳达·法瑞尔写道：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是一名母亲

我很普通

我是一位妻子

我很开心

我挺有魅力

我是一个姐姐/妹妹

我是别人的邻居

我是朋友

我善于社交

玛丽莲·桑顿则这样描述自己：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是位母亲

我是一个奴隶

我精力充沛

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

我很宽宏大量

我快三十了

实际上，大多数描述自己为家庭主妇的女性都是在测试之初就写下了这一条陈述。在“我是一名家庭主妇”共计25个的陈述中，有20人对这一陈述的回答顺序都排在前两位。


表7.3　在10项陈述测验中提及家庭主妇角色和所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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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结果进行评估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那些自称是家庭主妇的女性这样表达自己，可能是因为她们知道这是一次关于家务的访谈。即使这类问题会产生影响，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何女性间的反应会有差异——为什么有些女性认为自己是家庭主妇，而另一些却不这样呢？比如说，这种“浸染”可以解释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问题的反应模式不同吗？由于大多数女性是专职型家庭主妇，因此，无论怎样，一些人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自我归类是预想之中的。

通过对比整体的“家庭化”回应，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女性对“一名家庭主妇”的自我意识更为显著。其他陈述，例如，“我是一个奴隶”“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这里指的是做家务），也都是与家庭化角色相关的陈述。表7.4展示了这类陈述和对个性的描述（“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以及对情绪状态的陈述（“我很沮丧”）。


表7.4　按社会阶层划分的10项陈述测试的“家庭化”回答与其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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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此类回答包括“我是一名清洁工”“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等，此处努力工作的意思是指做家务。

† 例如，“我是一位母亲”“我是一个姐姐/妹妹”。

实际上，在每种类别的陈述中，大多数关于“家庭化”的回应都来自工人阶级女性。雪莉·阿彻的陈述清单说明了工人阶级对家庭生活的强调，这与伊丽莎白·古尔德这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可以用其他词来描述自己。

我是一名很棒的家庭主妇

我对我的孩子很好

我擅长做家务

我对我丈夫很好

我擅长洗衣服

我有时会厌烦

我有时候脾气不好

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我和孩子在一起很开心

我很少会不开心

（雪莉·阿彻）

我很喜怒无常

我工作努力

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我大多时候都很开心

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

我是一个一直需要别人陪伴的人

我是一个喜欢户外的人

我经常会过分地专横

我是一个梦想家

我是一个容易担心的人

（伊丽莎白·古尔德）

工人阶级女性的回答清单中的第一项几乎不包含对个人性格的描述。第六条和第七条描述了情绪状态——“会厌烦”和“脾气不好”。最后三项是对满意度的陈述——但是只收到三个人陈述（编号分别为6、7和10）——在某种程度上，这三项并未提及家务工作或工作环境。伊丽莎白·古尔德的自我概念陈述中几乎没有提及她的家务情况——也许最多只是说“我工作努力”。她描述的是她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特征，是她自己个性的特点。与她一样，其他中产阶级女性都有这种陈述趋势；中产阶级女性对自我个性的描述比率是工人阶级女性的两倍。

因此，10项陈述测验似乎揭示了社会阶层在自我概念描述上有着毋庸置疑的显著差异。为了维持这一研究结果的连贯性，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结论与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主妇角色认同维度上的基本相似性结合起来看。

关于这一部分的阐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身份认同”的衡量和对“10项陈述测试”的答案可能涉及两个不同的维度。认同是遵守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格构成一个必备而持久的方面。根据其经典的定义，认同是内化的一个主要过程，内化是“将某个规范和/或某个角色纳入自己的人格中，并认为自身有相应的义务采取相应的行动，以避免招致内疚体验”的一种情形。(16)当社会规范被人内化后，它便成为这个人的一部分，会自动显现在其行为中，而不是以疏离的方式作为一种规则外在于自我。关于自我的实际陈述（例如在10项陈述测验中获得的那些回答）可能根本不会涉及这个维度，但它们和一个心理-语言（psycho-linguistic）问题有关，即在自我概念形成上，自我和（家庭主妇）角色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第二个方面，即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讨论过不同阶级的语言风格的差异问题。这里遵循之前的阐发，并借助伯恩斯坦关于阶级和语言符码的著作，我们可以断言，一种有显性意味的语言（广义上讲，即中产阶级语言符号）是指这样一种语言，它所表达出来的话语能反应“个体的心理素质”。(17)而具有隐性意味的语言（工人阶级语言符号）则将“我们”置于“我”之上，并鼓励人们跟随大众、遵从社会规则。尽管女性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经历了关于家庭生活的社会化学习过程——认同母亲（和/或其他成年女性）作为家庭主妇角色，将“她们未来终将成为家庭主妇”的信念内化——但对于工人阶级女性来说，角色学习的语言过程便使得“我”成为角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自我与角色的区分受到了语言使用模式的抑制，该模式主导了角色学习的过程。在强调共同结构和身份认同的这种语言发挥效力的地方——比如，“所有的女性都是家庭主妇”——个性化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也越来越不可能。

第三个方面是要注意10项陈述测试回答与另一组因素之间的关联。在第4章中，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自我概念陈述中的社会阶级差异与主妇对家务态度陈述中的社会阶层差异相类似。如表7.5所示，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表7.5　对“你喜欢做家务吗？”问题的回答，以及在10项陈述测试中提及家庭主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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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明确表明，阶级区隔明显的回复风格特征（以及针对有阶级区隔的女性化家庭生活规范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导致不同阶级中人们提及家庭主妇角色表述出现差异的原因。由于10项陈述测验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因此与女性对家务满意度有关的语言和亚文化规范可能会很重要。（而另一方面，被采访者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身份认同评估则相对没有这么重要。）

以上这种对10项陈述测试回答中阶级差异的解释，与家庭角色认同中的阶级相似性完全兼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测试的回答本身不重要或没有任何意义。女性是否将自己定义为家庭主妇，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影响其行为。例如，它的重要性可能体现在教育上或职业上的选择；它可能会影响婚姻关系的本质，而且，也很可能会影响母亲抚养女儿的方式。我们发现这40名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自我观念受到高度驯化。由于以上提到的种种原因，这一发现尤为重要。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雪莉·阿彻的陈述清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将“我是一名家庭主妇”的陈述扩大泛化到后来的“我是一位很棒的家庭主妇”，而采访中的其他人也遵循这一模式：

我是一个女人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是一位妈妈

我很开心

我是一个很棒的家庭主妇

（奥利弗·布伦南，工厂工人的妻子）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准备去商店

我是一位妈妈

我是一个很棒的家庭主妇

我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是一位妻子

我是一个能干的清洁工

我是洗衣服的一把好手

我一直在工作

（珍妮特·加拉格尔，一位长途副驾驶员的妻子）

我是一个很忙碌的家庭主妇

我一直在不停工作

我不懒

我想，我是一个很棒的家庭主妇

我是一个温柔的人

我非常喜欢有风格（的时尚）

为孩子们，我全心全意，付出一切

我喜欢购物

我喜欢洗衣服

我喜欢打扫做清洁

（吉尔·达菲，砌墙工的妻子）

在这些情况下，对能力和成就的看法，与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肯定之间不能被严格区分开来。莎莉·乔丹的陈述说明了这种趋势的另一方面：

我是一个有工作的家庭主妇

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我听丈夫的话

我是一个做事勤勉认真的人

我是一名兼职工人

在家里，我是个干净整洁的人

我的孩子衣着整齐

我对金钱感到担忧

我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

这里的第一项陈述“我是一个有工作的家庭主妇”是指莎莉·乔丹在家庭以外就业（在工厂里兼职）这件事，但她没有在语言上区分家庭内部的家务工作和有酬受雇工作。（当然，它还包含了通常的假设，即认为家务劳动不是工作。）随后，第六项陈述将其具体强调为“我是一名兼职工人”，在这一陈述之后紧接着就提到了家务劳动的行为。

这些不断提到家庭内部事务的回复，意味着人们几乎没有可能突破这个怪圈：将女性纳入家庭内部身份的这样一个定义圈。这种现象的另一个迹象是完全无法思考该如何进行自我描述。对于在给定的15分钟内，完成十句以“我是……”开头的句子，有两名女性写出了如下内容：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很友好

我是一位妈妈

（比阿特丽斯·奥莱利，机器操作员的妻子）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我是一位妈妈

我是一位妻子

我是一个女人

（费丝·亚伯拉罕，一名劳动工人的妻子）

奥利弗·布伦南（参见第187页）给出的测试回答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写就。这些女人中大多没有人能够写点别的东西：有一位主妇写了一分钟，然后跟我说“我真的实在想不出别的了”。接下来的几分钟她继续盯着白纸呆看，根本无法继续写下去。另外两名主妇的举止也很相似。三人中有两人在其余的访谈中都表现得非常健谈，只有比阿特丽斯·奥莱利的10项陈述测试是在总体上不大爱说话的气氛中进行的。

通过观察20名工人阶级样本中的由6名女性组成的特定群体，可以对某些女性的自我观念中明显的家庭化倾向有一定的洞察和发现：这6名女性都是在爱尔兰出生并在那里度过童年时期的。这6人中有3人不能写更多的陈述，吉尔·达菲和珍妮特·加拉格尔，则重复了家庭内部事务的主题。这个小组中的第6人是琼·道尔，她也基本上描绘的是完全家庭化的生活图景，但她的陈述包括了两项“个性”陈述：与其他一些主妇一样，她也发现要写完10项陈述很困难。在写完前两项后，她说：“我真的想不出来了——除了‘妻子、母亲、家庭主妇’，我从未想过还能有别的身份。”

从这些爱尔兰女性在访谈中发表的一些评论中，我们看到爱尔兰女性的传统教养方式比英国出生的女性的更加重视，也更加严格地限定了女性的家庭化价值观。这些爱尔兰女性所提到的关键性因素：（1）母亲本人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由于子女众多，家用设备机械化程度低，生活便利设施不完善等因素通常导致家中有大量的家务活，而这也会促使母亲鼓励女孩子参与更多的家务劳动；（2）她们自幼起便在家务活动中充当小助手的角色；（3）爱尔兰女性非常有限的出门机会。

在这6名爱尔兰女性中，有3人于14岁时辍学。对于她们所有人来说，家庭背景上有共通之处：她们都来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并且有位家庭化程度极高的母亲。费丝·亚伯拉罕对这个主题的回忆早已在前面举例阐述过。吉尔·达菲是家中十四个孩子之一，回忆母亲时，她说道：

有些晚上，她整夜都不睡觉……当我们小的时候，她有时会整夜工作、洗衣服和熨烫衣服。我们女孩子都一起帮她，小伙子们则不会帮忙。我曾经喜欢熨烫和清洁，我曾经还喜欢对卧室进行彻底打扫……这是我的职责。

显而易见，如今，她的态度仍是如此。“我就是喜欢打扫卫生，”她在采访开始的时候这样说，“打扫房子时，我很开心，不管它有多脏，我都不介意。”或者再来看看琼·道尔对童年家庭生活的回忆。

（你喜欢做家务吗？）

好吧，我想我喜欢。我是被这样教养大的。我来自一个大家庭，自从我们长大些以来，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帮忙做点家务——除了洗衣服之外的所有家务劳动。

（如果你没有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完成家务工作，你会有什么感觉？）

有些沮丧吧。所有人都喜欢把一切做好，然后安心坐下来。我母亲的标准在某一方面也是这样的。我是被这样养大的……它就像宗教一样，深深扎根在你的一切生活中。……

（你记得小时候有帮助过母亲做家务吗？）

自从我们长到家里洗碗槽那么高时，就开始帮忙了。如果我出门去和朋友一起玩，总是会牵着一两个妹妹，照管她们。我已经习惯了。我从小就是被这样养大的。大量的假期时间中，床都被他们弄得乱成一团，地板几乎都卷起来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出门玩耍，或者去野餐，而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打扫卫生。当我工作以后，我也常回家，我的朋友们也回家，她们回家可以打扮、用卷发夹做头发造型，而我回家是去熨烫一堆衣服——主要是想“让妈妈休息一下”。

传统的爱尔兰女性生活群像在此铺展开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这些都描述了按高度性别分化来进行的劳动分工，并着重强调了女性的家庭化。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在他的研究《爱尔兰乡下人》（The Irish Countryman）中引用了一位农民的话：

如果不是有那么个女人，那农民简直活不下去，当他为某个儿子张罗儿媳妇时，他应该到一个勤奋又聪明的女人家里去看看，因为她教过女儿如何持家工作，那是必要的。(18)

在这些传统的爱尔兰社区，刻意地引导女孩进入家庭角色是其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亚历山大·汉弗莱斯（Alexander Humphreys）在《新都柏林人》（New Dubliners）中的说法，这种模式也会有延续到城市生活中的趋势。汉弗莱斯描述了都柏林家庭中的父母对孩子们成年以后的角色期待。

在对男孩的训练和教育方面考虑时，婚姻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在对女孩的训练和教育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是受欢迎的，是值得拥有的，也是她们未来可能的生活事业。(19)

强调女性家庭化的传统家庭训导，也被“视男性家庭化为反常”的这一意识形态所增强。

除了房屋周围的小修小补……家庭操持的工作就完全是妻子的职责，直到女儿长到足够年龄能帮助她……丈夫普遍对家务不屑一顾，并担心如果被人发现在家中做家务，会被耻笑为“懦夫”（molly(*)）。……一位有三个儿子但没有女儿的女人这样说：“男孩们不做家务，这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果你正巧有女儿，你将会得到帮助；如果你正好没有女儿，那就只好你自己一个人来做家务。”(20)

汉弗莱斯发现，都市夫妻比传统的农村地区的夫妻共享更多的兴趣爱好和活动。他还评论说，都市妻子的角色已同化成财务上的管理人，但这也有效地加强了性别隔离制度的效果（尽管这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会给人一种婚姻中的陪伴者的印象）。(21)

在本样本中，这6名爱尔兰女性居住的英国都市环境中，一种性别隔离的角色模式——由妻子担任家庭财务主管——便清晰地浮现出来。也可以发现，通过亲属社交网络中的不断交往和融合，女性的家庭化倾向得以维持。6名女性中有5名在英国有亲属。费丝·亚伯拉罕是这5人中的典型代表：最常来拜访她的是她两个还没结婚的妹妹，她们也住在伦敦。在周末以及每当她们不上班时，她们就会来拜访她。除此之外，“我可能还会因为某事去隔壁那位女士家，但我一般没事不会去拜访。”她这么说是指，她永远不会进入别人的家中，例如，在孩子们玩耍的间歇去喝杯茶。“别人”这里是指非亲属（non-relative），亲属总是会被提及名字。这种用语使人联想到爱尔兰语的传统用法：“朋友”即意味着“相关的”人。(22)

从本研究和他人的一些研究中得到的资料，可以一同用来表明，爱尔兰女性的传统家庭教养方式通常比英国女性的更加重视家庭生活，尽管英国工人阶级中有些女性的家庭教养方式也与此非常相似，这点可以从本样本中的一些访谈中看到。如果我们将女性的家庭化倾向放置在一个频谱图上来看的话，那么传统的爱尔兰女性教养方式就代表了频谱的一端，这里当然也包括一些家庭化程度很高的英国女性范例。而在频谱的另一端，则是一种鼓励女孩培养非家庭化能力的方式，在这里，女孩参与母亲的家务劳动不是其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部分。

在我们结束关于儿童社会化和自我概念的话题之前，应提及一些有辅助性意义的其他发现。除了揭示工人阶级女性的自我概念中家庭化程度更高，以及中产阶级女性有能力描述自己的个性特征之外，10项陈述测验还显示出另外两方面的社会阶层差异。它们分别是：（1）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在不提及家庭主妇角色的情况下，提到妻子角色和母亲角色中的一个或两个（中产阶级主妇比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总体而言会更多地提及妻子角色）；（2）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其他非家庭角色，或政治，或宗教或其他类型的隶属关系来看待自己。（表7.6给出了这些数据。）首先，第一点表明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主妇、母亲和妻子这三种家庭角色之间做出了较大的区分；而工人阶级女性更有可能将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归类到“家庭主妇” 这个大统称的角色之下。有4名中产阶级女性，在测试中提及家庭角色时仅仅提及母亲哺育的角色。


表7.6　10项陈述测验回答中提及的角色和群体，以及回答者所属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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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对10项陈述测试的所有回答中，非家庭角色陈述的发生率所占比例很低，仅占总数的4％。这与从有关女性的家庭化角色社会化的访谈中得出的资料，以及她们对家庭主妇身份的认同相结合，有力地证明了家庭生活对于在本研究样本中的40名年轻家庭主妇是多么重要。尽管这些女性已处于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但很难看到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尽职尽责会因为未来的体验或者生活方式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家庭主妇在对自我概念的陈述中所显示的社会阶层差异，表明了这两个阶级群体中的人在进行自我概念化方面的能力不一，这与她们在家庭角色认同上所表现的社会阶层诸多相似性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持久性存在是改变现状的最大阻碍。只要女性对个性和自我形象的定义仍牢牢扎根于家庭生活之基上，就很难对女性气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传统的等价关系发起彻底的挑战。

最后一项疑问则涉及身份认同对工作满意度模式是否有影响。表7.7显示了这两个因素之间可以辨别（但在统计学意义上不重要）的关系。这二者之间缺乏明确关联是可以预见的。做家务的经历（主要是不满意的经历）在家庭生活的社会化和实现家务满意度之间进行了调和；有太多其他的变量浮现出来，高度的家庭化角色认同确保了主妇的工作满意度。尽管对受雇工人而言，工作身份认同的因素很少被研究，但是现存的研究确实支持了以下结论。研究发现，在工厂工人或办公室职员中，对职业的高度认同一般是工作兴趣使然；它似乎也可以减少与工作有关的压力的产生。(23)但是，为一份工作做好准备——通过尽早地认同工作身份——似乎并不能为员工的不满问题提供万能的解决方案。

表7.7　工作满意度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程度



	 
	工作满意度


	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程度
	满意率（％）
	不满意率（％）
	总计（％）


	高
	9（43）
	12（57）
	21（100）


	中/低
	3（16）
	16（84）
	19（100）


	总计
	12（30）
	28（70）
	40（100）



x2＝3.49；d．f．＝1；p＜0.10





(*) Molly，“莫莉”，是指女性化的男性、娘娘腔的男人、懦夫等。——译注


8　婚姻与劳动分工

大多数家庭主妇是已婚女性。全国范围来看，英国对女性工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已婚女性占家庭主妇比例为92％。（另外有6％为离婚或丧偶。）(1)在我们目前文化的法律定义中，“妻子”的角色身份与无偿家庭佣工的角色捆绑交织在一起。丈夫从法律上被赋权，可以从妻子那里获得免费的家庭劳动服务，这是法院所维护的一项权利。国家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基于已婚女性是在财务上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这一前提(2)，而关于所得税的相关法规中也显示出同样的观点。例如，“妻子”意味着“家庭主妇”，因此，婚姻中没有哪一方愿意要求纳税人支付主妇持家的费用。(3)当然，这些法律上的制约限制还受到其他诸如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的影响，它们共同坚定地维护“妻子等于家庭主妇”这一观点。

在过去十年左右，许多关于婚姻的研究都明显描绘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暗淡画面。罗纳德·弗莱彻（Ronald Fletcher）的《家庭与婚姻》（The Family and Marriage，1962）、罗伯特·布拉德（Robert Blood）和唐纳德·沃尔夫（Donald Wolfe）合著的《丈夫与妻子》（Husbands and Wives，1960）是这一类研究中较早的两部作品。迈克尔·扬和彼得·威尔莫特的《对称家庭》（The Symmetrical Family，1973）是新近出版的一部研究作品。总的说来，与19世纪或20世纪初相比，这些书强调了当今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上的平等。他们非常重视法律意义上的女性解放，以及强调已婚女性在家庭以外工作的人数比例有所增加——现在已接近一半人数，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20％。相比之下，家中的劳动分工领域却较少得到关注，但是人们普遍认为，现如今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比以前更多了。

男性主导、女性主内的旧家庭生活模式正在……被一个全新的、更加对称的家庭模式所取代……我们的家庭意识形态正被悄然改写，在百万家庭中，不流血革命正在发生，却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4)

这一愿景是极具戏剧性的。当然，愿景的论点是有逻辑支撑的。人们似乎以为，男女平等的结果之一应该是男性会多参与家务劳动。衡量这些主张是否真实的唯一方法便是看事实。本章研究了从40名受访女性那里获得的有关婚姻方面的资料信息。第一部分着重于描述研究发现本身，并分析它们与前几章已经概述过的其他结论——与家庭主妇的工作方式有关的结论——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考察了女性对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的看法，这是理解婚姻角色模式的关键因素。它还探讨了对男女家庭角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社会学中关于婚姻研究的基础。这是我在第1章中讨论的普遍趋势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社会学家倾向于在目前更普遍的社会中，重申男性和女性角色的价值观，而不是与之相背。社会科学——至少在其普及版本中——在传播现代婚姻是一种平等关系的观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结论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假设，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这一论点的不足。


一　行为

（一）家庭中的劳动分工

由于访谈仅针对家庭主妇，而不是其丈夫，因此有关丈夫角色的信息均来自女性陈述。可能有人反对，认为不能依靠女性提供的信息来准确看待丈夫的家庭角色；例如，一些对家务感到不满的妻子，可能会低估丈夫在家里提供帮助的程度。迈克尔·鲁特（Michael Rutter）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仔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所提出的问题是针对特定时间内的具体家务执行的实际表现情况，这种偏见的发生概率就可以忽略不计。(5)在本次调查中，有关婚姻的一系列问题均遵循这一原则。

依据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活动的程度来进行评估，将其分为“高”“中”和“低”三组。评估使用的标准是丈夫在其中所花费的时间和承担的职责份额。就像本研究中使用的其他评级一样，这些评估都是相对的。在40名女性的丈夫中，参与程度评级为“高”的丈夫，相对于被评为“中”等的丈夫，仅仅是指在家务和育儿方面他们做得更多。这些评估是在男性间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其与衡量“高”“中”“低”参与程度的任何绝对标准进行比较。评估中得出的数据见表8.1和8.2。


表8.1　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程度和所属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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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11.233；d．f．＝2；p＜0.01


表8.2　丈夫参与育儿活动的程度和所属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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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5.155；d．f．＝2；p＜0.10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

（1）只有少数丈夫才会提供主张平等的现代婚姻中所暗示的那种帮助。高度参与家务劳动的丈夫只有15％，育儿活动上为25％。

（2）丈夫的参与程度是有阶级差异的。

（3）与参与家务劳动相比，男性参与育儿活动的倾向更明显。

杰里米·阿巴特是这些少数丈夫之一，他的妻子称他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活动是相当多的（在表中也被评估为“高”）。他最近开始经营自己的业务，出售加工好的罐装食品；他的妻子在生孩子之前曾经是根据录音打字的文字记录员。她说：

我为他的工作提供帮助——打字、计算账目之类的事情，他也给我帮忙。他是一位好厨师，而且他认为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回家做顿晚餐并不算什么。他上周做了三顿饭。或者如果他回家时发现我正拿着吸尘器在一个房间里做清洁，他便会帮我打扫另一间。他定期会擦拭窗户、倒垃圾和洗碗。他帮我完成家务劳动，因为他喜欢晚上我们能够一起坐下来。他也熨烫自己的衣服和裤子。

当他在家时，我们会一起照顾婴儿。他晚上给孩子洗澡。我给孩子穿衣服，然后他给喂牛奶，并照顾孩子睡觉。

（他曾经更换过肮脏的尿布吗？）

他不介意换脏尿布——他从不拒绝这样做。周末早上总是他哄孩子起床，我可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这种描述给人一种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的印象。没有严格规定谁应该做什么，这就是该家庭完成家庭任务的行为模式。相比之下，埃莉诺·德里斯科尔描绘的她丈夫的行为方式，则是一成不变地与之严格区分的（他的家庭生活参与程度在两个模块也都被评级为“低”）。她说他从不做家务、购物或做饭。她补充说：

他曾经是一名厨师长，有一次他曾在星期六做晚饭。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令人讨厌，他不喜欢女人的地位在他之上。他说：“我是一个工作的人，我下班回家，很累。”

在德里斯科尔家中，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好，当拉里·德里斯科尔每天晚上6：20回家时，热水必须要准备好。关于他是否帮忙洗碗的问题招致了她的嘲讽：“你是在开玩笑吗？！”至于他与孩子的关系（他有前妻生的两个孩子，分别为12岁和14岁，还有两个他们自己的孩子，分别为2岁和3岁）埃莉诺·德里斯科尔说：

他不会照顾他的孩子们。他爱孩子——他认为他们就是一切……但是他不会照顾他们……有一天我想去参加一个葬礼，他不让我去。他说：“我可不会照看孩子。”如果我想去某个地方，长女玛丽也必须跟我去那里。我是说他之所以不会只是坐在家、照顾他们，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他那种典型的态度——你得待在那里照顾他们。他有时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但是如果我要求他去做这件事，他就不会去做——他这点就像他的父亲——“还要让女人来命令我做什么吗?！” 他从不带孩子们出去，他也从未换过尿布。他和他们一起玩耍，但这取决于他的心情。不能是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认为吧，他对孩子很好。他确实认为他们就是一切。

最后的一句点评，似乎与埃莉诺·德里斯科尔之前的抱怨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还描绘出了一个与孩子一起玩耍的“好”父亲的形象，只不过很少承担家庭日常照顾孩子的责任罢了。

拉里·德里斯科尔在家庭生活上的行为似乎是遵循了公认的工人阶级传统。一半的工人阶级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的参与程度都很低。做家务方面的社会阶层的差异，大于照看孩子方面，这表明男性偏爱参与育儿工作，而不是承担更多的洗碗、采购、做饭、洗衣服或打扫卫生的家务责任。实际上，在这40名丈夫中，有15人在这两个维度的参与程度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根据男性参与育儿活动的程度高低来预测其在家务劳动上的参与程度，反之亦然。

罗伯特·贝文，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小办公室的经理，他的个案尤其清楚地说明了在这两个模块上男性参与的重要差异。除了前妻所生的一个16岁的儿子，他还有两个分别为6岁和2岁的小男孩。罗伯特·贝文为这些孩子们付出了很多，而且他和妻子都认为本应该这样做。他经常早晨照顾两岁的儿子起床，给他穿衣服，在家时监督孩子玩耍，晚上也一并照顾两个孩子上床睡觉。当他的妻子在采访中被问到有关育儿的问题时，罗伯特·贝文碰巧还进入了房间，待了几分钟。他来问2岁的孩子是否想去上厕所。孩子说“是”，于是便被父亲带去洗手间，过会儿父亲回来了，报告说没有进展。他还说“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然后便开始自言自语说训练这个孩子如厕是多么地难。他看上去并没有过度地关注这个话题，只是会以一种我们这个社会中只有母亲才有的情感介入这一话题。

与这种充分参与育儿的情况相反的，是丈夫不愿意分担家务。他的妻子说他“只是做些小事”，这后来被证实是在主餐后清理下桌子，并在一天中时不时地沏一壶茶（他下班回家吃午饭）。他不打扫，不购物，不洗衣，不洗碗。他在育儿上得分很高，而在参加家务劳动方面的程度则很低。

表8.1和表8.2给出的数据显示，此样本中，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程度总体上要低于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原因之一可能是所使用的采访问题类型不同。这一领域所涉细微，使用有效的方法至关重要。例如，约翰·纽森和伊丽莎白·纽森在他们以诺丁汉地区的4岁儿童为样本的研究中发现，有51％的父亲在参与育儿方面表现得很好，9％的父亲参与程度很低。(6)（这些数字可以与本样本中的25％和45％的数据相比较）纽森并没有说明对丈夫参与程度进行评估的依据是什么（尽管从访谈问题列表中可以明显看出，评估是在访谈进行时由采谈的人做出的）。他所提出的也都是非常笼统的问题，例如，“你的丈夫会做多少？”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主妇就父亲的角色而谈论的主观感受和看法，但它们不太可能准确地反馈出父亲在参与育儿方面付出的精力与时间的完整份额和比例。但是，纽森确实发现，中产阶级父亲比工人阶级父亲会更多地参与进来。这与当前的一些发现基本保持一致。(7)

很难找到可做比较的家务劳动参与方面的数据。汉娜·加夫隆在《被缚的妻子》中，根据从98位伦敦家庭主妇那儿获得的访谈信息，得出的结论是，有21％的中产阶级夫妇，和54％的工人阶级夫妇“分担家务劳动”。(8)同样，我们必须注意她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加夫隆对这一话题只提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丈夫在做家务方面有提供过帮助吗？（a）如果有，他会（would）做以下哪项：（1）清洁，（2）洗衣，（3）熨烫，（4）洗碗，（5）购物；（b）如果没有，为什么会这样？”(9)这不是关于丈夫实际上会做什么家务的问题，而是关于他们可能准备要做什么的问题。

布拉德和沃尔夫在其对美国家庭的研究著作《丈夫与妻子》中表明，“高收入”丈夫在家庭内部做的家务要比“低收入”丈夫少。(10)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它还指出决定男性家务劳动参与程度的因素至少有两类：职业或工作模式，以及对性别角色的看法。如果丈夫的工作要求很高且很耗时，那么即使主观上愿意，他也不可能在做家务上帮很多忙。（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问问男人，如果他真想与妻子分担育儿和做家务的责任，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在目前本样本的40名丈夫中，那些中产阶级群体中从事管理类工作的丈夫（高收入）做家务确实偏少（但基本上也没有几个人属于这一类），詹姆斯·霍利斯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从他妻子的描述中得知，他是一名“财务经理”，受过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培训，他的工作是要对众多公司的财务方面负责。当被问及丈夫的工作时间是怎样安排时，安吉拉·霍利斯特这样说：

嗯，通常是朝八晚六，但是有时会有所不同。有时候是到午夜或更晚（如果他必须招待客户的话）。他每周有一到两次是这样。而且他还经常出差，经常一去就是好几天不回家。

詹姆斯·霍利斯特有时星期六也工作，有时周末也可能不在家。他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的程度很低。

他没有定期做任何家务事，但偶尔他也会做一些。好吧，理论上他会愿意去做的：只是在实践中，他通常什么都不做。但他不是会说“这是你的工作，继续干你的吧” 那种人。

（二）一般婚姻

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领域。其他领域也有可能影响家庭主妇对其工作的定义和满意度。决策制定、财务安排、休闲活动类型，和社会关系模式等，这些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家庭主妇的家务工作状况。她作为家务劳动者的自主性也很容易因为婚姻关系而被削弱、淡化。

根据是“分离”还是“联合”的角色关系的一般性区分，是将婚姻中夫妻间的角色关系概念化的一种方法。伊丽莎白·博特，在她对20户伦敦家庭进行研究时，率先提出并明晰了这些概念。(11)在她研究的家庭样本中，她发现了两种婚姻类型，一种是在工人阶级夫妇中更为典型的夫妻关系，她称其为“分离的夫妻角色关系”，反之，另一种关系则在中产阶级夫妻中更为典型，她称其为“联合的夫妻角色关系”。在前一种中，丈夫和妻子具有明确界定和区分的角色定位。他们的劳动分工是将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分开；夫妻之间有不同的休闲兴趣和活动。而另一方面，在联合型夫妻关系中，对任务的区分度很小。兴趣爱好、活动和决策也很可能是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和决定的。

由于本研究中的劳动分工是单独评估的，因此我们对休闲活动和决策这两个婚姻关系领域进行了二次区分。(12)采访中会问女性有关家庭和孩子方面的财务开支与其他决策等问题，也会问她们和丈夫在晚上和周末做什么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揭示了分离型夫妻关系和联合型夫妻关系之间的区别，这也描述了婚姻关系中的一个显要维度。共享某个家庭领域的丈夫和妻子，在另一领域中也会如此；当其倾向分离时，也同样具有这种对称性。我们来看一些样本中的例子，可以使这些概念论点的骨骼框架，化为生动具体的肉身形象。

伊丽莎白·古尔德和大卫·古尔德的婚姻角色关系是联合型的。他们住在私人住宅区中一间新的三居室房子里，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大卫·古尔德是一名零售药剂师，经营着自己的药店。伊丽莎白被问到他们晚上做什么，以及她是否曾经独自出门时，她这样回复：

我从来没有独自外出。我们一起做每一件事。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共同的，比如，他的妹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有相同的社交圈。我们每周至少外出一次，有时是两次，会去俱乐部，见朋友，看电影或外出吃顿饭什么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和结婚前做的一样。

关于经济方面：

他给我家务补贴。金额并不总是相同。如果因为我买了条新裙子或其他什么东西而花光了所有的持家钱，他会给我更多的。他在这一方面，并不吝啬。

（谁来决定给你多少钱？）

他过去只是给我一些钱，我会问我嫂子：“你觉得够了吗？”然后我哥哥便说：“那就是我要给希拉里的数额。”

（你有没有与持家费用分开的个人私房钱？）

没有。我的银行账户中没有一点钱！我们有一个联名账户。

（拥有属于自己的钱，对你来说重要吗？）

我真的不需要它。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缺钱。

决定要孩子的计划也是他们两人共同决定的。他们的房子以联名的形式共同持有，也是他们一起选择的。当伊丽莎白·古尔德被问到想要给家里添置什么新东西会怎么办时，她说：“我会问他，我们是否需要它。”伊丽莎白·古尔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夫妻关系中的联合氛围。

玛丽莲·桑顿对其婚姻关系的描述传达出一种与以上描述截然不同的分离气氛。比尔·桑顿是一名砌墙工，他的妻子会兼职打扫办公室。他们有三个分别为九岁、七岁和五岁的孩子，以及一对18个月大的双胞胎。

（晚上你们做些什么？）

他去酒吧。我在周四晚上去我妈妈家——有时我可能在周六或周日晚上和他一起去酒吧。

（周末你们做些什么？）

他早上去踢足球，下午和晚上去酒吧。我真希望他能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待在家里。他晚上去酒吧，我根本不会太在意。

（你有家用补贴吗？）

他给了我大部分的工资——他也留了一些。我不知道多少，但他通常在这方面都还好。如果他一周工作挣得多，他会拿出来一些，然后跟我说，“你这周可以多用个5英镑”。但我觉得，为车加油和喝酒，他至少为自己留了15英镑。

（谁付家用账单？）

我有很多钱可以付款和购物。我付一切费用。我丈夫根本不付家里的费用。我必须自己付。他只是不想这样做。但是我很介意，有时我们会因此大吵一架，然后他会对我说：“我真不知道你的钱都是怎么花掉的”。但是，只要我回他说：“好吧，你有钱，那你就付我持家钱吧。”他根本不想知道要用多少钱。他们意识不到家庭开支是多少——如今日常买个东西要花多少钱之类。我付房租，付水电费，交保险费，还贷款，还有我丈夫的印花税。我省钱是为了交税。我有一个银行账户，而他没有。

（是谁决定住在这里的？）

我决定的。我只是回去告诉他，我找了个房子。

（如果你想给家里添置点新东西？）

我可能会先跟他提一下，但我会按自己的方式去买，然后就买下了。

在这场婚姻中，财务管理是妻子角色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这种模式在工人阶级婚姻中居多，20对夫妻，有13对如此。典型的做法是，丈夫将大部分的工资交给妻子，给自己留点“零花钱”。这种情况不一定会令人满意，也有可能会招致妻子的深切憎恨：例如，吉尔·达菲的丈夫，最近找了份夜班工作，在一家酒吧乐队中当鼓手。

担心账单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他一直在打鼓，这对我来说是个麻烦，因为他没有赚钱，反而是在花钱。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酒水上。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好处。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但他在自己身上也花了很多钱。然后，他还会说：“你拿那笔钱做了什么？有什么证明吗？”男人总是不明白。

这种苦涩的感受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吉尔·达菲的经济责任已经扩大到要支付丈夫的驾车罚款，她这两年内付的罚款共计114英镑。

有时，妻子不知道丈夫的收入；实际上，20名工人阶级女性中有5名不知道丈夫工资的确切数字。“好”丈夫，在主妇眼里，一般是指那些定期上交工资的人，并且他们不会将自己赚到的全部“额外”收入纳入私囊。

这些家庭的资金管理远非“共享”或“联合”范式，而是牢固地钉在妻子角色的组成部分中，因此可以被认为具有分离的迹象。在中产阶级婚姻中，“好丈夫”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他将迅速、毫无怨言地支付所有家庭账单，但愿意就财务方面的任何问题与妻子讨论。中产阶级女性中只有两人担任着家中的财务管家。薇拉·朗德尔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她在结婚前是名财务簿记员，而且她能从平衡家庭账簿中获得满足感。朱丽叶·沃伦说自己负责管钱，“仅仅是因为汤姆在这方面没有头脑”。

在本样本中，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女性的婚姻更倾向于联合型，而在工人阶级女性群体中，分离型婚姻关系最常见。这些数字于表8.3中列出。

表8.3　社会阶层与婚姻角色关系中的分离/联合



	 
	社会阶层


	婚姻角色关系
	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
	总计（％）


	分离
	15（75）
	2（10）
	17（43）


	联合
	5（25）
	18（90）
	23（58）


	总计
	20（100）
	20（100）
	40（100）



x2＝17.294；d．f．＝1；p＜0.001

博特发现的婚姻角色关系中的这些社会阶层差异，在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对家庭生活的研究中也都有发现。(13)

在博特最初定义的分离和联合概念中，这些维度也会被延伸应用到一般的婚姻关系上。也就是说，家庭中明显的劳动分工被认为是与决策和休闲活动的分离模式相伴随的，而联合，要是存在的话，也是一个很泛化的维度。在对本调查材料的分析中所使用的两种不同方法（一方面是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休闲活动和决策的分离/联合）创造了一个检验“分离/联合始终一致”这一假设的机会。

研究结果（如表8.4所示）显示，在家务劳动方面有11个案例，在育儿上有15个案例，都证明这一假设不成立。换句话来说，在休闲活动和决策方面联合的婚姻，不一定意味着丈夫在做家务和育儿方面会提供大量帮助。相反，在分离型婚姻中，丈夫却也可能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参与家庭生活中来。这是一个有趣且至关重要的发现。它强调必须要考虑涉及婚姻平等主张的家庭任务的领域。现代婚姻的特征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相互性”，但是家庭任务层面的不平等不会自动消除。它仍然存在；仍然存在着两种婚姻：“他的”和“她的”。(14)在目前的样本中，不仅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家务/育儿等家庭生活之外的夫妻共享氛围会给人一种他们在家庭内部也会共同承担家务的错误印象。


表8.4　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的参与程度，以及婚姻角色关系*的分离/联合

[image: ]


家务劳动参与程度与分离/联合之间的关联度（考虑到给定的边际总数能允许的最大可能的一致）为0.35；参与育儿的程度和分离/联合之间的关联度（考虑到给定的边际总数所允许的最大可能的一致）为0.23。

* 由决策和休闲活动评估得出。

实际上，丈夫参与家务的程度在分离型和联合型的婚姻关系中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此种差异，在大多情况下，又的确会影响夫妻在婚姻中的角色关系。(15)在这些婚姻案例中，存在着巨大分歧，一方面表现出的是共同决策和共同休闲活动上的联合性，而另一方面，夫妻在家庭角色方面却又明显分离。这里典型的个案是朗德尔夫妇。

菲利普·朗德尔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前财务簿记员薇拉·朗德尔现在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和他们的两个6岁和2岁的孩子。丈夫和妻子都是虔诚积极的基督徒，在从中部地区迁居之前，他们一起打理着一家教堂的青少年俱乐部。星期天，他们总是去教堂：在一周中，他们总是有一个晚上会一起出去，比如，去见朋友或者去看电影。不然，他们会在家看电视。家里的所有财务事务均由维拉负责。他们共同决定其他事项：住在哪里，添置哪些家庭用品，给孩子们起什么名字。儿童养育和纪律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共同商量：“我们认为，在不解释为何的情况下，不应该告诉孩子不要去做什么事。”但是就家务活而言，菲利普·朗德尔是完全不参与的。他在星期天会帮忙洗碗，而且“他可能会在不满抗议中去取一条面包”，这已经是他能做和打算做的一切了。当她星期六外出购物时，他会“盯着”孩子们，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照看孩子完全属于她的职责范围。尽管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婚姻中的夫妻双方在情感和心理上都彼此非常亲密，她却实际上描述了一种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角色严格分离的模式。

伊丽莎白·博特评估分离/联合角色关系的方法——基于劳动分工、决策和休闲三个方面——当然不会揭示朗德尔婚姻中所阐明的那种差异。在对她样本中的20段婚姻的讨论中，博特暗示：夫妻之间在家庭事务和育儿工作中的共享或分离，与他们在决策和活动休闲领域中的共享与否，是一致的。她没有回答可能存在的差异问题。(16)其他研究人员也批评了博特的这一观点，即分离/联合能衡量婚姻的质量，这种观点其实是片面的。芭芭拉·哈雷尔-邦德（Barbara Harrell-Bond）在对牛津地区85段婚姻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分离/联合的模式在四个方面——家务、育儿、休闲活动和财务管理——存在很大差异。在她看来，这表明了带入婚姻中的对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不同期望在发挥着重要作用。(17)詹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分析富余的工厂工人的数据后得出结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人们对联合的单一维度极为怀疑，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群体中是这样。”(18)对一个问题给出“联合”答案的夫妇，不太可能在另一个问题上给出同样“联合”答案。D．M．托米在对肯特地区工人阶级夫妇样本的研究中也发现，关于家庭任务执行问题的答案与关于决策和社会交往问题的答案之间也同样缺乏相关性(19)。

博特的研究与其他人的研究发现之间存在矛盾的可能解释在于劳动分工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指实际行为呢，还是指已婚夫妇对每个人在家里应当做什么所采取的一般态度呢？这可以再回到早先已论证过的观点上：关于谁执行哪些任务以及执行频率的确切问题，可能会因为提问方式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答案，比如，上述这些问题可能因为措辞而表达成丈夫或妻子也许会做什么或可能准备做什么 。一对认为婚姻是平等的伴侣，并且在休闲和决策方面彼此非常接近的夫妇，更有可能会说男人在家里会做（would）任何事情。这样的回答也完全符合“伴侣关系”的理想。正如D．M．托米，对他自己收集的数据也谨慎地表示有些怀疑。

有可能，在夫妻角色关系的联合这一问题上，尤为重要的是每个配偶对婚姻关系的总体态度以及他们彼此间的相互性。这些相互性很可能通过共享的社会交往、共同决策和强调分享家中任务的总体态度而表达出来。(20)

这几乎等同于一个双重思考的过程。夫妻双方都愿意相信男人在家庭方面的付出比他们实际上做得更多。在任何情况下，总体态度和实际上完成家庭任务之间都可能会存在差距。伊丽莎白·博特的研究似乎更加强调社会规范性的家庭要素——男人会或应该准备做什么。(21)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她自己的结论，即分离/联合是婚姻的基本尺度。在这一家庭领域，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区别，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现代婚姻中关于夫妻平等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乎态度平等，更关乎使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行为变化。例如，必须从女性通常在婚姻中的角色功能的背景下来看待在家庭以外已婚女性就业人数增长的重要性；如果丈夫实际上没有与妻子平等地分担家务，那么发生的一切就是，除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女性还要兼顾新获得的工作角色——从业者。在本研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丈夫正以“平等”一词所暗示的参与程度投入家庭生活。婚姻中的劳动分工模式与其他领域之间缺乏一致性，这表明实质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家庭压迫被隐藏在所谓“平等主义”的婚姻关系背后。

（三）联系

在我们继续详细讨论婚姻中家庭角色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之前，必须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迄今为止样本中出现的关于婚姻的数据真实可信与否。丈夫在家里的行为或家庭主妇的婚姻类型，是否与她对家务的态度或满意度有关呢？

目前来说，就家务满意度而言，婚姻类型几乎与此未显示关联。分离/联合的婚姻关系对工作满意度模式的影响也并不显著。(23)在丈夫大量参与家务劳动或育儿的家庭中，主妇的工作满意度也并没有相应提高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与其他方面的满意度的确有一些关联。比如，在丈夫家务参与程度为中或高的家庭中的女性，对婚姻的满意度(24)更高；在丈夫提供帮助的16名女性中，有15名（94％）对婚姻感到满意；而家务参与程度为低的24名丈夫，其妻子对婚姻感到满意的人数为12名（50％）（p＜0.005）。

如前所述，不能仅仅因为对操持家务不满的女性可能会将其丈夫的家务参与程度评估过低，而对操持家务感到满意的女性会对丈夫的家务参与程度评价可能稍高，而忽视此一发现。而且，本研究重点关注劳动分工上的具体实际问题，更使得前种假设极不可能成为原因。而另一种解释：女性对丈夫的帮助程度感到满意（或不满意）实际上是婚姻满意（或不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被女性在采访中所做的评论所证实。女性对丈夫参与家庭生活的看法与她对婚姻质量的看法密切相关。

（你的丈夫偶尔或定期帮忙做家务吗？）

现在没有，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以前我上班时，他做家务。我也和他这么说了：“我们俩都在工作，所以我们都要做家务。”他曾经饭前也会洗菜，给房间做做除尘……但是现在他基本不碰这些了。这是他的态度，他认为我在家就是要做这些……有时候这让我有点恼怒。但是他会说：“好吧，我要去上班了，你在工作上可也没帮过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事实。

（你想让他帮忙做家务吗？）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我希望他主动提出要来帮忙，而且我很可能会拒绝，但这只是我的想法……（警察的妻子）

（你丈夫帮忙做家务吗？）

哦，不，不。从来都不！他不会伸手做一丁点事……我们对此发生过很多争执。我认为无须要求，他自己就应该做些事。我姐夫就很好。他给孩子们洗澡，为她做任何事情，他还负责带孩子上床睡觉。（长途副驾驶员的妻子）

当家庭主妇珍妮特·加拉格尔有了第四个孩子时，她的丈夫非常讨厌照顾他们的前三个孩子，更不用说做家务了，所以她只好让住在伦敦另外一个区的姐姐过来照顾孩子，姐姐也带来了自己的五个孩子。

家庭主妇对丈夫不参与家庭生活的愤懑是很普遍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偏家庭化的丈夫是很受褒扬的。为了了解家庭主妇关于两性平等的看法，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目前在这个国家，存在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对待女性的情况吗？”工具制造商的妻子、曾做过秘书的海伦·克莱恩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以下具体的回答。

我想，因为我自身处境如此，我不觉得任何其他女人的状况会更糟……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认为她丈夫很鄙夷地对待她：他一点都不像彼得，他不会在家里帮任何忙。当我们都在做家务时，我从彼得那里得到的帮助，和她从她丈夫那儿得到的帮助是无法比较的。我想，如果我过得比别人糟糕，我会为争取平等和更好的未来而摇旗呐喊。

对于海伦·克莱恩而言，可以从丈夫那里得到帮助是他们婚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回答有关女性解放运动的问题时，她再次提到了这个话题：

（你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吗？）

是的，听说过。但恐怕我没太在意。就我而言，它们都有些荒谬。如果丈夫和妻子不能就自己的家庭状况达成共识——因为这就是它们所预设的前提——不给丈夫做饭吃，把孩子丢给他看管，我认为这很可笑。但是，后来我想，如果我丈夫会表现得有所不同，我可能会变得更坚强……

毫不奇怪，男人在家务方面提供帮助的重要性也影响到女性对丈夫在育儿方面表现的感受。丈夫参与家务劳动的程度呈高或中的16名女性中有14名（88％）对丈夫在育儿上的表现感到满意。(25)而在丈夫参与家务劳动较低一组的女性中，这一结果为13∶24（54％）（p＜0.05）。这一发现引起人们对拉波波特所称的“超负荷”问题的关注。(26)作为一个母亲同时又是家庭主妇的女性，在缺乏家务援手的情况下，很难享受到育儿乐趣：孩子变成了家庭主妇身份裹挟下的母亲角色的一个挫败感来源。有意愿做家务的丈夫减轻了女性的家庭负担，并为她们采取更加放松的方式来进行育儿工作铺平了道路。(27)

第三种联系是将女性的婚姻类型与她的总体满意度联系起来，即她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28)分离型和联合型夫妻关系中的家庭主妇对生活的满意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分离型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中，17人有13人（77％）对总体生活不满意，而在联合型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中，23人中只有7人（30％）对此感到不满（p＜0.005）。对于那些以共同的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婚姻中的女性而言，由此获得的情感回报可能有助于抵消她们对家庭主妇生活的不满。他职业生涯中的成就，弥补了她为家庭主妇这一角色所做的牺牲。此外，尽管家庭主妇仍然是为家庭提供服务，但是这种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们自身的主动选择，她们为营造一段平等的婚姻关系甘心付出。相反，分离型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则缺少这种心理补偿，因而，她们会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与他人（而非配偶）建立密切联系上。在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中，家庭主妇团体的存在为这类女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在旧的社区生活模式被打破的情况下，这一支柱也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很容易看出不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一个最终的关联可以从较早的关联中推导出来。如果联合型婚姻中的男性的家庭化程度较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家庭化程度会高吗？在表8.5中，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与她们婚姻是分离/联合型的关系，指向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联合型婚姻中，女性的家庭化程度更高。

指出这种关联是有意义的。在丈夫在外受雇且妻子的主要职业是母亲的联合婚姻中，女性参与家庭生活的程度高，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这在丈夫的工作特别耗时且要求严苛的婚姻中，尤其如此。J．M．帕尔斯和R．E．帕尔斯在其研究专著《经理人及其妻子》（Managers and Their Wives）中，描述了在许多婚姻中，夫妻共享决策和社会关系，然而同时在家庭任务区域保持分离。

对于本研究中的女性而言……妻子的角色和持家者的角色极为重要……而评估不同角色问题得出的一个显著结论是，它们对职业女性或有职场规划的女性来说，则相对不重要。(29)

法尔指出，如果妻子不能发挥其在家庭生活中的支持作用，那丈夫可能会在工业化管理要求严苛的世界中遇到阻碍。在这里，女性的家庭化是必要条件。

表8.5　婚姻角色关系中的分离/联合，以及家庭主妇对其角色身份的认同程度



	 
	婚姻角色关


	系身份认同程度
	分离（％）
	联合（％）
	总计（％）


	高
	7（33）
	14（67）
	21（100）


	中/低
	10（53）
	9（47）
	19（100）


	总计
	17（43）
	23（58）
	40（100）



显著性水平为5％

丈夫在职场中的投入程度，会给家庭中的角色组织形式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也会被用来促使女性对家庭主妇身份产生认同：在主妇儿童时期就被确立的这种身份认同进一步被强化而不是削弱。尽管法尔谈论的是中产阶级婚姻，但这一观察结果也同样适用于工人阶级联合型的婚姻，其中丈夫的工作也同样要求严苛。（表8.5中显示，在高度联合型婚姻的14人中有5人来自工人阶级。）此类工作普遍要求长时间工作。确实，此种情况下的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其丈夫因工作出勤而每天不在家的情况要比整个工人阶级群体中的平均值更高。


二　观念和态度

在本节中，我将讨论两组不同的人对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看法。我样本中的女性组成第一组。第二组由许多研究婚姻角色模式的社会学研究人员组成。这种结合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其背后的基本逻辑仅仅是，这些主妇对家庭中男女“合适”行为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婚姻中家庭角色的行为模式；但是记录这种行为的研究人员的观点也常常被类似的评估所浸染和影响。在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中，主观因素也参与其中，共同验证了那些已得出的结论。

（一）家庭主妇

我从家庭主妇自身开始。正如上一节所观察到的，在相当多的婚姻中，平等主义的婚姻气氛并没有延伸到丈夫参与做家务和育儿上。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通过工作或职业在男性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来进行解释。但是，40名女性中大多数人提到了家庭不平等的另一个根源。即使男人有个人偏好想更高程度地参与家庭事务，也可能会因为坚信“丈夫的位置不在家中”——这里戏仿一句老古话——这种观念而不能真正实现其目标。同样，女性可能主观上想少做点家务事，但她必须面对认为女性“属于”家务和育儿领域的社会规范的压力。

以下有两个问题对组织婚姻行为的性别角色规范的认识会有启发意义。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丈夫是否（或曾经）为宝宝换脏尿布？”，这是一个故意想引起挑衅的问题。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旨在希望可以“了解”父亲在育儿中的角色界限。(30)答案也表明，它确实具有这种作用。以下是三个典型答复。

没有！他绝对拒绝。他会说：“不，谢谢，再见，我要出门了！”如果我正在换尿布，他会立刻冲出房间，那会让他感到恶心。他认为这是我的职责。（零售药剂师的妻子）

他可能会在不情愿中这样做，但我认为，他会倾向于认为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广播节目制作人的妻子）

“你在开玩笑么！”他说，“我才不会做那个——这是女人的工作。”（商店经理的妻子）

前两个答案来自根据其丈夫的工作被评定为中产阶级的女性；第三个则来自工人阶级的女性。在换孩子尿布这件事上，他们的参与与否，与社会阶层关系不大，如表8.6所示。

表8.6　按社会阶层划分的对“你丈夫是否（曾经）帮孩子换脏尿布？”的回答



	 
	对问题的回答


	社会阶层
	否/偶尔/不情愿做（％）
	是（％）
	总计（％）


	工人阶级
	17（85）
	3（15）
	20（100）


	中产阶级
	13（65）
	7（35）
	20（100）


	总计
	30（75）
	10（25）
	40（100）



x2＝2.133；d．f．＝1；p＜0.20

打算更换孩子脏尿布的中产阶级丈夫会比工人阶级的丈夫略多。和对其他有关问题的回答形成参照，这些答案就会构成“好父亲”的形象。抚养孩子的身体方面是母亲的责任。父亲在那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正如一位女士所说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他和他们一起玩，然后也带他们出去散步。”人们只是期望父亲会在周末偶尔将孩子从母亲的照料中接管过来，对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总体上关心下，并且能在疾病或其他婴儿出生的紧急时期接管照料孩子的任务。抚养子女的辛苦/不愉快的方面与“令人愉快的”方面之间的鲜明区别，被警察的妻子清晰地描述出来。

（你丈夫更换婴儿的脏尿布吗？）

我在特别忙的时候要求他换过几次，但他并不太热心……他只是喜欢和他一起玩——他不喜欢做任何涉及体力劳动的工作。

有一个丈夫拒绝给孩子换尿布，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另一个拒绝换尿布的父亲，说是因为孩子是男孩（他的妻子说“他害怕弄坏某些东西”）。害怕通常也被人们拿来当作不给婴儿洗澡或喂食，以及抱孩子不会超过几分钟的理由。推婴儿车是另一个细致入微的问题。(31)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父亲和母亲推婴儿车一样多。与这一事实恰恰相反，有一些父亲仍在推卸责任。

我不会让他带孩子出去的——除非等孩子们长到两三岁，我才不会介意。我不想让他推婴儿车——他也不会推婴儿车，哦，天哪！（砌墙工的妻子）

甚至道恩·阿巴特也在对推婴儿车这件事上遭到了她丈夫的反对，而他在其他家务方面是高度参与的。

现在他不会把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他会抱他的，他跟我说，等到孩子能坐在折叠式推车里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告诉我原因。

第二个问女性的问题是，她们对在角色互换的婚姻中关于性别角色的观念看法：“你如何看待一段婚姻中，妻子外出工作而丈夫留在家中育儿？”这一问题的答案表明，她们普遍坚定地认为女人的家庭化倾向是“自然的”，并会相应地认为男人的家庭化倾向则是“不自然的”。40名女性中有30人反对婚姻中出现的这种角色互换，她们认为这违背了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剩下的10个人说，这种婚姻是否适合则取决于这对夫妻自身的意愿；没有一个女人欣然同意这种安排。）工厂工人的妻子奥利弗·布伦南和新闻工作者的妻子维拉·朗德尔的答复具有典型性。

（角色互换的婚姻？）

哦，这太荒谬了——照顾孩子并做家务是女人的分内事。这不符合我对男人的看法。我认为男人应该出去工作，而女人应该照顾家庭。

我不同意让男人做家务——我不认为这是男人的工作……我当然也不希望看到我的丈夫在打扫房间。我认为，男人待在家里一点都没有男子汉气概。我喜欢男人就像个男人样。

“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便是个“怕老婆”的男人。

我认为男人也应该尽其所能分担家务，我认为他们应该帮忙。

（角色互换的婚姻？）

哦，不，我没想过，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我会说他一定是个怕老婆的人。他们应该提供家务帮助，但不是全面接管家务。（清洁工的妻子）

我不希望看到男人怕老婆——包揽所有的家务活——永远都看到他在除尘、擦拭、洗碗和做所有家务。但是，时不时地来帮忙做家务，是很好的。（仓库工头的妻子）

然而，关于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指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

我不介意他们（丈夫）尽自己的本分帮忙做家务，但不要求他们做太多。他们应该帮忙——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做。就像好比有一个家伙，在周日出门的时候，身上还穿着一件围裙——我不喜欢那样，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广而告之，这很假，显得不诚心。（砌墙工的妻子）

这似乎也是对同性恋的隐晦指涉。其他女性则使用“女性化”或“娘娘腔”这些词，或者在爱尔兰女性那里，她们则使用“莫莉”(*)一词。

与真正的男人形象相对立的便是真正的妻子的形象，这在埃莉诺·德里斯科尔在对丈夫前段婚姻所做的评论中得到描述。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典型的妻子——她是一位真正的妻子——她会将他的拖鞋摆放在门口，手里还恭敬地端着一杯茶。我有时会很烦恼，我想我为什么要和她比呢？他没有说过，她这样，她那样，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典型的好妻子。他常常希望我也……我的意思是，我想，噢该死，见鬼，我们又不活在希特勒的统治下。

他就像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几乎为他父亲的生活消除一切后顾之忧。她要走上好几英里才能把他的酒水背回家，服侍他脱鞋。在他没有回家之前没有人敢动筷子。

真正的妻子是“典型的”和“好的”妻子。她得是一位服从型的女性，致力于满足丈夫的各种需求。这些刻板印象非常具有影响力。甚至对角色互换问题最初反应较为开明的女性，后来也清楚地表明，她们也会对此问题做出预先判断。一位大学毕业生这样说：

我觉得还好，如果那是他（丈夫）想要的生活。但我认为他会在某些时候问人们是否认为他这样做很奇怪。我不会这么认为——好吧，我想我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这么想的。我不会质疑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但我认为，这会让他的生活痛苦不堪，因为人们都会认为他很另类……

一些女性给出了更为具体的为什么男人不能接管家庭主妇角色的理由。最常见的原因（据说）是女人在家庭生活照料方面效率更高，和女人无法赚到与男人一样多的薪水。这两者都是坚不可摧的障碍壁垒。没有人认为，男人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无能，可能是做家务经验不足的结果，也没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与女性共同努力改变状况来弥补财务上的不平等问题。（应该记住，采访是在1971年进行的，是“女性解放”在媒体上开始滥觞之前；其中有些女人，如果在今天，回答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笃定女性适合家庭生活的信念最终偷换概念成对于母性的信念。母子关系是一个“自然”的组合。女人的母性本能会让她们与孩子，比男人和孩子更为亲近：比起父亲，孩子更需要母亲。(32)这是样本中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乔安娜·吉尔斯的观点，她对角色互换问题的看法已在上面引用过。关于父母教养方面，她说：

唯一的区别是，我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擅长养育孩子。（为什么？）我认为这真的是一种本能，因为孩子是她们生的，她们对孩子会更加紧张和担忧。因此，如果孩子哪里不舒服，她们也更容易发现原因……

我们当地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过这么一则广告，上面写着“可以帮忙带孩子的医学实习生”。好吧，我想，他是医生会是一个优势，但是他是男人的事实意味着我将永远不会雇他，因为我认为，男人并不像女人那样清楚孩子的想法，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身体上的本能。这不是任何你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或者说，只有很少一部分男性才可以学会。

男人没有，也不可能会具备“母性”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才会有的独特想法。8个月大的婴儿的母亲海伦·克莱恩，描述了某个下午她丈夫照顾孩子时发生的一件事。

他把孩子带到百老汇大街，就抱着他——也没推婴儿车或什么东西——然后他在路上坐下来，想要休息一会儿。他听到两个女人说：“这很不寻常，你一般不太会看到一个男人这样带着婴儿出去。”然后他回复道：“这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不能带他出来?！”

这戏剧性地描绘了男性角度和女性角色针锋相对，进行争论的画面。而此种画面也与其他研究认为的婚姻平等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部分原因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婚姻中的某些时刻，男女平等的程度要高于另一些时期。女人外出工作时，男人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英美两国有关婚姻和女性就业模式的各种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论点。研究女性就业及其对家庭的影响的美国专家洛伊斯·霍夫曼（Lois Hoffman）指出，无论妻子是否承认自己持有婚姻平等的观念，男人在妻子外出工作时提供更多帮助这一趋势都是事实。(33)本样本中的40名女性都支持了这一结论，即男性家庭化倾向的增加，是应对女性就业这一事实的结果。

我工作的时候，他在家表现非常好。家务上，他和我共同分担，我跟他说“你要做这个，完成那个，还有这个”，他都说“好的”。（工具制造商的妻子）

他只是不想在家里帮忙做家务，他也不喜欢这样做。他觉得我整天都在家里，所以我应该做家务，而且我确实也是这么觉得的。如果我外出工作，那将会有所不同。那时候，他确实会提供更多的家务帮助。（记者的妻子）

正如在这些访谈和其他访谈中所讨论的，在夫妻双方都在外就职期间，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更勤，并不能反应婚姻哲学中的平等主义基本原理。在有孩子之前，女性在外工作的婚姻中的劳动分工，与女人没有职业工作的情况下夫妻间劳动分工存在不连贯的断裂。当妻子停止在外工作时，男人的帮助意愿便会下降，同时劳动分工又恢复到更为传统的模式。夫妻之间关于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基本观念没有被改变。

这些访谈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没有一个女人对分配给她们的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主要职责提出质疑。这在她们使用的语言上有所反映。家务一般被她们称为“我的工作”（例如，“在完成我的工作之前，我不能坐下来休息”）；家里的室内装饰也被说成好像是主妇自己的东西（例如，“我在星期一打扫我的卧室”，“我每天都清洗我的洗碗槽”）。家就是女人的领域。当这些家庭主妇讨论丈夫的家务劳动表现时，她们总是使用“帮助”一词：“他每天晚上都帮助我洗碗”；“星期天他帮我哄孩子们上床睡觉”。丈夫是家庭主妇的助手。负责完成家务的责任还是落在家庭主妇，而不是她的丈夫身上。夫妻之间共同承担或互换角色来完成任务是一回事，而共享责任或责任上的角色互换，则是另外一回事。(34)

即使在男人家庭事务参与程度很高的联合型婚姻中，女人单方面承担责任仍然普遍存在。莎拉·麦迪森的婚姻是联合型婚姻，她丈夫的家庭事务参与程度也很高，她在采访中对此进行了说明。在一天的早晚时分，她丈夫都是家庭日常劳动工作的重要参与者。

我们七点半起床。我梳洗打扮，穿衣化妆——我必须在下楼之前做好这些事。我丈夫八点钟开始吃早餐——前一天晚上我摆好了餐桌。

他5：30分下班回家，照顾孩子。我们俩一起在6：15分左右哄他们上床睡觉。

她是这样评价丈夫的家务劳动行为的。

他棒极了。他是一个做饭非常好的厨师。有时他会说“今晚我去做饭”，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向我展示厨艺，饭菜总是可口诱人。不过我得说，他会将厨房弄得一团糟，随后我必须清理干净。他也可以熨烫衣服，尽管他不经常这样做。我们上床睡觉之前，他会为我倒杯热饮——你知道的，诸如此类的小事情。他会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在大学毕业后，曾与三个年轻人合租了一套公寓，我强烈推荐男人都去这样合住。这会使他们未来妻子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这也与他食品技术专家的职业有关。

（你丈夫在家里有什么特别挑剔的地方吗？）

他喜欢我们吃的东西、用的餐具等都干干净净。我想这是他的标准：他通常会注意到许多普通家庭主妇看不到的细节。当萨利用奶瓶喝奶的时候——我曾经也用这个奶瓶给米尔顿喂奶——他会把奶瓶仔细擦洗一遍并煮沸，这曾经会让我很抓狂……我对熨烫衣物特别讲究，他对此不大惊小怪。反而是一些奇怪的小事会激怒他——比如我会推迟为冰箱除霜等。

在麦迪森的婚姻中，家庭的财务管理、决策和休闲活动都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会轮番去孩子上学的学校参加家长会等。大部分晚上，他们会一起看电视，每周也会一起外出一到两次。在周末，全家人会一起出去玩，通常是去游泳，他们也全都一起上教堂。但是，尽管如此，萨拉·麦迪森在描绘她的整个生活经历时，都清楚地表明，育儿和打理家庭是她的责任。他是在“帮助”她一起完成这些。他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参与程度比大多数男人都更高：比如，他不仅不会抱怨用奶瓶喂养孩子可能会不卫生，还采取实际行动，亲自对奶瓶进行杀菌消毒。但是，如果她推迟为冰箱除霜，他就会很生气。当他做饭时，她负责清理厨房里的烂摊子。这里也不存在平等的家庭责任分配，只是分担一些家庭任务罢了。

责任问题至关重要。只要将餐柜里空空如也和厨房脏乱等归咎到女人头上，那么讨论婚姻是一种“联合”或“平等”的伴侣关系就全然没有意义。父母的育儿身份也一样，只要人们还通过孩子的穿衣打扮和行为举止来评判母亲，而不是父亲（在双职工的家庭中，寻找替代性的托儿服务也是母亲的责任），那么家庭婚姻中的对称平等仍然不过是一个神话。

（二）社会学家

要注意在谈到社会学研究人员关于男女在婚姻中的角色地位的看法时，很显然，不平等的责任划分因素在许多现存研究中都被遮蔽或忽略了。例如，伊丽莎白·博特在对“联合”和“分离”进行区分的背后是这样的观点（此观点在她书中陈述得很早，在有关她的研究结果的第一章中给出的）：

在样本研究的夫妇中，婚姻组织的类型与他们会从事某种特定类型的活动上存在一些普遍相似之处……因此，在所有家庭中，都有基本的劳动分工，即丈夫主要负责承担家庭的经济开支；而妻子主要负责做家务和育儿；每个伴侣都为整个家庭的福祉做出了自己互不相同而又互补的贡献。(35)

博特是在讨论其样本中夫妻之间组织类型的变化时得出的这一论证。她清楚地观察到，尽管这些夫妻之间在分配某些具体任务的方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劳动分工，即丈夫负责为养家而赚钱，而妻子则照料家庭和孩子。这几乎无异于说，任务和角色组织中的“联合”只是衡量这一基本的劳动分工主题变化的程度，而基本的劳动分工必须是所有家庭都共同遵循的。

詹妮弗·普拉特在有关“富余工人”的研究中，用来区分“联合”和“非联合”婚姻活动的标准也遵循着类似的观点。（“非联合”的含义与“分离”的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它还包括某些情况下由第三方做出决定或来完成任务。）普拉特说，她的区分程序：

将丈夫和妻子共同或均等地从事某项活动的所有情况视为“联合”；并把由丈夫完成的，通常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例如洗碗，带孩子上床睡觉等）的所有情况也视为“联合”。(36)

普拉特在将丈夫从事“女性工作”的所有情形归类为联合关系时，实际上是在说，分离/联合仅仅是衡量婚姻中共享或不共享的一种情况——夫妻坚持遵守，或偏离传统中男女角色区分的程度。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分离/联合的评估。例如，普拉特将妻子能够驾驶家庭用车视为“联合”的一个标志（当然，丈夫驾驶家用汽车则根本不值一提）。

普拉特调查中使用的有关家庭任务的一些问题仅仅是“谁在家洗碗？”“谁负责主要采购？”“谁带孩子出门？”和“谁哄孩子上床睡觉？”这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一些问题，却遗漏了一些诸如清洁、日常购物、洗衣服、熨烫、做饭和儿童日常看护等问题。也许人们认为这些都是女性的任务，就像洗碗和哄孩子上床睡觉似乎也是女性的职责一样。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后者（洗碗、哄孩子睡觉）而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家务来作为适当的调查问题呢？多项研究（包括本研究）都清楚地表明，在所有家务劳动中，男人最有可能参与的劳动便是哄孩子上床睡觉、带孩子出门、洗碗和做主要的家庭采购。(37)看来这些任务往往是经过特别选择过的，与其他家庭任务相比，男性在这几项活动的参与程度更高。有可能，研究人员想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不是“传统”婚姻是什么样的，而是“联合”婚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本章前面已经提过的第三项婚姻研究，是由D．M．托米开展的。他从对肯特郡地区的夫妇样本研究中获得了一些采访数据。托米评估夫妻在劳动分工中的相对角色的方法，是询问女性她们是否曾经做过传统上被视为“男人”的工作（例如，“在家里粉刷墙壁，贴贴墙纸，在花园里干点修剪篱笆的轻活儿”）。对男人提出的问题则涉及是否做过传统上认为的“女性工作”（比如，“打扫房子，洗碗，洗衣服，做饭，熨烫，育儿”等）。(38)托米对这些回答的分类，似乎比他对这些问题的选择更带有偏见，直接受到他个人的有关“合宜的”性别角色行为观念的影响。因此，以至于他把做出“‘经常’或‘偶尔’贴墙纸”回答的某位妻子也视为属于联合型夫妻关系。关于丈夫们在被问到是否做女性专属任务时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

以下答复会被归类为“联合型”：“经常”或“偶尔”打扫房子和洗碗；“经常”“偶尔”或“有时”熨烫和煮饭；“经常”“偶尔”“有时”或“很少”洗衣服，以及“经常”会照看孩子。(39)

很少照顾孩子的丈夫不被看作联合型，很少洗衣服的丈夫却是。由此不难推断，托米认为男人应该照顾孩子，而不应该洗衣服。像其他研究一样，这种评估方法也超出了家庭劳动工作的范畴。丈夫和妻子都会被问及，妻子是否知道丈夫的每周收入（肯定的答复将会被归为联合型答复）；然而夫妇二人都没有被问及丈夫是否知道妻子的收入。这就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如何评估性别角色上的逆转。迄今为止，在这种仍保持传统婚姻角色分工的情况下（尽管夫妇间可能也会分配一些角色任务给对方），从逻辑上讲，这仍是一种分离的夫妻角色关系；但是，由于这种安排也会将属于“女性”的一些工作分配给男人，将“男人”的某些工作分配给女人，因此，有些人可能会将这种婚姻归类为联合型婚姻。

在诸如博特、普拉特和托米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关于性别角色差异的假设，这似乎是他们研究的基准线，所有的问题都在此之上被提出和进行评估。很显然，在数据的收集和研究结果的分析中，使用这样的基线是带有偏见的。然而，这些研究者都没有试图将他们的结论推广到更为广泛的主张平等主义的现代婚姻中去。迈克尔·扬和彼得·威尔莫特在《对称家庭》中，也是如此。

扬和威尔莫特在他们取样伦敦地区的样本中，如此提到家中的男人。

丈夫在家里也做很多家务，包括许多传统上认为不是男人所应做的工作……现如今，家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工作是专门属于“妻子们”的了，甚至洗衣服和铺床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也会被丈夫们经常提及，并说他们在家也做。家庭中家务共享的程度可能仍会持续提高。(40)

根据扬和威尔莫特的说法，家庭中的对称性是现代婚姻中更为普遍的对称性的一个标志。此举也是朝着婚姻中存有四份工作齐头迈进，夫妇两人都在家庭内部和外部各有一份工作。他们关于男人的家庭化的观点是基于什么信息而做出的呢？ 在他们的共计113个问题的访谈问卷中，只有一个是关于劳动分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你丈夫每周至少做一次家务吗，例如洗碗、铺床（帮助孩子铺床）、熨烫、做饭或打扫卫生等？”(41)答案的分析编码如下：无＝0，洗碗＝1，铺床＝2，帮助孩子铺床＝3，熨衣＝4，做饭＝5，清洁打扫＝6。该编码似乎也部分受到对家庭具体任务的社会可接受度对研究人员自身的影响：例如，洗衣服，可以接受，因而获得编码分数较低；而清洁打扫，不太寻常，所以获得较高的编码分数。整个样本中的答案列表显示，15％的男人根本不做家务。13％的人只洗碗，而另有72％的归类为做“其他家务”的人，关于这些其他家务指的是什么，则是模糊隐晦、语焉不详。(42)72％的男人都做些其他家务，这听起来似乎很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只要当人们考虑到这一占比是如何得出的，便不会这样认为了。比如，每周只帮助孩子铺一次床的人也会被包括在内；同样，我们可以推测，在星期六下午熨烫自己裤子的丈夫（大概）也会如此地被包括在内。如此看来，即使是对这个混乱不明的采访问题的回答，其所显示的男人在家庭生活中参与家庭任务的程度，也是很难让人信服。当然，正如扬和威尔莫特自己所评论的那样，无论男人在家务上提供多大帮助，主要的家务责任重担仍落在其妻子肩上。婚姻中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似乎还远远没有达到平等对称。在真正看到实现平等的曙光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以上，就是本章的主要内容。概言之，很少的婚姻里，丈夫会特别地倾向家庭化，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也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家务劳动分工：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仍是女人的主要责任。人们不得不怀疑婚姻是一种平等关系的说法是否成立。重要的问题是：平等意味着什么？不可否认，总体来说，婚姻关系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诸如夫妻之间在心理上的亲密度，夫妇二人社交圈的融合，以及婚姻中权力的更为公平的分配，等等。但是，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人的持久角色，仍将继续存在并受到重视。这方面的不平等常常会被人忽略，哪怕是调查研究婚姻关系的社会学家也不例外。他们将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的价值观裹挟进他们的数据资料收集和分析中，而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重复着性别差异这一普遍的主题。





(*) 参见第七章译注。



9　孩子

家务劳动作为一份工作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与另一项工作结合在一起：养育孩子。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有孩子，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母亲都是家庭主妇。在前几章中，孩子作为影响家庭主妇工作方式的因素或有出现。例如，孩子会影响家庭主妇对特定工作任务的享受程度，还使得她们可能更长时间地工作。孩子也是造成家庭主妇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挫败感的主要根源——她的工作因需要不停地照看孩子而被中断。当某个女性的丈夫承担一些育儿负担时，主妇对做家务的满意度可能会更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妇的由两个角色带来的压力能够被有效缓解。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女性对家务劳动的态度和满意度，所以访谈的重点不是女性对育儿的感受或她们对母性角色的定义。当然，在有关孩子主题的访谈过程中也收集了一些材料，本章将专门讨论这些内容。

如前几章所暗示的，育儿与家务的组合实际上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矛盾并不仅仅在于孩子是不能自理的生物个体，他们使整洁的房子变得乱糟糟，并要求主妇在做饭或打扫房间的同时把他们喂饱和陪他们玩耍。原则上，这两个角色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服务性的功能是家务劳动的基础；而孩子是人。育儿则是“富有成效的”；不像家务劳动是没有收获的。(1)家务劳动具有短期和重复的目标，即今天打扫了房子，明天还要再打扫，以此类推，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皆复如是。母亲的角色只有一个长期目标，也可以被描绘成母亲自己最终的失业。一个“成功的”母亲会将孩子抚养长大，并让孩子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能独立行事。

选择本样本时所用的一个标准是，所有受访女性均应至少有一个学龄前儿童。这40名女性总计共有79个孩子，尽管其中有3个孩子是由丈夫前妻所生。20位工人阶级的妻子共有47个孩子，20个中产阶级的女性共有32个孩子。这种孩子数量上的差异，部分是由于工人阶级女性的结婚年龄较早而造成的。由于采访时没有一个家庭主妇的年龄超过30岁，因此她们当时所拥有的孩子数量可能并不代表她们未来完整的家庭总人数。40人中只有15人说她们不打算再要孩子了（其中4人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如果继续将孩子作为家庭主妇工作环境中的一个变量，那么对生育能力的控制便可以被视为一种控制工作条件的方法。女性对有关孩子是否是计划内生育的问题(2)的回答表明，计划外出生的孩子很多，而且这些孩子更有可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非中产阶级家庭。在79个孩子中，有32个孩子是计划外所生，而在这32个孩子中，有28个孩子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

我其实不想要最后一个孩子的——我已经有三个了。实际上，这三个我也没有做过任何生育计划，他们就那样被怀上了。当孩子出生，并且还是个男孩的时候，那就还好。但是，如果我再怀上另外一个，我一定会把它打掉。（长途副驾驶员的妻子）

如果我那时像现在知道的一样多，我将会一个孩子都不要。（砌墙工的妻子）

最后的这句评论指的是对避孕的无知——根据其他调查，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3)但是，这和生育控制的实际措施较少也有关。正如瑞恩沃特（Rainwater）和温斯坦（Weinstein）在《当穷人有了孩子》（And the Poor Get Children）中所观察到的：

家庭计划和计划生育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独特方式……一种对未来的稳定感和信任感……是有效计划的先决条件。(4)

工人阶级的女性往往比中产阶级的女性认为未来的可预测性要低，并且她们对自己控制未来的观念也不太强。当然，这种社会阶层的差别是概括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一定适用。但总体而言，这在本次采访中也得到了相应的证实。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叙述出怀孕的具体的复杂心理感受、动机和反应。

我们结婚大约两年半后，我丈夫说我们真的应该要个孩子了。起初我还不太在意，但我们一直计划六年内生三个孩子，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开始了！然后，在生了第三个女儿之后，我们又说我们要在八年之内有四个孩子，但是最后这一个，我没有同意。四个孩子真的是太多了，会操心不过来。（出版公司负责人的妻子）

总体而言，中产阶级女性对未来有更好的打算。玛丽·拜伦是这40位主妇中唯一一位原本不打算做母亲的女人。

不，我没有计划生她，我们真的不想要任何孩子。我们当然也不会再要了。我想如果当初没有生艾玛，我可能一个孩子也不会有。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自私，而孩子会把你束缚住。

在被人劝说要第二个孩子的重重压力下，她还是坚决拒绝了。

托尼说我们不会再要其他孩子了。首要原因是，孩子过多地将我捆绑在家。当人们问我：“那你什么时候要下一个呢？”他对他们说：玛丽才不会余生都站在厨房的洗碗槽后面呢！

在要孩子这点上，比社会阶层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实是婚姻的分离/联合这一维度。瑞恩沃特和温斯坦在他们的研究中表明，在夫妻有共同兴趣爱好和活动的家庭，才更可能有效地采取避孕措施。表9.1显示了这个样本中婚姻类型与计划生育/非计划生育孩子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联合婚姻中，有80％的孩子在计划内出生，而分离婚姻中，有65％的孩子是计划外出生的。

表9.1　婚姻类型，计划内/计划外孩子的出生率



	 
	孩子


	婚姻类型
	计划内（％）
	计划外（％）
	总计（％）


	联合
	31（80）
	8（21）
	39（100）


	分离
	13（35）
	24（65）
	37（100）


	总计
	44（61）
	32（39）
	76（100）



孩子总数不等于79——这些家庭主妇所照顾的孩子总数——因为其中有3个孩子是丈夫前妻生的。

x2＝14.06；d．f．＝1；p＜0.001

如果是联合婚姻，女人可能会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来讨论有关孩子的话题；但是如果她的婚姻是分离型的，人称代词“我”会经常被使用。

我丈夫想要更多的孩子。我对有两个孩子感到很满足。人们不停告诉我“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孩子，你不必再要更多了”。但是我想我应该首先考虑我丈夫，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我要生孩子，那就趁我还年轻的时候生。”于是我决定要第三个孩子，然后我就发现已经怀上了。（公路巡查员的妻子）

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计划内的，但是我再也不能生孩子了。由于一些身体健康上的原因，我已经做过绝育手术了，我在生最后一个孩子时难产。但是，好在我们也不想再有更多孩子了。（食品技术专家的妻子）

在计划内/计划外要孩子与家务满意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要孩子”的确是女性可潜在掌控的工作环境中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似乎并未反映在她们对家务的满意度/不满意度上。孩子数量与家务劳动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很小（不太重要），但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加，满意度呈上升趋势。

表9.2　家务满意度和孩子数量



	 
	家务满意度


	孩子数量
	满意（％）
	不满意（％）
	总计（％）


	1
	2（13）
	14（88）
	16（100）


	2
	4（33）
	8（67）
	12（100）


	3个及以上
	6（50）
	6（50）
	12（100）


	总计
	12（30）
	28（70）
	40（100）



x2＝3.68；d．f．＝2；p＜0.20

这种关联不符合常识。人们可能会预测，拥有一个大家庭的女性会感到更加沮丧，因此会对家务更加不满意。但是，家庭主妇的采访回复给出了两个大致的解释。首先，除家庭大小之外，同时成为“完美”家庭主妇和“完美”母亲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到以至于放宽家务劳动标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正如有三个孩子的中产阶级母亲萨拉·麦迪森所说：

只要不被打扰，我就喜欢做家务。一旦孩子们过来了，家务就成了一件真正的苦差事，因为你无法不被打扰地继续做事，即使你收拾整洁了，孩子们也会把它搞乱，所以我想，就这样吧，我说“算了吧，让家务见鬼去吧”，于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开心。

放宽家务劳动标准的趋势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有一个以上孩子的主妇对家务更满意，因为在12个育有3个及以上孩子的女性中，有一半对家务劳动不满意。第二种解释是，特别不满意家务的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女性群体：这个类别中有14人，她们中只有2人对家务感到满意。(5)第一次成为母亲似乎会引发对日常家务琐事的不满。母亲自发地将育儿和做家务的体验进行比较。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所说如下：

（你发现家务总体上很单调吗？）

是的，尤其是孩子在你身边时。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你根本做不完，你可以洗衣和熨烫衣服到耄耋老朽。（工具制造商的妻子）

项目经理的妻子苏珊·戈丁有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

我想摆脱的是家务，而不是宝宝。我会很乐意把所有家务日常琐事交给别人打理，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她身上了！

这些回复证明了，女性对母亲和家庭主妇这两个角色进行了清晰地区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这样区分。确实，许多女性育儿态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之一，就是她们对这两个角色缺乏区分。砌墙工的妻子桑德拉·毕晓普的谈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你喜欢照顾孩子吗？）

是的。唯一（不太喜欢）的地方就是洗尿布。如果我手洗时它们看起来没有那么白，我会感到非常失望。我会想：“他们看起来不是很糟糕吗？”在婆婆家，我曾经把它们放在炉子上煮沸杀菌，但是我在这里不能这样做，我只有一个电磁炉。开始时，我还用我的一个煮锅来煮沸它们，但那看起来还是不行，如此糟糕，我便不这样做了…… 我现在正在尝试训练她如厕，当她一直弄得一团糟时，我感到很失望…… 有时当那个尿盆在那里时，她会跑到盆后面去尿，我不喜欢看到那样。（这个孩子18个月大。）

在这里，主妇的两个角色被合并在一起。对于桑德拉·毕晓普来说，“照顾孩子”包括让孩子和孩子的衣服保持整洁。回答中一个简单的词“是”，表示她喜欢照顾孩子，可随后是关于如何保持尿布干净洁白的独白。因此，这种对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无差别对待的主要后果是，着重强调了母亲角色的服务性方面：这时育儿和家务便成了同义词。这种同义，意味着她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清洁和整洁，也会将适用于家庭任务的“完美主义者”标准投射到孩子身上来。这种综合征的另一个迹象是对消费作用的强调。珍妮特·加拉格尔是一个工人阶级女性，嫁给了一个副驾驶员，并有四个孩子。当被问到是否愿意育儿时，她这样回复：

我几乎每周都给他们买东西。这周我给他们买了几条睡裤，几套床单和几双鞋子……

她对该主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列举了一系列为孩子们购置的物品，并引以为傲。其他许多女性也热切地描述了她们为孩子购买或打算购买的衣服，却没有过多地提及育儿的其他方面。

在目前的样本中，对这两种角色（做家务和做母亲）采取相似方法的，较常见于工人阶级女性中。同样的研究发现也出现在瑞恩沃特、科尔曼和汉德尔合著的对美国工人阶级母亲身份进行研究的《工人阶级的妻子》（Workingman's Wife）一书中。以下段落便取自这项研究，它进一步说明了工人阶级母亲的育儿方式：

工人阶级妻子珍视的莫过于她的孩子，这是一种主要的态度，即使孩子也是她沮丧感的来源之一。在谈论自己的孩子时，这些女性……感到被孩子“束缚”住了，她们一方面认为孩子们“特别讨人嫌和麻烦不断”，另一方面她们过分地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幸福，而且还称孩子们是“家里最宝贵的财富”……工人阶级的女性希望从孩子们的现在而不是将来获得满足感。即使要育儿，她也倾向于认为照顾孩子是应该能给她带来快乐的事物。对她而言，孩子很多时候，是一个被动的对象，需要被紧紧拥抱，或者用漂亮的衣物打扮起来，又或者从孩子滑稽搞笑的动作中获取快乐。(6)

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之间的等同可以看作是女性对其所处情形的简单反应。这两项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并且社会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普遍缺乏此种区分：“家庭主妇”即是指女人、妻子和母亲，人们很少单独论及其中的单个身份。社会对一个在家照看孩子的女性的职业描述不是“母亲”而是“家庭主妇”。但是，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的区分困惑也与——通常是——工人阶级对孩子教导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的女性很少提及视孩子为一个个体的兴趣（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现实实践中她们不将孩子视为个体）。她们更为重视的是，孩子在公共场所的露面和行为。这两个特点都在仓库工头的妻子卡罗尔·韦斯特的采访中被提及。

（你喜欢照顾孩子吗？）

孩子，是吗？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他能把我气到撞墙。现在他还特别爱说脏话，这确实让我很苦恼，但是当我们独处时，他表现得还好。我们一起出去时，他太糟糕了。他说话很粗鲁，而且总是无时无刻不从我身边开溜……我是罗马天主教徒，我也想带孩子上教堂，但是我很害怕和他一起去教堂，因为他总是大声咒骂。

（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白天独处过久，太过孤单？）

独自一人，这倒不会让我苦恼。我家里有一只狗。我能从它那儿得到很多陪伴——很多人不会这样——我有一只猫和一只狗。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和它们说话，就好像它们是人类一样。

这里没有提到孩子的“陪伴”。

相比之下，在中产阶级群体中，有很多人提及儿童的乐趣，把他们作为一种在人们眼前逐渐发展成型的个性个体，作为成长过程中的主动和独立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要装饰或被控制的被动对象。记者的妻子凯瑟琳·普林斯在回答“你愿意照顾孩子吗？”这一问题时表现出了这种典型的态度。

是的，我很喜欢。我宁愿和孩子待在一起，而不是工作——或者做其他我能想到的所有事情……我期望发现它会回报颇丰，但也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仅仅是看着一个成长中的人和看他从无到有地学习做事和做人，这就够了——以及你在这方面所施加给他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显然，只有在将育儿活动与家务区别对待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才有可能。迈克尔·弗加狄（Michael Fogarty）及其合著者在《性、职业和家庭》中发现中产阶级倾向于区分这些不同角色。在分析得到的关于在处理不同家庭任务时的偏好问题的答案时，他们得出如下结论。

从这些杂多类别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将育儿从打扫清洁（活动）类别中分离出来。这表明，清洁和修补物品比较日常烦琐，大多数妻子更愿意委托给他人……而育儿与此是独立、分开的。(7)

虽然样本中的大学毕业生女性，通常在实践中，会将育儿与最不喜欢的家务活动——家庭预算、洗衣和清洁——联系在一起，但是从理论上讲，育儿与所有其他任务都是区分开的。本样本中，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朱丽叶·沃伦描述了进行这种区分时的实际困难。

当我进行家务工作时，我经常回到这里，抛掉做家务时的所有烦闷，从带孩子上获得巨大的快乐。但是现在我每天都这样做，这就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烦闷了。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无法不被打断地做任何事情，我现在仍然还不习惯。这需要很多努力。

我曾经读过所有有关有了孩子后的文献，而且发现文献中确实有一种极大的享受光环——没有人告诉过你辛苦的部分——没有人告诉你一直照顾孩子的经历是多么令人沮丧，一周七天皆如此……这不是一个超级令人羡慕的状态。这听起来很糟糕，一个人有了孩子，却还超棒又漂亮，我做不到。即使不跟她比，工作状态突然发生改变……我现在三十岁了，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无休止地做家务……

正如朱丽叶·沃伦所观察到的那样，完成家务劳动并专注于有回报的抚育子女方面可能会需要很多精力。可能这个孩子是“超棒”和“漂亮”，但他也是家庭主妇内部情绪混乱的原因，这种混乱程度只能与她找不到足够（不间断地）时间打扫房屋的外部混乱相比拟。另一个原因是母亲身份的“神话”特性，它从产前阅读中逐渐被女性所吸收，正如朱丽叶·沃伦发现的那样，它与主妇实际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并不否认母亲身份有它自身的回报；她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一身份也剥夺了相当多的东西，而这一面，在我们的社会中，被母性角色的荣耀光环所掩盖。

如表9.3所示，工人阶级女性的育儿满意度明显较低。

表9.3　育儿的满意度和社会阶层



	 
	育儿的满意度


	社会阶层
	满意（％）
	不满意（％）
	总计（％）


	工人阶级
	10（50）
	10（50）
	20（100）


	中产阶级
	17（85）
	3（15）
	20（100）


	总计
	27（68）
	13（33）
	40（100）



P＜0.025

在这种语境下，“满意度”是指女性反馈的与育儿相关的情感回报程度，而不是指与此稍微有些不同的“成为”一位母亲重要性上的满意程度。工人阶级女性中出现更多的不满情绪，可能与她们拥有的计划外孩子的数量较多有关，尽管这两个变量（对育儿的满意度和对计划内/计划外孩子的满意度）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5％。(8)

在对育儿“满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孩子的矛盾情绪和对母亲角色的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个问题的一个类似问题，是育儿方面的询问——“你喜欢照顾孩子吗？”。就措辞上而言，这个问题很难说很传统：它允许回答者给出否定的答案，但另一方面社会语境只能包容那些给出肯定回答的人。(9)实际上，40名女性中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喜欢”这种否定答案。缺乏否定回复可能也是一种标志，它表明人们对母子关系持消极态度在社会上是不能被接受的。面对要认同母亲角色的强大压力，对育儿活动的不满表达可能会被主妇认为是自我威胁。母亲的社会形象赋予了母子关系一种充满母性光辉的相互满足感，女性带着自己也会喜欢照顾孩子这种期望长大。成年女性角色和母亲角色之间的等同，排除了人们会公开拒绝孩子和公开推卸养育孩子任务的可能性。

尽管这40名女性在最初的回答中没人宣称不喜欢照顾孩子，但有相当多的人在随后的讲述中对此表达了一些矛盾的感受。(10)表9.4显示了整个样本中的女性对“你喜欢照顾孩子吗？”这一问题的回答。


表9.4　对“你喜欢照顾孩子吗？”的回答和社会阶层*

[image: ]


* 包括初始回答和后面的回答。

x2＝14.556；d．f．＝2；p＜0.001

四分之三的工人阶级女性都表现出了矛盾心态，而中产阶级女性中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回答中明显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以下是一些陈述矛盾的例子。

（你喜欢照顾孩子吗？）

我喜欢。但是我忍受不了太多孩子的哭闹，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也没有太多的耐心。我希望我能有。（商店经理的妻子）

是的，我喜欢。我宁愿自己照顾他们，而不愿意上班。如果没有他们，我会出去工作。

（关于照顾孩子，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吗？）

并非如此，我想我已经习惯了一切。我必须做。不是我不喜欢它，而是你有时会……因为做同样的事情而觉得受够了。有时因为孩子们，我不得不每天拖洗两次亚麻油毡。（工厂工人的妻子）

琼·道尔同样也说“喜欢”照顾她的孩子们。

我想，如果没有他（第三个孩子），我会把她放到托儿所里去。等他三岁时，我就要把他送去那里。当我照顾他时，我也继续照顾她，她一直陪伴着我。她曾经和我一同进出医院。但我不会照看他太久。这确实对孩子不公平，因为你会忍不住对他们发脾气。当你仔细想一想，当你有时间安静下来时，你会意识到他们这样是很正常的。

他们很烦人。有时我会打他（宝宝），之后我又很后悔。

琼·道尔在努力适应一个她认为很困难的情形，这在她后来的表达中显而易见。

除了外出工作，我已经五年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了。

（你会介意吗？）

我已经适应了。我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无法离开他们。我不介意——只要熨烫，你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中，你只是看看电视，并对衣物进行熨烫……

此时，她变得语无伦次、没有条理，不清楚她想说些什么。这些评论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母亲身份的某些状况：与社会隔离，还有母亲对子女负有的持久的和不容懈怠的责任。但是琼·道尔的话也反映出了一种矛盾心态。孩子是她获得情感回报和收获满足感的最重要来源吗？还是孩子们是负担？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她是如何调和自己的这些不同感受呢？

与孩子们保持亲密被社会赋予了很高的价值，被认为是母亲的一种核心素质，而这也与母亲们没有表达出的对这种社会价值加诸其上的不满有关联。另一个工人阶级母亲，吉尔·达菲，间接地回答了“你喜欢照顾孩子吗？”这个问题。她说：“我去哪里，都会带着他们，除了晚上。没有其他人带孩子”。她这么说是想表达，她是一位“好”母亲，因为她不会在白天与孩子们分开。但这里也有一种自我劝说的意味：“如果我一直与孩子们在一起，我就一定是一位好母亲（我肯定喜欢我的孩子）”。在采访的稍后时刻，当被问及“如果你能再回到十年前，你会做什么改变吗？”她说：

我永远不会结婚，也永远不会有孩子。他们有时真的会给你添很多麻烦。真的，你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们。你全是为了孩子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

对其他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同样反映了她的这种矛盾心态：

（当你真的感到快乐时，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有那样感觉？）

当孩子们不烦我的时候。当他们没有让我失望，让我把家务事都做好了，然后可以出门的时候。

（你觉得做家庭主妇最棒的地方是什么？）

那就是你有自己的孩子。

清洁工的妻子莎莉·乔丹的回答似乎比吉尔·达菲的更为坦诚：

（你喜欢照顾孩子吗？）

好吧，我不会说我不喜欢它，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我的耐心正在逐渐瓦解。

说完这句，她紧接着说：

我对第一个孩子（现年9岁）母乳喂养了七个月，因为人们总是给我鼓吹这样做的好处，什么妈妈的乳汁对婴儿更好啦。但是，我没有母乳喂养第二个孩子——我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你喜欢照顾孩子吗？”这个问题引起了这种特殊的反应。莎莉·乔丹对她的孩子不耐烦——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也同样像吉尔·达菲那样担忧，担心自己是否会被人们认可为“好”妈妈，因此她会提到母乳喂养，以及宣称“时间不够”是让她没能母乳喂养第二个孩子的缘由。

这些女性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有一个相对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她们显然无法表达强烈的积极感受。比如，抚养孩子的喜悦，孩子所带来的情感回报，对孩子的喜爱等，这些都没有被直接提及。她们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一种对孩子的漠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这与许多现代社会机构所传递给人们的母性理想背道而驰。

我不介意照顾孩子，他们表现还不错。（公路巡查员的妻子）

我不介意照顾孩子，但是当你整周都与他们腻在一起时，他们就会让你失望。（砌墙工的妻子）

从理论上讲，她们也觉得孩子很重要。

（你认为，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我认为，有孩子才会有家的感觉。我看到那些已婚却没有孩子的人，真的是非常悲惨……

但是，实际生活上又是另一种情形。

（你认为，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

照顾孩子。（副驾驶员的妻子）

这些社会阶层上的差异，当然，并不是绝对的。在中产阶级群体中，有些女性也“像工人阶级那样”，也有些“工人阶级”的女性与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在育儿态度方面有着更多共同点。正如纽森所评论的那样：

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多的了解，那么父母抚养子女的方式可能比仅仅用父亲的职业来衡量家庭所属阶层而更能提供一份可靠的社会分类指南。(11)

还必须强调的是，在讨论上述社会阶层差异时，我绝对不是想说工人阶级的女性做母亲“不称职”（deficient）。正如我之前所说，其中一些女性所表现出的育儿的物质/技术方面可以当作这些女性对自身处境所做的一些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现代社会定义女性为“服务角色”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在持家的主妇角色中，服务性功能比生产性或创新性作用更为突出、重要。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女性作为丈夫和孩子的需求的满足者的形象也同样突出：女性通过满足丈夫（工人劳动力）的物质需要和抚养子女（下一代的工人劳动力）来为劳动力“服务”，这样男人就可以摆脱儿童社会化这一责任的束缚，并可以去家庭外自由地工作。

我们可以来看看孩子在家庭主妇生活中的地位，并讨论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读者也可以对此做出价值判断。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访谈很好地记录了现如今母亲角色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令人不满意的社会处境。社会孤立和持续的责任会引起母亲们的不满。与家庭主妇的角色需求相竞争意味着，对于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母亲而言，孩子有时候会被视为获取家务工作满意度的障碍；对于孩子而言，将他们的需求与家务的需求并置，只会让他们体验到失望和沮丧。尽管如上一章所示，男人可以通过参与育儿工作来缓解这一困难，但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可能是一种恶化和倒退。男人喜欢的育儿活动，一般是与孩子们玩耍，带他们外出和哄孩子上床睡觉等。很显然，他们对抚育孩子的另一面：如工作般、例行常规、不太愉快等，强烈反感。父亲角色的此种扩大（enlargement）对于女性来说是个不幸的改变，因为她们从中得不到半点好处，除了暂时有点空闲可以去做家务活（例如，“他每天晚上和孩子们玩耍，所以我可以洗好碗”）。与此同时，她们还失去了一些父母陪同育儿的情感回报。对家务的满意度可能是有所提高，但这是以牺牲养育孩子的满意度为代价的。


10　结论

前几章介绍和讨论的有关家务的调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纠正本书开头所指出的那种在社会学中广泛存在的男性导向。这其中的一个鸿沟便是由这个学科领域中潜在的对男性兴趣爱好和活动的关注而导致的。这个断裂之鸿沟，如果无法填补的话，我希望，至少可以通过此研究而开始减小并走向弥合。但是，此项调查研究也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相关性。关于当今女性地位状况的议题已经得到人们公开的——甚至更广泛的——讨论。女性在家庭内外被予以分配的家庭活动，以及女性自身对家庭生活的偏爱选择，是目前工业化社会中对女性总体状况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因此，任何关于女性对家务的感受和态度的研究，都有望对女性的“压迫”（oppression）和“解放”（liberation）有所言说。


一　研究发现：主要总结

在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想要总结此项研究的一些主要发现。这将起到重述重要发现和将讨论家庭主妇和女性解放有关的主题归纳在一起的双重作用，“女性解放”也将是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内容。第一类研究发现，我将其归为有关家务的感受。

（一）关于家务的感受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概念化地将家务劳动视为一项工作，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女性在婚姻中的一个面相。

这样一来，它就不同于以往那些对家庭生活或女性家庭状况的社会学调查。“家务满意度”的概念类似于职业领域内的“工作满意度”概念，也是从作为工作的家务劳动这一视角出发的。

1．这里的主要发现是，主妇对家务的不满意普遍存在。在长时间的深度访谈过程中，受访女性中有70％的人对家务的感受总体评估为“不满意”。这个数字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只有极少数的女性是感到不满意的家庭主妇。

2．单调是一种共同的家务体验。样本中有四分之三的主妇提到了这一点，这其中有80％的人对做家务感到不满。大多数家庭主妇也体验过碎片化——与单调有关的一种家务工作特征——但这与工作不满意度之间关联不大。缺乏关联的原因似乎是，“家务活自然是片段化的工作”的观念在主妇的意料之中；女性对她们可以预期的结果并不会感到不满意。样本中有一半的主妇也提到家务工作节奏过快，这也是第二个在对工业工人态度研究中发现的与单调有关的工作特征。与碎片化一样，它也与工作满意度模式缺乏关联。这三种体验——单调、碎片化和节奏过快——在家庭主妇中的发生率要高于工厂中的工人。在这方面，家庭主妇与流水线上的工人更加相似，而不同于工厂中从事更高技能要求和较少重复性工作的工人。

3．孤独感是常有的抱怨。大多数对家务感到不满的女性与他人的社交程度较低。这与工业社会学中的某些发现类似，即他们发现，与其他工人建立社交关系的可能是所有工作中最为珍视的方面之一。

4．自主性是家庭主妇角色中最被珍视的方面。“做自己的老板”——样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使用了这个短语——和控制工作节奏，是家庭主妇职业中受欢迎的并与就业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方面。

5．家务劳动是“做名家庭主妇”最不喜欢的地方。

6．另一个缺点和不满是家庭主妇地位的低下：“只是个家庭主妇”一词暗含了其社会声望之低和家务事之琐碎。地位低下的认知与对做家务的不满有关。很多抱怨主妇地位低下的主妇，她们的不满意度远高于其满意度。

7．对组成家务的单独具体任务的态度表明，任务之间的差异很大，尽管也存在主妇之间的个体差异。主妇最喜欢的家庭任务是（按顺序排列）做饭、购物、洗衣、清洁、洗碗和熨烫。不同主妇回答的一致性基于以下事实：特定家务的工作条件或环境，比其他家务的更令人满意。例如，促进主妇对家务活动持有正面积极态度的条件包括：家务工作中有机会与他人交谈，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任务，和拥有适当的环境或家务劳动工具。尽管这些发现强调了家务劳动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主妇指出的对于影响她们喜欢这些家庭任务与否的体验之相似性（similarity）。

8．家庭主妇每周工作时间很长。本样本中计算出的平均时间为77小时，各主妇的工作时长从48小时（接受采访时唯一有全职工作的家庭主妇）到105小时不等。

9．工作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需要制定家庭主妇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家务标准和例行常规。这一制定过程有多种原因和作用。首先，它似乎是从一系列异构工作任务中组织创造一种系统整体性的手段。其次，这也是主妇表达其对家务的责任和感受的一种方式。第三，它创立了一种从完成家务中获得报偿的方法——成功地遵守这些标准和惯例来完成家务，主妇每天就能获得满足感。但这也有副作用，那就是工作量的增加。家务标准规范和例行常规的程度与工作时长之间存在关联。那些大多数具有“高”家务标准和要求的家庭主妇每周工作70个小时及以上。

通过定义和规定这些工作事项，主妇，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自主性的体验。原本日复一日地对工作节奏进行掌控，被心理上遵循某些标准规则的需求所取代。这些标准最终“客观化”，即，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外在于作为工人的家庭主妇。

10．在高家务标准的小组中，标准和惯例的规范化与工作满意度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朝着更满意的方向发展的。这让人们关注自我奖励的重要性；通过达到标准并重复她们自己设定的例行常规，女性也许能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满足感。而另一种必然结果是，未能实现自己的预设目标可能会引起极大程度的不满。

11．女性在家庭外的相关工作经验，与她们对在家庭内操持的家务工作的满意度相关。过去担任过高级职位的所有女性（例如，计算机程序员、美甲师、时装模特等）都对做家务不满意。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是家庭主妇的不同身份之间的矛盾情形：以前工作的高地位与家庭主妇的低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压力推动和导致了主妇对当前（地位）的不满。

职场工作中的满意度因素也很重要。对前一份工作感到满意的人中，对家务的不满意程度更高。在女性的表述中，家务工作与职场工作相比是相形见绌的。因为无论职场工作是何种性质的，它们都能给女性带来陪伴感、社会认可和经济效益。

（二）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

第二类研究发现与第一类研究发现紧密相关，但是它们因概念上的区别而分开。这乍看之下似乎并不重要，但实际上，这一区分格外重要，不管是对家庭主妇现状的分析来说，还是对如何将本研究与更为广泛的女性解放议题相结合而言，皆是如此。

关于家务的感受这一概念，与女性对日常做家务经历的态度和反应有关。相比之下，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则描述了“做一名家庭主妇”的观念与女性的心理身份之间的关联。前者是有关家务工作满意度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指女性心理的整体结构及其在由性别差异所主导的社会中的“适应性”。做一名家庭主妇（或不做家庭主妇）的自我意识深深扎根于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和家庭主妇之间的等同是家庭生活制度和性别分工的基础。而性别分工是在有酬工作的世界中形成的（女性低薪工作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一种结构性特征）。

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对家务的感受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仅是部分的；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是，可以归入一个概念而不是另一个概念的这些因素之间的差异，是本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我必须进行此种概念上的区分。特别是从研究中得出的以下四个结论，它们与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有关。

1．家庭主妇个人对这一角色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整体态度。样本中的大多数女性具有较高或中等程度的身份认同感；家庭主妇身份低认同感却不常见。对家庭主妇角色具有高度个人身份认同感则意味着，家务劳动的表现会被家庭主妇看作是她们的个人责任。

2．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身份认同程度与做家务的方式有关。那些身份认同程度为高的女性对家务标准和例行常规可能也会有高要求。

3．在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中，母亲作为榜样的作用至关重要。主妇经常提到自己母亲对她们家务行为的影响；她们可能不会对母亲做家务的方式进行直接模仿，但是，模仿和背离在本质上都是身份认同过程的两个方面。

4．与家庭主妇角色的潜在身份认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家庭化倾向是“自然”的，而与之相反的男性家庭化则不是。女性之所以将其自身定位于家庭主妇角色，是因为她们受到对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的一般看法的影响，根据这种看法，不同性别的定位都有着明确的区分和不同的定义。因此，这种合宜的性别角色行为的定义，不仅涵盖了女性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等式，而且也包含了家庭主妇与其丈夫之间的劳动分工模式。

对家务的感受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之间的区分有多重意义。首先，它使我们能够解释在如今普遍流行的讨论中关于女性对家庭生活的满意或不满观点之间的一些明显分歧，并且，在学术研究中也可能会发现这种分歧。其次，这种区别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主妇的家务态度/满意度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具有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系统理解。以上提到的区分这两个概念的两种特殊优势，可以通过采访中进行的以下普通对话为典型例子来进行说明——这是一个涵盖两种相互对立主张的辩论，即讨论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A：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说起这个话题时都认为好像所有的家庭主妇都痛苦不堪。其实许多女人喜欢当家庭主妇。

B：假装有人真的喜欢拖地板和洗碗，这才是真的滑稽荒谬——她们怎么可能会喜欢呢？做家务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它让人感觉孤单寂寞又枯燥无聊。这是不言而喻的，做完了今天的家务根本没有什么用——第二天又必须再次完成。而且，你也不会因此而获得报酬。

A：这可能是你的个人观点，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多数女性都想要结婚并成为家庭主妇。她们没有抱怨过，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对她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她们也真的没有其他什么野心。只有极少数好强的女性才会持有你这种观点。你是在贬损家庭主妇。成为家庭主妇并喜欢它，这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持家比在沉闷的办公室或工厂工作会更令人满意。

B：但是，成为家庭主妇是许多女性唯一的选择。她们会说自己喜欢做家庭主妇——此处指她们喜欢做家务——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有其他选择，情况会有所不同，她们可能会坦承自己的真实感受……

讨论者A谈论的是女性与家庭主妇角色之间的关系，而参与者B则专注于讨论主妇对家务的感受。A并不是说女人喜欢做家务——她只是说她们喜欢当家庭主妇。同样，B说的是女性不喜欢做家务，但也并没有说女性不喜欢成为家庭主妇。这种虚假分歧是一攻即破的。这是由于未能看到这两个因素背后的价值——对家务工作的感觉和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态度——可能不重合。女人可能会积极地对待家庭主妇的角色，但是不喜欢做家务。或者她也有可能对家庭主妇角色持消极态度——不认为自己是家庭主妇——但同时喜欢做家务。

同样，对这两个因素中某一个的关注，可以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在关于女性家庭状况的研究中一些研究结果强调满意，而另一些则强调不满意。例如，米拉·科马洛夫斯基的《蓝领婚姻》和李·瑞恩沃特、理查德·科尔曼和杰拉德·汉德尔合著的《工人的妻子》都给我们描绘了美国工人阶级女性的生活群像，但是总体上而言，他们的结论是彼此不一致的。科马洛夫斯基强调女性对家庭主妇身份的满意，而瑞恩沃特和他的合著者们则侧重于家务劳动带来的挫败感和不满意。科马洛夫斯基的研究着重于主妇对角色本身的感受，而另一项研究则专门采访有关例行常规的规范化和对家务的感受方面的问题。瑞恩沃特研究中的工人阶级女性生活通常是“忙碌”“拥挤”“一团糟”“单调”“乏味，只是乏味”……她们认为自己是“努力工作”的女性(1)，而科马洛夫斯基研究中的主体欣然“接受当家庭主妇”。(2)出现语气对比如此鲜明的这两个结论，主要是由于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工人的妻子》的作者将关注重心放在主妇的家务感受上；而在《蓝领婚姻》中，科马洛夫斯基更为关心的是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接受/不接受上。

（三）社会阶层

如何通过对家庭主妇角色的定位和对家务的感受之间的区别来解释社会阶层差异？

采访中确实有发现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之间的一些明显差异；两组之间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没有表现出阶级差异的一些重要维度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家务不满的发生率，对家务工作的态度，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制定，以及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等。另一方面，在回答“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以及在访谈中对主妇“自我态度”进行的“测验”中，两个组别之间的阶级差异则相当明显。总体而言，以上访谈中的两个部分表明，工人阶级女性与家庭主妇的角色以及家庭内部利益、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你喜欢做家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主妇都给出了“喜欢”或“不介意”的回复。这些回复可以被认为（参见本书第96—100页）其标志着她们对“女性理应对家务感到满意”的社会规范的遵守——该规范是工人阶级社区而非中产阶级社区的典型特征，此外，更为典型的“工人阶级”语言编码的运作更进一步促使这一规范得到遵守。

阶级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可以概括为，虽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对家务有类似的感受，但他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态度取向却大相径庭。总体而言，工人阶级的取向更为积极：她们有强烈的积极意愿宣布个人对家庭生活的认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她们从家务劳动中获得满足感。相应地，中产阶级主妇则倾向于，在言语层面和认知层面上远离家庭主妇的角色（尽管她们在童年时期也对母亲作为家庭主妇身份有着潜在认同）。她们认识到并承认自己对家务不满，而不是在做家务中努力寻求满足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绝对的。例如，想让自己对作为家庭主妇感到满意的女性可能会发现，这种取向态度并不能克服日常做家务的不满。同理，主观认识到对家务的不满可能使人们感到一些满足。

在工作态度和感受的维度上，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之间的体验认同感最为明显。这本身，就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两个阶级群体对家务的不满是相同的。如果有人将（主要是）基于丈夫职业的社会阶层分类替换成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那么区分开的两个群体之间仍然没有区别：只接受过低等学校教育的家庭主妇，也不太可能比那些受教育时间更长的家庭主妇对家务感到更满意。(3)第四章引用了关于工业社会学上的研究发现来支持这一结论。在对底特律汽车工人的研究中，亚瑟·康豪瑟指出，除了受教育程度不同外，“心理健康”（大体上可以等同于本研究中的“满意度”）上的职业差异仍然长期存在。在三个以教育程度分类的组别中，具有良好心理健康的工人比例随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而持续降低。(4)换句话说，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水平，而不是工人的教育背景，才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方面的差异因素。应用到本研究中的家庭主妇的例子中来，可以表明，做家务是一份工作，是它本身作为工作的这种性质，使人对其不满。家务工作性质的影响，可能比主妇受过的教育或与社会阶层成员有关的任何经历影响都要大。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对传统的社会学中的假设进行一些修正，即认为不快乐的家庭主妇是纯粹的中产阶级现象。和其他调查研究结果一样，它也可以被用作证据以证明社会通常做法的适当性，比如，人们会根据丈夫的职业将女性分配到某个社会阶层。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为的阶级区分线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也即是说，主妇之间可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社会阶层差异；因而，这样建构出来的阶级界限实际上可能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反而让人们忽视一些确切存在的有意义的比较。


二　家庭主妇与女性解放

本书的第一章讨论了社会学中的性别歧视，本书最后一部分将专门致力于探讨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这一更为普遍、广泛的问题。它尤其关注的是家庭主妇对女性自身状况的意识问题，或者可能是她们被社会所灌输的对自身状况的意识问题。她们是否会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群体？女性解放运动对她们而言有吸引力吗？有组织的女权主义又以什么形式使其思想和策略与家庭主妇相关联？哪种策略最适合“家庭主妇”的解放呢？——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促进和加深女性对社会中存在的塑造女性角色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及经济力量的理解，同时也让她们了解到女性角色的现状是具备可改变的潜在可能性的。尽管从狭义上来讲，只有关于未来策略的问题才算是“政治的”，但是，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根源于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女权主义价值观，所以从此意义上来看，它们都是“政治的”。换句话说，只有在女性的状况与男性的状况不同时，这些问题才是可被理解，认为是重要的。同样，只有女性正在受到歧视；只有性别划分是有其文化根源的，并且当人们认为理应改变女性的这一地位处境时，这些问题才能够被提出。我认为，这里提到的女性的生存现状都是不言自明的；这些境况，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论证，不再赘述。(5)

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女权主义价值观，似乎与社会学的不带价值判断的（value-free stance）立场不幸地并存在一起。但是，它们往往不同于（也更为明显地被感受到）通常以男性为导向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又一直为社会学家的观点立场所背书。(6)性别与阶级（或种族）不平等之间许多用得过滥的类比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资源或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研究几乎总是会包含一些如何改变不平等现象的讨论。(7)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如何提高弱势群体意识的问题，关于如何描述事实和提高期待的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在本质上和性别不平等问题是相通的，它们也与阶级或种族的不平等方面相联系。

当本研究样本中的家庭主妇被要求就女性解放运动发表意见时，她们所表达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这也许不足为奇，因为访谈是在1971年初进行的，当时公众舆论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度远不若今朝。40名女性中有8名根本没有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其余许多人在提到大众媒体上所描绘的形象——激进的女性愤怒地烧文胸——时，都觉得很搞笑。少数一些人只是简单地说，她们知道这一运动，但个人对此并不热心。在这种语境下，在提到特定主题的人中，大多数人提到同工同酬（有4人不同意）或对女性的工作歧视的其他方面。有2人对女性被当作二等公民的一些基本方式进行了系统描述。有一个主妇叙述了社会上鼓励小女孩参与家庭化活动的具体操作机制——这显然是从她作为一名女童的母亲，和她在一段特别不幸福和不平等的婚姻中作为妻子的视角观察得出的。另一位主妇称自己“有点女权主义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她谈及了男人看待女人时“有辱人格”的方式和态度，他们对“世界小姐”大赛的侮辱与轻蔑，以及谈到“即使在医院（生孩子）时，人家和你说话就好像你是垃圾一样”。

除此之外，大多数关于女性解放主题的评论都是极为保守的。有人偏向要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强调要保留女性气质的传统特权等，正如我们能从以下主妇回答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位主妇是商店经理的妻子，结婚前曾是一名秘书。

（你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吗？）

是的，我听说过。我同意她们的一些观点，但我认为她们的做法有点过头了。我认为女性并非完全生而平等。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女性化一点，并喜欢看到有人会在公交车上为我们让座！

维持婚姻现状的愿望，也与这种对性别差异的普遍保守态度相吻合。显然，没有人认为女性应该抛弃对家庭和家人的传统责任，或者是在夫妻之间分担责任。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回答可能会与主妇在采访早些时候所说的相矛盾：这一点在对砌墙工妻子玛丽莲·桑顿的采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于女性运动，她说：

我认为这很滑稽。好吧，我一直认为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而她们试图做的是将女人置于男人之上，这永远都行不通。这是对男人的侮辱，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目前的状况是，一个女人不会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感到被侮辱——我是说，比如我不会感觉遭到羞辱，因为我丈夫出门工作，赚的工资也比我更高。

这些言论必须与采访较早时桑顿所描绘的婚姻情况相对照。根据玛丽莲·桑顿的说法，她的丈夫在婚姻中是一个相当影子式的模糊存在。她掌控财务状况，支付所有账单，并将所有余额闲钱存入仅有她名字的银行账户。一旦将一笔工资交给她，她丈夫便不知道工资会怎样处置，并且他不闻不问，拒绝承担任何财务责任。所有的决定都是她一个人做，比如住哪里、为家里购置哪些物品、去哪里度假，等等。五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是她取的，只不过，有一次，在他反对的情况下，她将孩子的名字改成了他可以接受的。

玛丽莲·桑顿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老板”，并说她喜欢这样，而且她所有朋友都是这样。显然，她对这种安排感到很满意，这种安排使她对家庭决策有明显的掌控权。无论从意图还是目的来看，她确实是老板。而在上面引用的言论中，她隐晦地否认了这一点，并说“男人是一家之主”。

一些个案中，在访谈中的不同阶段，主妇表达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之处是对其不满情绪的表达，然而这在回答女性解放问题时并非如此。例如，一位仓库工头的妻子曾详尽地抱怨丈夫的悠闲，以及他喜欢在酒吧里花掉大量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以反问句“这是不对的，对吗？”结束访谈，接着她继续回答有关女性解放的问题，她所做的评论如下：

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我认为这愚蠢透顶。我们真的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解放。

对男人在婚姻中享有更多自由的抱怨变成了一种主张，以至于人们认为女人更多地被家庭限制和束缚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缺乏参与的反对意见被转化成女性喜欢做家庭主妇的观点。对女性解放问题中隐含的想法——一些女性正在设法改变女性生活的传统模式——的这种回应表明，主妇们对性别角色转变的意义和影响感到相当的焦虑。同时，这也表明了她们普遍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想没有接轨。

自从女性解放运动获得自主性发展这些年以来，她们中的成员对家庭主妇的心理和经济地位的关注程度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似乎与解放运动中人们的阶级意识波动有关，即将“家庭主妇”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一潜在趋势。(8)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解放运动的成员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其身份的中产阶级属性，该运动在整个女权主义斗争中赋予了家庭主妇以不同程度的政治重要性。目前，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家庭主妇有占据女性革命中心位置的潜质。(9)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是一种准确的认识。正如本书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家庭主妇”一词可以，并且已经适用于大多数的女性。因此，大规模的女性反抗必然将包含家庭主妇这一最大的单一群体。

另一方面，家庭主妇的革命潜质似乎又明显小于其他类型的女性。例如，难以与家庭主妇取得联系并将她们组织起来，这使得她们在政治上比就业的女工人更难以联合起来。一个最根本的障碍是家庭主妇倾向于对传统的女性气质产生强有力的心理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在家庭主妇群体间，不一定会比其他群体更高。但是，家庭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主妇角色的婚后表现，以及经常牵涉家庭主妇（婚姻和母亲身份）的其他社会安排之间的严密“契合”，都将女性牢牢固定在一个完整的具有传统女性气质的世界里不得动弹。(10)这个世界的系统越封闭，看见它之外的大千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小。一种关于家庭主妇不满情绪的神秘化便关闭了这个系统中一个潜在的逃生阀门。除了家庭主妇角色，掩饰不满的系统社会机制在其他女性角色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在讲究务实的人看来，一份兼职工作，继续教育或参加社会/社区的志愿者工作，都是医治不幸的家庭主妇的神奇（但并不充分）的万能药。弥漫于家庭主妇群体中的不满或“抑郁”是一种公认的医学心理现象；因此，“治愈”也只是医学上的，而不是社会结构上的（和革命性的）。(11)在流行的性别角色心理学上，会将抱怨的家庭主妇称为“唠叨的妻子”，“易怒的母亲”仅仅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这种传统的心理学分析解释有些深奥，因而也有点危险。它意味着，不满意的家庭主妇等同于不满意的妻子，和适应不良的失调的母亲。这背后隐含的寓意便是，只要纠正了家庭主妇身份角色中妻子和母亲的那部分，主妇对家务劳动的不满就将自行消除。(12)

将家庭主妇的不满归因于外在于家务状况的其他因素，其实是进一步加强了女性对家庭的认同感。因此，很难摆脱这个陷阱。迄今为止，有组织的女权主义所采取的与之对应的策略，在帮助女性摆脱这种认同困境的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呢？接受这项研究采访的大多数女性认为，女权主义者们对家庭主妇不感兴趣——她们“瞧不起”家庭主妇，她们认为主妇的职业不如家庭以外的工作或职业有价值。简·埃利斯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回答表达了这一观点。这里引用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她对电视节目的批评中，她提到自己正在再现一种最普遍的对家务不满的社会诊断——这是由于女人自身的一些缺陷所导致的。

（你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吗？）

是的，我听说过；我不喜欢的是她们的态度，她们认为当一名家庭主妇是有问题的。令我烦恼的是，我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很开心，但是我敢肯定，很多人都会像她们那样想。她们认为你感到开心是不对的——她们会认为你有点迟钝，或者不够聪明。这是让我厌烦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成为母亲或做家庭主妇不一定是白痴。

前几天我在看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让我非常恼火。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性，她有三个孩子，在节目中，你能看到她在洗衣服，另外一个女人却在那儿讲话，说做一个家庭主妇是多么糟糕。老实说，我想，对于一位新手妈妈来说，你可以清理炉灶，她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抱着头，抽着一根烟，一副彻底感到厌烦的样子，而孩子们四处奔跑着朝她尖叫，很显然，他们快把她整疯了。现在，这让我很恼火，因为根本不需要这样——根本不需要表现出那种态度。好吧，我承认，如果她只是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孩子们会朝她尖叫的——他们会这样。我敢肯定她永远都不会去别的任何地方，但是你必须要努力去结交朋友和做其他事情。她只是坐在那里，为自己感到难过，这让我很恼火；因为没有人要求她去做家庭主妇，并生了三个孩子。

简·埃利斯的这番独白很好地表达了对当代女权主义者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误解似乎与女权主义者向运动以外的女性传播女权主义思想的方式有关（尽管媒体的歪曲报道也必须对此负责）。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在这方面会持谨慎态度，我不会说“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取得这些功绩或完成了那些伟业；我只是就这个情形发表个人的诊断分析。这个诊断也部分地基于我采访中家庭主妇所说过的话。

大多数的女性对传统的家庭主妇、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投入奉献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是她们所处其中的某些社会和经济结构所致。(13)这种解释会否认传统的女性身份观念在女性心理学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女人的压迫可不是天气转晴时便可以随心所欲脱掉的雨衣，它是一个长在身体内部的恶性肿瘤，必须痛苦地开膛破肚，将其挖出、彻底消灭。在一种有绝对的性别歧视的文化里，完全摆脱这种旨在区分性别的女性教养的束缚，意味着一种对人类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不切实际的乐观，而这种改变在此种文化中或许永远不会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并消灭这种疾病的主要源头，但是它仍然会遗留下各种次要的隐患。女权主义反抗的主要（也许是唯一的）手段，是要对女性“内化自身的压迫”方式有全方位的了解。这种逻辑便是，除非女性自身首先意识到需要改变，否则便不能改变这种压迫女性的外在结构。这种认识包括从其他女性那里认识到的对女性改变自身的反抗能力的认识。对于家庭主妇而言，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提高她们的意识，而目前正是由于未能提升此意识，才使得女性解放运动在家庭主妇群体中不具备吸引力或吸引力不足。

目前而言，只是在一个全由积极支持女性解放的女性组成的女权小团体中来提高女性的意识，这同时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14)这种结构似乎很符合家庭主妇的个人发现，即她们对家庭生活有着内化性的强迫认知。但是，进入这种结构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还需要事先与女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的另外两个原理达成一致：需要将男性排除在意识提高的过程之外，以及达成“姐妹情谊”关系纽带的目标，也即，在女性之间建立一个新型的、非竞争的关系。(15)这些想法对许多女性而言，不那么容易接受。即使在旨在提高意识的小组中，人们对性向和母性的关注也会比对家务的关注更多。对媒体中完美的家庭主妇刻板印象的遵循可能会遭到集体嘲笑，但是此种嘲笑是微不足道的；主妇真正需要做的是，认真揭开和剖析女性成为家庭主妇背后的个人需求，这才是解决女性困境的核心所在。

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高意识的群体只能接触到，已经“转变思想”的女性，所以有必要找到其他途径，以争取得到大多数家庭主妇的支持。有人建议通过帮家庭主妇争取“做家务的工资”来组织她们。(16)这种论点似乎认为，应该支付女性做家务的工资，并且如果她们能有工资，她们便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进一步采取政治行动来改善她们自身的处境。这似乎是一种错误的推论；因为，给付工资的建议更像是一种肯定，而非拒绝，它认可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等同。我们很难看出，这样的举措将会如何改变许多仍存在的让女性安然接受其次等从属地位的相互关联的认识方式。

更合适的策略将是，尝试直接提高女性的意识，让她们意识到为何自己会有必须做家务的这种感觉，以及帮助她们找到必须依据某些标准来做家务的这一强迫行为的根源。在开展这项研究访谈时，我经常会被女人论及家务时的那种迫切感所震惊。但在我们在门口简单交流几句后，当她们意识到我对她们的家务感受很感兴趣时，她们的表现又让我感到轻松宽慰和愉悦。因为这是与她们直接相关，也是她们在实际处境中很关注的领域。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谈论为何以某种方式做家务的原因时，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也许也是第一次）自己的家务行为与从小的家庭教养之间的关联。通过这种措辞来提高她们意识的方法有着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是在集中讨论她们日常关注之事，而不是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家务相关的主题可以作为一项基础研究来扩大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只有对性别差异，及其根源和影响有透彻的理解，才可以逐渐提高和最终唤醒女性的意识，让她们认识到女性气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捆绑和联结是社会强加其上的。这种认识本身，同时，也是女人对其自身是如何默认其从属地位（their own subordination）的认识。这样一来，“摆脱条件束缚的”家庭主妇便成了革命的潜在力量。

关于女性解放如何与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联合的议题，还有另外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难题需要解决：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对女性气质的发展没有任何总体性上的理论探讨。诸如“压迫”或“从属地位”之类的标签，并不能涵盖女性化气质所涉及的许多复杂过程。首先，前进的方向意味着倒退，它将人们带回生物学上女性是如何“变成”女人的老路子上。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的弗洛伊德对心理结构的描述，在这种心理结构中女性被放在社会的从属地位上。因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女权主义再分析可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论方面的开拓路径。(17)弗洛伊德主要研究性向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有新的理论事业需要开拓：对有关女性的家庭化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阐述。如果女性要切断将她们捆绑在家庭上的束缚绳索，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些束缚绳索是怎样构成的。第6章阐述了女性童年时期对女性刻板印象的认同，以及这与对传统的“讲究家居整洁的家庭主妇”行为的模仿和复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此处至关重要。同样，第7章讨论过的将“家庭主妇”的标签纳入主妇自我的概念中，也是如此。这两点，都与第8章中描绘的传统的婚姻角色有关。可以说，通过本研究中这些女性的讲述，并没有发现丈夫们有修正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的想法，而且很显然的是，女性自身也没有表现出主观上想要做出重大改变的动力。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要想系统地纠正性别歧视主义，就必须同时在各个不同的层面进行诸多努力。理论分析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则由必须逐渐实现制度平等（institutional equality）的实践措施组成；而第三个层面，则与消除社会观念上对女性的偏见有关。我们认为应更加强调女性自身需要做出改变，即修正她们之前基于“性别区分”观念上的对“女性地位”的认识，这并不是要否认在其他层面上采取行动和努力的重要。然而，除了以上这些行动和努力之外，限制人们做出改变的，其实，是人们对其的想象力。





(*) 指的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潘克赫斯特夫人为女性的选举权而奋斗终生，是现代女性运动的先驱，她领导的女权运动也引起了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广泛重视，后世称她掀起了一场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激进女性参政运动。——译注


附录一　样本选择和测量方法

此附录包含本书中提到的有关家务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详细信息。它主要涵盖以下两方面的内容：（1）选择40名被访家庭主妇的方法；（2）用来评估主妇回答中对家务的“满意度”和其他方面的测试方法。这些评估项目对本研究结果的分析有着关键性作用。


一　样本选择

为了制作访谈调查问卷清单，我在主要访谈之前，进行了为期10次的引导式访谈（1971年1月—1971年3月）。这次引导式访谈中的10名受访者（根据其丈夫从事的职业来划分，有5名是“工人阶级”，另外5名属于“中产阶级”）是通过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两个阶层内的家庭主妇中多次上门拜访后被选出的。

这个由40名女性组成的主要样本是从伦敦地区的两名全科医师的通讯录名单中选出来的，这两位医师一名在工人阶级聚集区，另一名在中产阶级聚集区。潜在被访者的姓名我是从医师的通讯录列表中按照字母表的顺序随机选择的。每个字母开头的姓氏都选择了两名被访者——被选出来的这两名则必须恰好是在1940—1950年间出生的已婚女性，并且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使用这些标准主要是为了获得相对均质的同为年轻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女性样本。通过这种方法，我得到了71个名字。然后，我询问每位医师他是否认为这些被选的样本女性存在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这样一来便可以将病人排除在我的研究样本之外。他们也被要求指明名单中被选中的人的种族，以便我可以将西印度群岛、西非和印度的患者人群从样本名单中排除；因而剩下名单中的人都是爱尔兰裔或英国裔女性。同样，控制样本的种族来源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样本的均质性。（关于均质性的论点详见本书第2章。）

根据种族排除一些人之后，样本量减少到了65人。然后接下来使用的程序是，挨个拜访她们填在医疗卡上的地址，以她们的医生的名义做个引见，(1)跟她们阐明我这项研究的目的（“想要了解家庭主妇对家务的看法”），并邀请其与我合作。她们的名字一律按字母表顺序排列，两个阶级群体列表中名字都是依次从字母A、B、C往下排列，直到确定40次面试为止。样本中这40位家庭主妇被平均分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小组，这种分法主要依据的是其丈夫从事的职业这一主流阶级划分标准（请参阅第2章）。自她们将住址填在医保卡上提供给医生以来，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搬了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新地址，但是，只要能有她们的新地址，以及新地址还在同一地区时，我都会跟进这些潜在的被访者。

在总共40人访谈对象中，有16名女性立即表示同意接受采访。其余的家庭主妇，我都和她们预约好将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内进行采访。这些被联系的女性都没有拒绝与我合作，只有两个例外，她们和我预约的采访时间都太过靠后（分别是因为丈夫生病和休假），我只好选择其他被访者。表1汇总了与样本量和未能进行采访的原因有关的数据。在这7个主妇“没能联系上”的情况下，我在几天内或某天中的不同时段去了她们留下的地址多达5次(2)。

表1　抽取的样本量和采访未能成行的原因



	 
	人数


	抽取的样本
	65


	已搬家，无法追踪联系方式
	16


	联系失败
	7


	联系上但未能接受采访：
（i）拒绝了
（ii）提供的预约采访时间太靠后
	0
2


	最终访谈的样本
	40



采访是通过磁带录音的方式在一次对话中完成的，采访时长从一小时一刻钟到三个半小时不等，平均采访时长约两个小时。具体的采访问卷表详见附录二部分。


二　测量方法

对家庭主妇工作状况的满意度和其他方面的评估是基于访谈中主妇做出的答复。对家务、育儿、婚姻、就业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通常是分别进行评估的。此外，还评估了每个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程度，以及她们为家务活动所制定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程度。在决策和休闲活动两个领域，婚姻关系被评为“分离”或“联合”，最后，也评估了丈夫（根据妻子在采访中给出的信息）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的参与程度。

进行此类评分的一种可能程序是，要求受访者自己进行评估——例如，评估她们的自己“满意”程度（例如，“很满意”“满意”“不满意”等）。尽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研究人员来进行阐释，但它也有明显缺点，即不同的受访者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自我评估，研究人员却无从知晓这些标准。与自我评估类似的策略是提出“标准化”问题来获得对满意度或其他一些态度/行为方面的评估。“传统化”的倾向——人们会选择社会所期望的回答的趋势——削弱了自我评估和对标准化问题的问答这两个程序的效用，从而导致对所研究现象的失真报道。(3)例如，人们往往会在被问到对婚姻是否满意的直接问题时表示对婚姻感到满意，因为这种回应比表示对婚姻不满的社会接受度更高。由于这些方法的种种弊端，本研究中的评分全部由访问者兼研究者一人做出。

（一）满意度评估

考虑到人们在满意与否的直接提问回复中通常会做出积极回复这一现象，因此在本次调查中避免提问“您在工作/婚姻/育儿中感到满意或不满？”这一直接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旨在引起一些相关回应，进而用它们来做出对满意/不满意的评估。

1．对家务的满意度这一方面，提出的问题有：

（i）“你喜欢做家务吗？”这显然是一个重点问题，但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比较中性的问题，如“你对家务感觉如何？”在引导式访谈中引起了一些人的困惑。对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明白易懂，中产阶级女性则倾向于通过对家庭角色定位来做出一般性陈述（例如，“我真的不介意做一名家庭主妇”）。其次，它被证明是一种有效地介入家务态度这一整个领域的方法。它的简洁通俗也使得在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容易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关系。

（ii）第二种方法是询问她们对特定家务的态度。问及的问题，有关以下六项基本的家庭任务：打扫卫生，购物，做饭，洗碗，洗衣和熨烫。

（iii）第三类问题是关于单调、碎片化、节奏过快、社交孤立和家务劳动中的“被囚禁感”的体验经历。这些问题都是尝试理解家庭主妇做家务的感受的一部分，但这部分也与其他研究做了一定程度的比较。

（iv）在访谈的最后部分问了最后两个问题，邀请家庭主妇将她目前的工作满意度与她在其他角色经历中的满意度，或她认为未来对她来说有可能的潜在替代方案中的满意度相比较。（对这些更普遍的问题的回答也提供了有关其他方面的满意度——例如，就业工作满意度——的信息，这些回答在评估其他领域满意度时都有被考虑在内。）

2．尝试评估婚姻满意度时遇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在一次采访过程中获得足够的材料来完成这项评估，因为同时还要兼顾收集与家务、育儿和就业工作有关的材料。这不仅是时间和采访话题广度的技术难题，也是整个研究项目，尤其是访谈，该如何呈现给受访者的问题。最初，受访者被告知这项研究是关于探讨家庭主妇对家务劳动的态度，这会让人觉得，有关婚姻关系的亲密方面的详细问题将会被受访者认为与本研究的既定目标相矛盾，并且超出了采访者的职责和提问范围。引导式访谈已经证实，家庭主妇倾向于屏蔽掉关于此点所进行的各种尝试，会回避回答有关自己与丈夫之间关系的详细问题。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没有任何问题明确涉及婚姻的满意度。有关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休闲活动、社会关系和决策问题都很容易被欣然接受，而且似乎没有引起过类似的不必要误解。这类问题主要是为了评估婚姻角色关系中的“联合/分离”（见下文），但它们总体而言，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自己婚姻的机会。

很可能，婚姻满意度评估的有效性要比其他方面的满意度评估的有效性要低，这仅仅是因为访谈内容没有明确涵盖这一领域。在某些情况下，主妇们提供的关于婚姻状况方面的信息比采访者实际问到的要多，但是这种自发给出的信息更多的是表达负面情绪，而不是正面情绪。基于缺乏相反的证据，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推论。

3．与婚姻的满意度不同，育儿的满意度是根据对涉及育儿的特定问题的回答来进行评估。在一些关于家务的问题之后，本次调查中还询问了关于育儿和育儿任务的问题，设计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了解主妇们有关育儿活动领域的感受。在访谈的最后一部分，主妇们在对有关家务工作和其他工作进行比较的回复中，有时会借用对育儿的满意或不满意来表达自身感受。例如，有些家庭主妇说“孩子”或“宝宝”是做家庭主妇“最棒的地方”。这表明她们对孩子持积极态度，或者至少说明她们对育儿感到满意。总之，主妇提到满意的可能性似乎和提到不满的可能性一样多。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有些人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不满；这在本书中也进行了详细探讨（请参见本书第9章）。

4．采访问卷中有一部分专门针对就业工作态度方面的问题；根据主妇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研究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进行了评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家庭主妇的工作经历，她所从事的每项工作的优缺点，以及她们选择这些工作的初衷和跳槽的原因。除了两人以外，其他家庭主妇都就其曾从事过的工作进行了工作满意度评估。这两个例外情况：鲍林·库特，一个全职型家庭主妇；莎莉·乔丹，她在当地一家工厂上班，每周工作五个上午。

5．本研究利用主妇在访谈过程中的相关回应来评估她们对其他方面的满意度——总体上对生活的满意度。尽管采访问卷的最后一部分没有特别强调对特定问题的回答，但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收集相关的材料。访谈本身表明，在这些主妇生活中的这个阶段——作为年轻的母亲——与其他方面相比，她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更取决于家务工作满意度，即对家庭生活的接受或拒绝。“成为”家庭主妇/妻子/母亲对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言，似乎很重要。因此，与总体上对生活的满意度相比，有关婚姻、育儿和工作的满意度概念，与主妇家务日常表现中的奖励和剥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除了这些满意度领域的几类问题，还有两个附加条件也影响了本研究中的满意度评估。首先，主妇在访谈中任何时候做出的相关自发评论都包括在满意度评估的因素之中。正如布朗和鲁特所言：

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如果受访者起初拒绝回答直接问题的话，他们通常会自发地表达负面情绪；又或者，他们起初对直接问题的回答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复，但在漫长的采访中，却未能表达出这种情绪。(4)

第二种情形是，本研究中，对满意度的评估应同时考虑主妇们给出的两种主观性材料——“口头的”（verbal）和“声音的”（vocal）。(5)一方面，她们的陈述有对情绪的自我表达（例如，“我很生气，待在家里一整天都没有说话”），而另一方面，她们的陈述同样会涉及话语表达的非言语层面，例如语气、音调和节奏等。有时候在访谈中，受访者语言表达的声音方面会加强其口头表达的含义，但也有时，这两者之间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声音表达就能为了解受访者的真实感受提供重要线索。本研究在关于满意度评估的调查中发现家庭主妇自发表达的情绪感受特别重要，即那些主动做出的而不是回答直接提问时给出的及时感受。这些自发给出的感受与回答直接问题时所表达的感受之间常常存在差异。

用来评估“满意”和“不满意”的标准，是被康豪瑟描述为“简单、普遍接受的观念”的那些标准，即，根据主妇们做出的回答，可以评估她们表达时的态度和感受。(6)这种方法的意义和有效性，正如康豪瑟所说：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标的“表面有效性”，即取决于回答材料表面上的明显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征了我们的文化通常是怎样界定心理健康与否的（满意/不满）。(7)

对“常识”方法的进一步检验是它们的“关系生产性”（relational fertility），即它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8)

在本研究的这些访谈中，如果家庭主妇对家务、就业、婚姻、育儿或总体生活方面做出不快乐的陈述或表达出总体的负面情绪，那她们就会通常被评估为“不满意”。如果她们在每个方面的回应都是如此，即不满情绪在其总体访谈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她们就会被评估为“非常不满意”。而那些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感受和正面情绪的人则被评估为“满意”或“非常满意”。每个方面的满意度所采用的都是一个四级量表：即“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此量表涵盖了消极和积极情绪。而在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中，量表主要缩减为两级量表，即满意或不满意。

在此，需要对本研究中使用双极尺度量表（a bipolar scale）而非单一尺度量表（a unipolar scale）进行说明。前面已表明，一般来讲，分别对每个方面的正面和负面感受进行评估，比起将两者结合起来而选择使用的单一尺度量表，是一项更为可靠的程序。(9)这是因为在访谈中受访者可能会表达出不一致或有所矛盾的感受情绪；即使对于同一个对象、事件或人，受访者在访谈中某一时刻所表达的感觉与另一时刻所表达的感受也可能会有所矛盾。使用单一量表可以确保所有的感受都被记录下来。它消除了对肯定与否定的表述之间进行衡量的艰巨任务，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产生“晕轮效应”（评估者倾向于保持调查记录上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并不能被其从对受访者的普遍印象中收集的数据所保证）的一个重要方法。

考虑到单一尺度量表的可取性，本次研究调查中的先行引导式采访采取了此种方法。例如，人们认为家庭主妇很可能会表达与做家务有关的矛盾情绪，因此有必要分别记录她们情绪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然而，实际上，在任何统计学意义上都没有发现此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被评估为满意的家庭主妇就没有表达其负面情绪，也不意味着“不满意”的家庭主妇没有任何正面情绪。但是，在研究人员看来，这确实意味着，这些矛盾情绪并不能归类为“模棱两可”的标签，使用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情绪的量表也不会让人感觉就一定会导致评估的有效性的严重丧失。因此，本研究使用了双极尺度量表。既然做出此种选择，同时为了减少晕轮效应的发生，一个合适的程序应该是要多个评估者共同进行评估。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各种实际操作方面的原因，这种方法很难实现，但是本研究也采用了一种认为可以减少晕轮效应的程序。这一程序涉及按满意度而不是按受访者来进行评估。因此，对第1到第40位的家庭主妇进行了工作满意度的评估，然后又逐一对她们进行了婚姻满意度的评估，依此类推。录音磁带本身没有记录任何姓名，在此阶段，采访回复问卷表中也没有记下受访者的姓名。

各个评估之间的“浸染”问题也需要仔细关注：这不仅适用于满意度的评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评估。当然，每个评估方面使用的都是不同的采访材料。如果不同评估之间具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那这么做显然是必要的。例如，如果使用相同的采访资料数据来评估婚姻满意度和丈夫参与家庭劳动分工程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种情况下建立的任何联系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并不意味着，在描述丈夫的劳动分工时，受访者的语调中传达的有关婚姻满意度方面的信息不能计入对其婚姻满意度的评估中：此类信息与丈夫在家务中从事具体哪些任务的资料不具有类比性。）

（二）其他评估

以上许多观点也同样适用于采访材料中的不满意度方面的评估。减少晕轮效应的发生，同时避免不同评估之间的重叠，以及考虑受访者在采访中的自发言论，这些方法对于其他方面的评估也同样适用。对这一系列不同领域进行评估的特定问题/访谈方面如下所示：

1．在评估与家庭主妇角色的身份认同时，使用的访谈问卷表中的材料主要有F部分（“家庭主妇角色身份认同”）、G部分（“对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的态度”）和I部分（角色身份认同的原因）。在此维度上，家庭主妇会被划分为“高”“中”或“低”三个等级。

2．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评级方面的材料主要是基于C部分（“家务例行常规”）、D部分（“对工作任务的态度”）、E部分（“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以及一些其他相关部分的表述。这里也分为三类：“高”“中”和“低”。

3．对婚姻的分离/联合的评估，是根据女性对婚姻中的休闲活动和决策的描述进行的。这些描述是在访谈的J1部分和J2部分的问题中获取的，它们涵盖了与家庭主妇的家务工作有关的婚姻的各个方面。40名受访者中，她们的每段婚姻都被评估为“分离”或“联合”。

4．婚姻中的另一个方面——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的参与程度——则是根据主妇们给出的有关丈夫在这两个方面的帮助程度的资料来进行评估的。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这两个方面的参与程度会分别评定，每个方面的评估都会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本书中给出了一些关于满意度和其他方面评估的示例（例如，关于家务满意度方面的见本书第87—93页，关于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见第145—164页，关于身份认同的见第172—173页，关于劳动分工的见第201—208页，有关婚姻满意度的参见第220—226页等）。对于希望进一步研究的好奇读者，可以自行参考本书在别处列出的有关每项评估的详细示例。(10)


附录二　访谈表

A　背景资料

1．受访者的姓名、家庭住址和年龄

2．孩子的数目、孩子的性别和年龄

3．小孩是否参加兴趣小组，或由保姆照看，或上日间托管式幼儿园，或者在上小学？有的话是哪个孩子？每天大概有多长时间？

4．丈夫的职业

5．丈夫因上班不在家的时间

6．当前妻子的职业，如果有的话（任何有偿的工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工作）

7．妻子因有酬工作不在家中的时间

8．妻子外出工作时，谁照顾孩子

9．妻子的受教育程度

（a）受教育至15岁

（b）受教育至15岁＋有1—2年的业务培训/继续教育的经历

（c）受教育至16岁＋普通教育水平(*)＋有1—2年的培训/继续教育的经历；或上学至17或18岁

（d）上学至18岁＋有1—2年的培训/继续教育的经历

（e）上学至18岁＋上大学

（f）上学至18岁＋上大学＋有额外的培训/继续教育的经历


B　家庭工作条件

1．家庭总人数（需要家庭主妇为他们做饭的人数）

2．房子类型

（a）私宅

（b）公寓

（c）房间

（d）房子配备家具

（e）房子无家具

（f）租住市政房

（g）其他租住房

（h）自有房

3．生活便利设施

（a）独立厨房

（b）卧室内盥洗室

（c）浴室

（d）冷热水设备

（e）拥有花园/游乐区

（f）步行五分钟内即可到达商店

（g）步行五分钟内即可到达自助洗衣店

（h）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学校/游乐场所/儿童看护机构等

（i）父母和孩子各自拥有卧室

（j）电视

（k）电话

［根据拥有的生活便利设施进行打分。（a）至（j）得分为1分，（k）得分为0.5分。共用厨房得分为0.5分；卧室外部盥洗室和只有冷水供应也各得分0.5分。最高得分为10.5分。］

4．家用电器辅助设备

（a）洗衣机（类型？）

（b）烘干机（类型？）

（c）吸尘器

（d）冰箱

（e）独立的冷冻柜

（f）洗碗机

（g）中央供暖系统

（h）有汽车/可使用汽车

（i）其他

（j）使用过家政服务

（k）使用过商业服务（例如去自助洗衣店洗衣）

［根据拥有的家用电器辅助设备来进行打分。以上列表中（a）至（d）、（g）和（j）得分为1分；（e）（f）（h）（i）和（k）得分为0.5分。有花园和室内干燥区得分分别为0.5分。最高得分为8.5分。］


C　家务例行常规

现在，我可以问问你平日都是怎么安排家务工作的吗？昨天呢？昨天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你能告诉我从你醒来那刻起，你一天所做的一切事情吗？

能告诉我一周里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周末呢？


D　对工作任务的态度

现在，我想问一问你作为家庭主妇所做的所有事情。你喜欢做家务吗？

1．家务具体任务

（a）清洁（整理、除尘、擦拭、吸尘）

（b）家庭采购

（c）做饭

（d）洗碗

（e）洗衣服

（f）熨烫

（g）修理缝补

（h）买/做衣服

（i）购买/制作生活耐用品

2．孩子

（a）照顾孩子的身体：喊他起床、帮他穿衣、哄他上床睡觉、更换尿布等

（b）喂孩子吃饭

（c）孩子的一般监管工作

（d）和孩子一起玩

（e）买/做/缝补童装

（f）购买/制作儿童玩具

（g）带孩子出门

然后问：

3．你觉得家务工作整体上单调吗？

4．你是否可以在做家务时思考其他事情？

5．你是否发现白天有太多事要做？

6．你是否觉得白天自己独处太久，过于孤单？（注：“独处”这里可以指与孩子们在一起）

7．你拥有属于自己的足够时间吗？

8．你是否希望有更多时间或一些时间不做家务，远离孩子们？如果是的话，你一般会利用这些时间去做些什么？


E　标准和例行常规的规范化

1．你是否认为你在日常家务工作中有特定的做事方式（标准）？

2．遵守这些标准对你来说重要吗？

3．为什么你认为这很重要或不重要？

4．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会让你调整/降低家务标准？

5．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打扫完房子后你感觉如何？

6．当无法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完成家务工作时，你感觉如何？

7．你认为家庭主妇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8．在你有太多事情要做的一天，你会先做些什么事？

9．你认为自己做家务时有固定的例行常规吗？（与你认识的其他人相比呢？）

10．你一直有要完成的例行常规吗？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

11．对你来说，遵循它很重要吗？为什么你认为这很重要？当你必须更改它时，你有什么感觉？

12．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会使你改变例行常规？


F　家庭主妇角色身份认同

10项陈述测试

你能否在这张卡片上写出“我是谁？”的10个答案（“我”指的是你们自己）。试着就像你是在回答自己，而不是回答别人那样地给出答案。只需写下你的经历：不要停下来思考。（此测试最长时间不超过15分钟。）


G　对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的态度

探索10项陈述测验的结果（例如，你在第二条写的是“我是位母亲”。你认为这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H　对在带薪工作和有酬工作中的角色的态度

1．结婚前你从事什么工作？时间长短？（如果不止一份的话，你还从事过其他什么工作？）

（与先前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可以是——以前从事的时间最长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则以最后从事的工作为主。）

2．你为什么选择那份工作？

3．你喜欢那份工作吗？

4．那份工作的什么方面让你喜欢？

5．有什么你不喜欢的方面吗？

6．你为什么辞职？

7．你对不工作的感觉如何？

8．你是否曾想过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你没选择回去工作？

9．现在你想去家外工作吗？如果想，那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10．你认为你最终会回到工作岗位吗？如果会的话，大约是什么时候？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不呢？

（如果现在在家外工作……）

11．结婚以来你一直工作吗？如果是，那带给你哪些困难？你为什么继续工作？如果没有继续的话，那为什么会放弃工作呢？为什么你又重新开始工作？

12．你现在为什么工作？

13．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14．你喜欢哪一方面呢？

15．有什么你不喜欢的方面吗？

（针对所有受访者）

16．总体上你是如何看待全职妈妈的？

17．你的丈夫同意你的看法吗？


Ⅰ　角色身份认同的原因

1．女性榜样

确定谁养育了被访者：母亲、继母、祖母等。

（这里假定是母亲）

（a）你小时候母亲有没有在外面工作？如果是的话，你知道她为什么工作吗？

（b）你母亲现在工作吗？如果是的话，她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她为什么工作吗？如果不工作的话，那又是为什么不工作呢？你觉得她对自身状况感到满意吗？

（c）你年幼时觉得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感到幸福吗？

（d）你母亲是位什么样的家庭主妇？

2．对女性榜样产生认同

（a）你还记得小时候帮助母亲收拾屋子吗？你认为那大概是从几岁开始的？她叫你做的吗？你对此有何感想？你的兄弟姐妹也帮忙做家务吗？如果没有或者做得不多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

（b）你小时候会认为妈妈的主要兴趣是什么？你还记得对此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

（c）当你稍长大些时（比如说13岁或者14岁），你还记得自己是否想像妈妈一样吗？例如，你想结婚生子吗？你打算结婚后工作吗？你想为某种职业接受培训吗？

3．父母的期望

关于结束全日制教育：

（a）你妈妈想让你做什么工作？你在多少岁时离开学校，是她的想法吗？她希望你接下来做什么？

（b）那你父亲呢？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同意你母亲的观点？

（c）你遵循了谁的建议，为什么？

（d）（就业时）你母亲/父亲是否认可该份工作？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呢？

（e）你结婚时你的母亲/父亲感到高兴吗？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呢？

（f）当你生孩子时，你的母亲/父亲感到高兴吗？（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呢？

4．目前与母亲的关系

（a）你目前与母亲关系如何？

（b）你多久见她一次？（通过电话跟她交流呢？）


J1　婚姻关系：组织家务活动

1．家庭任务

你丈夫偶尔或定期帮忙做家务吗？

请明确家庭任务，并询问上周帮忙的次数。

（a）打扫房子

（b）家庭采购

（c）做饭

（d）洗碗

（e）洗衣

（f）熨烫

2．孩子

他会偶尔或定期帮忙育儿吗？

明确帮助类型，并询问上周帮忙的次数。

（a）照顾孩子的身体：喊他起床和帮他穿衣；哄他上床睡觉；换尿布等

（b）喂孩子吃饭

（c）孩子的一般监管工作

（d）和孩子一起玩

（e）带孩子出门

（f）晚上为孩子起夜

3．休闲活动

（a）晚上你们做些什么？


（i）一起

（ii）妻子单独一人

（iii）丈夫单独一人



（b）你们多久出门一次？去哪里？


（i）一起

（ii）妻子单独一人

（iii）丈夫单独一人



（c）你们周末做什么？


（i）一起

（ii）妻子单独一人

（iii）丈夫单独一人




J2　婚姻关系：对家庭工作条件的掌控

1．经济财务

（a）你知道丈夫的收入吗？

（b）你会如何划分收入？


（i）你是否拿走丈夫的全部收入，只给他留点零用钱？

（ii）你丈夫给你固定补贴吗？

（iii）根据你们每周各自的需求量，你们是否一起分配收入？


① 谁决定他应该拥有多少？

② 谁决定你应该拥有多少？在决定需要增加家庭开支时你会怎么办？你通常能成功拿到这笔钱吗？

③ 你们是否会为每个人应分多少而吵架？





（c）你是否有与家庭开支分开的零花钱？


如果有的话，谁来决定拥有多少钱？你是否会告诉丈夫（或必须得告诉丈夫）你花钱买了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你介意吗？你如何确定能从家庭开支中拿出多少钱用来自己花？（购买紧身裤、化妆品，等等）



（d）谁支付账单？价格多少？电费？房租？油费？

如果有两个或多个孩子——

（e）你会将家庭零用钱放入持家开支中，还是将它们用于特殊用途？

（f）操持家务意味着什么？


（i）食物

（ii）租金

（iii）燃料

（iv）衣服和鞋子（整个家庭的）

（v）与孩子有关的其他开支（学校餐费、兴趣小组收费，等等）

（vi）娱乐活动



如果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

（g）你赚的钱是你自己保管吗？你可以决定如何处理吗？


如果是，他是否也一直持这种观点？

如果不是，你介意吗？



（h）你通常将薪水用来做些什么？

（i）你收入多少？

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钱或者你自己赚来的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如果是，为什么？

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呢？



如果在家庭以外没有工作——

（j）当你想给丈夫买礼物时，你会去做什么赚钱？

（k）不得不开口找他要钱，这会困扰你吗？


如果会，为什么？

如果不会，又为什么？



（l）你是否想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钱（即通过工作赚来）？

2．房子

（a）如果房屋自有（抵押贷款）：你们是共同拥有房子，还是仅仅你丈夫是房产所有人？

（b）谁决定住在这里？（买或租某个特定的公寓/几居室/套房）


（i）丈夫

（ii）妻子

（iii）两者共同决定

（iv）其他情况



（c）你喜欢这房子/公寓/房间吗？


如果不喜欢，为什么不？你是否打算做出什么改变？



（d）你觉得住处适合孩子吗？


如果不适合，是什么不适合？



（e）你想搬家吗？你丈夫同意吗？


如果回答是，是什么阻止你搬家？如果你想搬家而他不愿意搬家，那最后听谁的？



（f）如果你想为家里添置东西，比如说，洗衣机，你是否会


（i）请你丈夫为你购买/存钱来买？

（ii）自己购买/存钱来买？

（iii）一起购买/存钱来买？



（g）如果你说家里需要买什么东西，他会和你争辩吗，还是会相信你的判断？

（h）如果需要打电话给水管工或建筑工人，请问是你还是你丈夫这样做？

（i）谁决定你们要吃什么？


（i）你是否喜欢吃相同类型的食物？

（ii）你会做他喜欢吃的食物吗？

（iii）你会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吗？

（iv）还是你会一起做你们都喜欢吃的东西？


如果是（ii），为什么？如果不这样做会怎样？

如果是（iii），他介意吗？





（j）他在家里会有什么特别挑剔的地方吗？


（例如，要求回家时家里必须整洁，熨烫的衬衫要妥帖，等等?）如果有，你认为他有权利挑剔吗？

你是否特别尝试为他做某些事情？

你觉得这是你（作为妻子）的职责吗？



3．孩子

（a）是你决定要孩子，还是意外怀上的？如果是计划内的，是谁决定的，另一方是否同意？

（b）你对自己拥有的孩子数满意吗？你丈夫也这样认为吗？如果不满意，是为什么呢？

（c）谁给孩子取的名字？

（d）谁决定孩子应该去哪里上学？什么时候去上学？（或者参加游戏兴趣小组或是日间看护幼儿园，又为什么会选这几种呢？）

（e）家长会的时候，谁去见孩子的老师/园长/校长？

（f）你丈夫对孩子应该如何培养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例如，礼仪、宗教、纪律性？）


如果有，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如果没有，你是否认为他欣赏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g）总体而言，你是否觉得你在做家务和育儿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


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是否有发言权对你有影响吗？




K　总体满意度

1．你是否曾经想过，除了做家庭主妇和母亲外，还想做些什么事情？


如果想过，你想做什么？



2．如果你可以回到十年前，你会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吗？

3．当你最近感到非常快乐时，是什么事会让你有那种感觉？

4．当你真的感到沮丧/厌烦时，那又是什么事会让你如此呢？

5．你认为自己总体上对生活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或是，严格说，两者都算不上？

6．如果将现在的生活，与你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之前的生活相比较，你是否会说自己现在更快乐、不那么快乐，还是差不多？

7．请你说说做家庭主妇最棒的地方是什么？最糟糕的方面又是什么？

8．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你对此有任何想法吗？那是什么？现在你认为，之前的想法对吗？

9．比如，你期望自己享受做家务吗？期待自己有孩子吗？期望自己享受照顾孩子这件事吗？期望自己享受照顾丈夫这件事吗？

10．当你填写表格时，职业一栏你填了“家庭主妇”，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身份的？

11．你是否认为女性比丈夫应该工作得更努力，或不那么努力，还是一样努力？

12．你认为女性在婚姻中比男性的境况好，还是差？

13．你是否会觉得女性通常不如男性？


如果是，为什么？

如果不是，是实力均衡，还是更优越？彼此有何不同？



14．你认同男人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吗？

15．你如何看待婚姻中妻子上班工作，而丈夫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16．你曾经嫉妒过你丈夫吗？


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



17．你认为目前女性在这个国家中有受到什么不公正待遇吗？（例如，工资、税款、医疗保险等）

18．你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吗？


如果听说过，那你如何看待这一运动？







(*) 普通教育水平（O level），全称为“普通水准普通教育证书”（General Certfication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是每年在英国和世界大约100个国家为中等学校学生主办的毕业会考。——译注



附录三　关于表格和显著性检验的注释

本书中的许多表格都进行了卡方检验。对于2×3的表，计算出x2的精确值，该值的概率水平均取自R．A．费舍尔（R．A．Fisher）和F．耶兹（F．Yates）的《生物、农业和医学研究统计表》［Statistical Tables for Biological，Agricultural and Medical Research（Oliver and Boyd，1953）］。除了少数被认为有助于确定精准的显著性水平的表格外，x2的值不是针对2×2表计算的，而是取自D．J．菲尼（D．J．Finney）、R．拉查（R．Latscha）、B．M．本奈特（B．M．Bennett）和P．夏（P．Hsu）的《在2×2列联表中检验显著性表》［Tables for Testing Significance in a 2×2 Contingency Tab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在没有给出x2值的表中，概率水平均来自此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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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务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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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oser．op．cit．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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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务劳动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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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ckham Rye Women's Liberation Group．Paper on Housework in 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London：Agitprop，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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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例如，F．Herzberg，B．Mausner and B．B．Snyderman．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John Wiley，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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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erzberg，Mausner and Snyderman．op．cit．p．82．

(25)A．Kornhauser．Mental Health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New York：John Wiley（1965）．p．264．

6　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

(1)用于评估的材料来自访谈问卷表中的C、D和E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还考虑了受访者自己对房屋状况的评估。预约采访时间的家庭主妇与采访者第一次登门拜访时立即接受采访的主妇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预约采访的主妇可能想要“准备”打扫收拾一下房子以让采访者悦目。因此，只有在家庭主妇无法以这种方式改变其日常行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她同意立即接受采访——才会考虑采访研究人员对房屋状况的评估。

(2)这里有理论上必须分开的两个问题。首先是规范制定的程度：定义的精确性（或缺乏精确性）以及是否严格地（或灵活地）遵循规范？然后是设置标准和例行常规的类型问题。如何评估相对于其他女性的标准，这一设定的标准程度显得“高”（或“低”）？例行常规的重复性（或非重复性）如何？从理论上讲，家庭主妇可能会认为自己执行的是“低”家务标准，即宽松的标准和例行常规，而这些标准与其他家庭主妇的相比，往往会显得是“高”标准或“重复性”更高。相反，可以想象的便是，可能也存在主妇认为自己是高标准，然而实际上是相对较低的标准和灵活的例行安排。但是，实际上，在此样本中未找到此类情况。本样本中所有的对标准和例行常规的的评估（就像在研究中使用的其他方法一样）不一定具有绝对的有效性：严格来说，它们是对40位家庭主妇彼此间的家务标准进行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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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讲究家居整洁的家庭主妇是由地方当局的健康访问员选出的，他们认为这些主妇“在做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异常地讲究家居整洁，或者是完美主义的家庭主妇”。在60名正常女性中，有21名被选作家居整洁组的对照组，其余的39名家庭主妇是从“较方便的方式取得联系的，例如朋友、亲戚、熟人、同事和附近办公室中的研究人员等”（同上，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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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常的女性不是统计学上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见注释4）。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可能已经修正了其结果，并使得讲究家居整洁组和正常主妇组中的得分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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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uhn and McPartland．op．cit．pp．72-3．

(15)Kuhn．op．cit．pp．47-8。库恩认为女性显著的性别特色是她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结果。另一个因素是她们对婚姻的看重，因此对女性来说这是“双重束缚”。库恩发现，在“20项陈述测试”中，女性较早提到自己的性别，这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期最为多见。

(16)E．Q．Campbell．‘The Internalization of Moral Norms．’Sociometry（1964）27：p．392．

(17)B．Bernstein．Class，Codes and Control：Volume I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1．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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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J．Humphreys．New Dubliners：Urbanization and the Irish Famil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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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M．Patchen Participation，Achievement and Involvement on the Job．Prentice-Hall（1970）．pp．96-7．

8　婚姻与劳动分工

(1)A．Hunt．A Survey of Women's Employment．Government Social Survey．London：HMSO（1968）Volume Ⅱ．p．3．

(2)参见D．Hoskins and L．E．Bixby．Women and Social Security：Law and Policy in Five Countrie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1973）。

(3)1973年，英国国税局在“所得税指南”中的第21段这样写道：“对于持家或照顾孩子的人，在符合下列条款条件时，政府会发放75英镑的津贴：（a）如果你丧偶，并且有一位女性亲属在帮助你持家；（b）如果你未婚，是与母亲（母亲属于丧偶状态或者离异分居状态）或任何其他女性亲属一起生活，并照顾你的兄弟姐妹，也同样享有政府津贴。”

(4)L．Benson．Fatherhood：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New York：Random House，1960．p．310，p．302．

(5)M．Rutter and G．W．Brown．‘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easures of Family Life and Relationships in Families Containing a Psychiatric Patient．’Social Psychiatry（1966）1：pp．38-53．

(6)J．Newsom and E．Newsom．Four Years Old in an Urban Communit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0．p．548．

(7)有关美国一项样本研究中的阶级差异，请参见M．L．Kohn and E．E．Carroll．‘Social Clas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Sociometry（1960）23：pp．372-92．

(8)H．Gavron．The Captive Wif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6．p．91，p．93．

(9)同上。第162页。

(10)R．O．Blood and D．M．Wolfe．Husbands and Wives．New York：Free Press，1960．p．60．

(11)E．Bott．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revised edition 1971）．

(12)有关这方面的评估，是基于主妇对访谈问卷表中的J1和J2部分的答复做出的。

(13)英国社区研究中，与工人阶级分离型婚姻相关的研究，请参阅 N．Dennis，F．Henriques and C．Slaughter．Coal is Our Life．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956；M．Kerr．The People of Ship Street．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8；and M．Young and P．Willmott．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7。对应的两项美国研究，它们是 M．Komarovsky．Blue Collar Marriag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 和 L．Rainwater，R．P．Coleman and G．Handel．Workingman's Wife．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59。

(14)J．Bernard's The Future of Marriage（London：Souvenir Press，1973）进一步研究了关于这两种婚姻的观点，具体请参阅其书中题为“The Husband's Marriage”和“The Wife's Marriage”的两章。

(15)在表8.4中，有九对联合型婚姻关系的夫妻中，丈夫在做家务方面也是有差异的（即评估为“低”），育儿方面参与程度比较低的有八对。而在分离型婚姻关系中，家庭参与程度却相对较高/中水平，在做家务方面参与多的有两对，育儿方面为七对。

(16)Bott．op．cit．pp．53-5．在对方法程序的讨论中，她没有表明在评估分离/联合婚姻时是否特别重视三个领域（劳动分工、休闲活动和决策）中的某一个。她提到的唯一一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数据本身的充分性，下面是她的原文：“关于组织管理模式的数据，并不是在量化的理论基础上收集的，因此，我们并没有对每对夫妇进行完全相同的观察，或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

(17)B．E．Harrell-Bond．‘Conjugal Role-Behaviour．’Human Relations（1969）22：pp．77-91．

(18)J．Platt．‘Some Problems in Measuring the Jointness of Conjugal Role-Relationships．’Sociology（1969）3：p．291．

(19)D．M．Toomey．‘Conjugal Role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n Urban Working Class Sample．’Human Relations（1971）24：pp．417-31．

(20)同上。第429页。

(21)尽管博特似乎在强调规范性维度，但她的一些讨论滑落至公开行为实践方面。

(22)女性在家庭外（以及在工业化之前，当然，包括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生产工作的历史悠久。20世纪已婚女性的就业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激增，但是，并非直到21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女性才真正“退居”家中，成为全职型家庭主妇的。

(23)家务工作满意度与联合型婚姻关系的关联很小，同样，也没有发现对工作的不满意与分离型的婚姻关系有较大联系。

(24)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估是基于整个访谈中主妇的自发性评论做出的，但主要是根据访谈问卷J1和J2部分中主妇对婚姻的情绪表达。

(25)根据主妇对访谈问卷D和G部分的问题回答，评估了她们对育儿方面的满意度，并同时参考了她们的自发性评论。

(26)R．Rapoport and R．N．Rapoport．Dual Career Familie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1．p．286．

(27)当然，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育儿感到满意的女性会向丈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一起分担家务。

(28)采访问卷中的K部分所包含的问题，通常集中在评估主妇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上。

(29)J．M．and R．E．Pahl．Managers and Their Wives．London：Allen Lane，1971．p．114，p．126．

(30)纽森夫妇在研究中评论说：“丈夫似乎都经常讨厌给孩子换尿布，因此会在这里‘划清界限’。”具体请参见 J．Newson and E．Newson．Patterns of Infant Care in an Urban Communit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5．pp．135-6．

(31)R．M．Titmuss在讨论“工业化与家庭”时（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1958），提到了推婴儿车一般被认为是传统女性气质的一项指标。Titmuss这样评论现代家庭生活中男性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以下是原文引文：“如今，丈夫们出门购物，将衣物带去自助洗衣店清洗（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已经外出工作了），陪孩子们玩耍，还能够安然自若地推着婴儿车来照顾幼儿。人们只需稍稍注意到这些，就会知道，在工业化的英国，家庭生活方式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32)有关对“母性本能”观念的解析和批判，请参阅A．Oakley．Chapter 8 ‘Myths of Woman's Place：II Motherhood．’Housewife．London：Allen Lane，1974。

(33)L．W．Hoffman．‘Parental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Tasks．’in F．I．Nye and L．W．Hoffman（eds）．The Employed Mother in America．Rand McNally，1963．

(34)关于这一点，请参阅R．Hartley．‘Some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Changes in Sex Role Patterns．’Merrill-Palmer Quarterly（1960）6：pp．153-64，and also by H．Z．Lopata．Occupation Housew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35)Bott．op．cit．p．54．

(36)Platt．op．cit．p．288．

(37)例如，参见Blood and Wolfe．op．cit．p．51；Hunt．op．cit．1．p．117；J．Newson and E．Newson．op．cit．（1965）．p．135．

(38)Toomey．op．cit．p．419．

(39)同上。

(40)M．Young and P．Willmott．The Symmetrical Famil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3．p．94．

(41)同上。第331页。

(42)同上。第95页。

9　孩子

(1)家庭主妇境况中有关“生产力”概念的讨论，请参阅 W．Secombe．‘Housework Under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Jan-Feb 1974）．

(2)“你当初怀孩子是计划内的，还是计划外发生的？”

(3)与此相关的一项研究，如 J．M．Williams and K．Hindell．Abortion and Contraception：A Study of Patients' Attitudes．PEP Broadsheet 536（March 1972）。

(4)L．Rainwater and C．J．Weinstein．And the Poor Get Children．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0．p．50，p．52．

(5)对育儿满意度和家务劳动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整体测验（Yules Q）产生了一个0.25的正相关，这并不算高。

(6)L．Rainwater，R．P．Coleman and G．Handel．Workingman's Wife．New York：Ocean Publications，1959．pp．88-9．

(7)M．Fogarty，R．Rapoport and R．N．Rapoport．Sex，Career and Family．London：Allen and Unwin，1971．p．246．

(8)在有计划生孩子的21位家庭主妇中，81％（17人）都表示对育儿感到满意，而有一个或多个计划外孩子的家庭主妇有19位，在这19位之中有50％的人（10人）对此感到满意。孩子数并不是工人阶级女性对育儿的满意度较低的原因：在有3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12名女性中，有6个对育儿活动不满意，但也有6个表示满意。

(9)参见 L．Comer．‘The Myth of Motherhood．’Spokesman Pamphlet No．21，1972。

(10)那些表现出高度矛盾情绪的女性会被归类为“不满意”。虽然在本研究中其他满意度测评方面，使用双极尺度量表（满意/不满意）是适当的，但对于育儿方面的满意度来说并非如此。因此，需要考虑主妇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你喜欢照顾孩子吗？”这样，在回答此问题的过程中，主妇的矛盾情绪就会自然流露出来了。

(11)J．Newsons and E．Newsons．Patterns of Infant Care in an Urban Communit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5．p．152．

10　结论

(1)L．Rainwater，R．P．Coleman and G．Handel．Workingman's Wife．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59．p．32，p．41．

(2)M．Komarovsky．Blue Collar Marriag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p．49．

(3)应该指出的是，样本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范围不大。在40名主妇中，有27名在16岁或16岁之前就辍学了，而其余的13名主妇中，大多数女性也是在17岁时就结束学业了——只有一名主妇取得了大学文凭。

(4)A．Kornhauser．‘Towards an Assess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Factory Workers：A Detroit Study．’Human Organization（1962）21：p．45．这三个教育类别分别是“小学毕业”“上过高中”和“高中毕业生”。

(5)参见 A．Oakley．Sex，Gender and Society．London：Maurice Temple Smith，1972；A．Oakley．Housewife．London：Allen Lane，1974。

(6)因此，所谓的“价值中立”，通常不过是为了掩盖其价值中立之下的父权制。（请参见第1章中引用的功能主义理论的示例。）

(7)这在研究教育方面的社会学中尤其如此。例如O．Banks的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Batsford，1968）里有一个章节，就叫作“教育与弱势群体”。

(8)当然，就压迫/剥削意识而言，这两个群体也确实都存在着一些类似的难题。

(9)例如，参见S．James．‘Sex，Race and Working-Class Power．’Race Today （January 1974）。

(10)这让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本章的讨论是特别针对有年幼孩子的全职型家庭主妇的“问题”（相对于女性解放议题而言）。这可能与全职家庭主妇中年龄稍长的那些女人也同样相关。但是，本论点同样也涵盖任何通过自我概念化或社会分类来回应“家庭主妇”这一标签的女性。

(11)H．Holter在 Sex Roles and Social Structure（Oslo：Universitetsforlaget，1970）的第240页中指出“家庭主妇疾病”症候群在《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年鉴》（Yearbook of Neurology，Psychiatry and Neurosurgery）中有所描述。在医学史上，抗抑郁药、镇静剂和精神治疗的药物被大量分发给女性，药物剂量要远远多于分发给男性的。参见M．Balint，J．Hunt，D．Joyce，M．Marinker and J．Woodcock． Treatment or Diagnosis：A Study of Repeat Prescriptions in General Practice．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0。

(12)据我所知，这种解释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没有被提及。这是“大众化”的心理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T．Lidz's The Person：His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Life Cycle．New York：Basic Books，1968．利兹在有关“职业选择”的一章中这样说：“曾上过大学的主妇们或许还没有领会到，但大多数女性早已意识到，要成为一名好妻子，甚或成为一名好母亲，许多能力还需要提升，技能上也要加以锻炼，并且，家庭主妇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项事业。这项事业有其种种限制，因而经常会招致不满；关于此点，我们将在《婚姻关系的磨合与调整》一章中来进行讨论。”有意思的是，在40位家庭主妇的样本中，对家务劳动的不满和对婚姻的不满之间的关联度很低：0.25（Yules Q）。以这种方式来看不同满意度领域之间的可能联系，得到的最大的统计学上的关联度是家务满意度/不满意度与生活总体满意度/不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度为0.45）。

(13)最近相关的一项分析是 ‘Housework Under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74），W．Secombe 探讨了家务劳动与家庭主妇意识之间的关系。他的论点似乎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他假定家庭主妇的付出与奉献意识是从参与家务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参与家务之前就已经有了。Secombe 的原文如下所示：“在辛苦劳作而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家庭主妇则必须学会以非经济方式的奖励来犒赏自己。一般认为，她们的工作是‘致力于为家庭付出的爱的劳作’。因此，很多时候，主妇们必须有意识地压抑自己在家务工作中感觉到的社交异化，以免她们因内疚情绪和个人的能力不足而崩溃。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会是，让家务劳动看起来更像是命运的一种妥帖安排，进而让其成为一种天生的女性职业与责任。”然而，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家庭主妇早已将家务劳动视为一种女性的职业工作，并将这种意识带入她的家务劳动活动中。

(14)参见‘Organizing Ourselves’and ‘The Small Group’．in M．Wandor（compiler）The Body Politic：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Britain 1969-72．London：Stage I（1972）。

(15)这两个原理是互相联系的。在两性分化的社会中，女性关系的政治是由女人为争夺男人的竞争关系所塑形的。一般而言，对其他成员的仇视会造成对自己的严厉批评和极度自卑，这通常是一种少数群体的地位特征。具体请参阅 H．Hacker．‘Women as a Minority Group．’Social Forces （1951）．pp．60-9．部分原因基于此，还有部分原因是两性政治会谈往往以女性对男性权威的服从为特征，因此，男人的在场阻碍了女性意识的提高。在提高意识的群体组织中可能会发现男性在态度和行为上的性别歧视主义，但最好是在群体之外加以解决。有关家务中性别政治的一个很好的概述，请参阅P．Mainardi．‘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in R．Morgan（ed．）Sisterhood is Powerful．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

(16)S．James． Women，the Unions and Work，or What is Not to be Done．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1972．

(17)参见J．Mitchell．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London：Allen Lane，1974。

附录一　样本选择和测量方法

(1)H．Gavron 在The Captive Wif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6）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当采用这种方式，提及她们的医生名字时，显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被访者弄清为何选择她/他作为研究样本。例如，在一项关于家务的调查中，一名女性可能会认为她目前接受采访，是因为医生在举荐她时是将其作为“好”或“坏”主妇的典型范本。在进行当前的研究采访时，我对主妇们都解释了她们是随机选取的。

(2)通常至少要进行三次访问，才会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参见 C．A．Moser．Survey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London：Heinemann，1958．p．135。

(3)参见V．H．Edmonds．‘Marital Conventionalization：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67）23：pp．681-8。

(4)G．W．Brown and M．Rutter．‘The Measurement of Family Activities and Relationships．’Human Relations（1966）19：p．246．

(5)做出这种区分的是 W．F．Soskin．‘Som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therapy．’1953年9月，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美国心理学年会上宣读的论文。

(6)A．Kornhauser．‘Towards an Assess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Factory Workers：A Detroit Study．’Human Organization（1962）21：p．43．

(7)同上，第44页。

(8)同上，第30页。

(9)Brown and Rutter．op．cit．

(10)A．Oakley．‘Work Attitudes and Work Satisfaction of Housewives．’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4年，伦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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